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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向世界发出中华传播学术共同体的响亮声音
在从古至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中,到处都有传播的智慧与思想。中华传播学研究就是
要团结全球华人传播学者,将这些传播的智慧和思想进行发掘和整理,上升到学理高度,建构系
统的中华传播学理论,并通过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进行传播和辐射,以产生巨大的学术影响力。
这是破除二元对立哲学统领下的西方强势学术话语,争取国际学术界认可和肯定的重要路径。
虽然华人传播学者均意识到中华传播学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中华本土的传播现
象研究和本土理论的构建。但是,以往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虽然也在向好的方面变化。比
如,全球华人学者开展合作研究的不多,以学术刊物为阵地的小学术圈自我保护意识还没有消
除,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理论与传播历史基础研究明显不足,华人传播学研究仍然处于较
为边缘的位置,与国际传播学界的交流和对话还不够,没有真正的中华传播学术共同体,中华
传播学研究缺乏一种统摄性的中心理论。
建立中华传播学,就要对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学研究成果作充分、系统地了解和深入地分析
研究,然后加以剔除、选择、吸收、改进,做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只有对各国的传播学成果有
了透彻的了解,并联系传播实践进行比较分析,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力求取人之长,补己
之短,发扬优势,避免劣势,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使传播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新的水平。中华民族文化历来都具有很强的兼容并蓄的吸纳性和以我为主的内聚性。对于外
来传播学,既不会搞排斥论,唯我独尊,盲目排斥,一概否定,也不会搞替代论,崇洋媚外,一味
附和,照抄照搬。每个民族的社会科学也只有在对其他民族的开放中,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
力,也才能不断创新和发展。
建立中华传播学,就要将学科的根须深深地扎在中华悠久文化的学术土壤之中,在弄清传
播学的来龙去脉、认清其是非曲直的前提下,注意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和学术优势。珍视
本民族的学术传统和传播工作者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深入挖掘、努力在中华文化典
籍和现代学术著作中汲取营养,使传播学真正植根于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开放在中华大地
的学术花圃里,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立中华传播学,就要在保持民族特性、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力求有所超越、有所创
新、有所贡献。但是,主张超越创新,并不是要人们去标新立异,而是深入研究,切切实实地在某
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超过别人,进而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传播模式。运用其先进的传播
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华传播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结合中华文化,联系具体实际,进行严谨而科学
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不仅能够分析和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传播现状和问题,而且能够提出新理
论、新观点,甚至也能创造出新的研究范式和体系,使其既有普适性、科学性又有民族性。
建立中华传播学,更需要全球华人传播学者、学刊间的协同与互动。最近三十几年来,全
球华人特别是两岸三地专家学者以及海外传播学期刊的联系愈加紧密,这标示着中华传播学
研究的交流逐渐深入,本土化传播理论研究日益提上更高的议事日程。学术期刊的繁荣是学
术繁荣的重要标志。如今,中华传播学期刊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形成联合互动的氛围,其核心就
是建立中华传播学研究的中心理论。中国大陆的开放与崛起,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球中华儿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亦然。当前的良好发展势头与大陆的经
济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关系密切,而中华传播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更多地依靠大中华
各部分的社会开放与发展,也依赖于全球华人学术的更深层次交流与合作。
来自不同地域的华人传播学者抛去意识形态与地区利益的隔阂,共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
基础,共同找寻中华传播学中心理论,形成具有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本土传播理论和传播
实践,应是以后中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各地中华传播学人交往互动的原动力。同时,要
共同研究内核创新,即通过对中华传播学中心理论的找寻,逐渐提炼出中华传播学研究的内核
与基因,彰显中华文明的特色,显示与西方文化所不同的东方传播学术的魅力。
今后华人传播学者应该以全球中华传播学术期刊联盟为平台,以中华传播学的核心理论为聚
焦,联络全球华人传播学者,建构中华传播学术共同体,进一步加强学刊、学人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完
成从单纯地扩大研究队伍到学术研究上档次、上品位,提高质量的转变,逐步完成从单纯的成果展
示到更高层面上理论共建、范式整合的转变,共同争取华人传播研究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共同促进
中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向世界传播学界发出中华传播学术共同体的响亮声音。
(邵培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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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如何与数据打交道
———元数据、元媒介和元传播
[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
(哥本哈根大学 媒介、认知与传播系,哥本哈根 阿迈厄 2300)
                        □刘 君 周竞男 张梦晗 译
  [摘 要]本研究基于当前盛行的元数据这一技术性概念,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将其定义为不同社
会实践的结果。首先,我重新审视了控制论,并考察了数字媒介环境下元传播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尽管
通常我们并不把使用者访问留下的比特印迹(bittrail)视为传播,但它们将在当代传播理论中占据一席
之地。其次,我讨论了作为元媒介———这一重构与整合其他新旧媒介潜在手段———的数字媒介。元媒
介继而产生新的元传播与元数据。最后,我结合控制论与符号学的核心讨论,构建出一个元传播的类型
学,以期用于数字媒介的进一步研究之中。
[关键词]传播理论;元传播;元数据;元媒介
HowtoDoThingswithData:
Meta-data,Meta-media,andMeta-communication
KlausBruhnJensen
(DepartmentofMedia,Cognitionand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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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包括“大数据”(bigdata)在内的元数据(metadata)①的崛起给予媒介与传播研究无限憧憬,
因为这类数据将提供跨越地域、实时的、更为全面与细节的、对于媒介使用与传播活动的描述。
籍此,元媒介不仅成为传统研究形式,如调查、文本分析、民族志调查以及其他实证路数的补充,
而且在某些方面将取代上述研究形式。尽管看起来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尚不会接受所谓“理论
的终结”这种观点[1]———即认为在大数据呈现与预测传播活动的分析能力面前,无论诠释性或
解释性的理论框架都变得乏善可陈———但媒介与传播领域的确已经开始尝试大量新的研究方
法以考察数字媒介环境。[2]1-114数字媒介不仅对于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字研究方法(同时也
运用于非数字形式的交往与传播实践)也对人类传播活动、文化和历史等实证性研究带来了新
的机遇。这一点已然在数字人文科学的发展中得以表现。[3]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4]媒介与
传播研究领域掌握了更多、更高质量的数据,这有可能使得这一领域能够整合自身成为一个学
科、甚至成为一门科学。[5]同时,将数据既视为传播成果、又作为传播活动的观点使得媒介与传
播研究能够给其它学科和领域提供一套跨学科的框架,以反思与评价数据的搜集、分析和诠释
等研究活动。
为了审视上述憧憬,我区别了两个关于数据的概念。当我们将数据视为信息的载体和意
义的来源时,数据既可以被理解为现实的表征(representation)又可以被理解为对现实展开行
动的资源(resource)。这一涉及人类认知与学术研究的本质的区别在经典的哲学辩论中早已
耳熟能详,从实证主义持续至后现代主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类通过表征与传播实践,究
竟复制还是建构了现实? 二十世纪的哲学为当代传播理论提供了源泉,其间的一个开创性观
点是,日常语言的使用———亦即任何交往与传播活动———都是一种建构或行为的方式。本文
的标题———“如何与数据打交道”———借用了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ohnAustin)的经
典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todothingswithwords)②的形式。无论文字、图像、或其它符
号与象征均提供了这个世界的表征,而这类表征同时又构成了特定语境下、以期实现某一目
的的行动。例如,对于天气的描述也许只是为了发出一个简单的提醒:“你需要带雨伞了”,但
它却也可能积累成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复杂讨论。社交网站上的个人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故知;但相同的信息也有可能被用来识别潜在敌人———新的、旧的、甚至是想象出来的敌人。
这篇理论性文章重新强调了日常交往与传播活动以及这些传播活动所产生的、可用于研究
目的的数据的施为性方面(performativeaspect)。我们时时刻刻都与文字打交道;研究者则不仅
与文字打交道,也与数据打交道。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们的行为所能产生的影响都绝不止于
在传播或研究活动的短短一瞬。数字媒介环境则为我们提供了对话与记录的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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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元数据的更多论述,可参见 V.Mayer–Schönberger& K.Cukier,BigData:ARevolutionthatwillTransform
HowweLive,Work,andThink,Boston:HoughtonMifflinHarcourt,2013.
《如何以言行事》是奥斯丁的著名作品,该书提出了“施行话语”(performativeutterance)与“记述话语”(constative
utterabce)区分学说和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译者注。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重新审视美国学者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Bateson)①关于
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概念,并探讨这一概念对于在线与网络传播研究的重要性。尽
管比特轨迹积聚而成的大数据目前还不被视作传播,但它们将在当代传播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以
体现数字媒介的独特能供性(affordance)。其次,我将数字计算机以及计算机为基础的媒介作为元
媒介(meta-media)———即具有重构与整合其他新旧媒介形式的媒介。元媒介的概念概括了数字
媒介同时作为传播手段和研究条件的双重能供性:元媒介不断产生新的元传播和元数据②。最后,
我从传播理论的视角对于元数据(meta-data)这一技术性词汇进行再次描述,呈现联系控制论与
符号学的线性关联,并讨论其对于将来数字媒介环境下研究的重要性。
二、元传播的两个方面
  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与面对面的交流密切相关,它由格雷戈里·贝特森
(GregoryBateson)基于一系列人类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而提出。贝特森认为,人类的语言交流不
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字面信息的交流。如贝特森所言,“人类的语言交流不仅能够、而且一直是在许
多抽象的对比层次上进行”[6]150。任何表达都包含多重的潜在意涵,而这些潜在意涵则进而影响
传播行为及其结果。这种“多义性”并不是由于传播渠道的噪音或终端的误读而产生的一种随机性
的结果,而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固有特征之一。进一步来说,在面对面交流活动中,传播不仅包含了
口头言语、而且还包含传播者所有的肢体表达以及交流语境中的随机因素。籍此,人类个体本身可
以被视为媒介———第一维度的媒介。[7]44-47绝大多数面对面交流都是在不被我们察觉的情况下发
生;但同时,只有在涉及社会个体时,这些行为才被视作交往与传播行为。实际上,人类始终不断地
对彼此、对文化以及自然环境赋予意义。[8]6诚如贝特森的学生们所总结,无论从生产或是接受的角
度而言,人们都“无法不传播”(cannonnotcommunicate)[9]49。
贝特森区别了元传播的两个方面。首先,人们就交往的编码展开元传播活动。在某些语境下,这一
点可以被视为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10]350-377,或者说特定词汇、短语或表达的意义的字面信息。
我们举一个逻辑学中的标准案例来予以说明:“这只猫(科动物)在垫子上”。贝特森指出,在特定的语境
下(如游戏情节中),这一命题中的“猫(科动物)”有可能包含老虎。广义上而言,当新的话题或词汇进入
对话的语境,哪怕它们借用的幽默或讽刺方式一如往常,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传播的编码。然而(幸运的
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能够通过如重复、重述、举例等等方式捕捉陈述与表达中的关键信息。换言
之,我们不需要时不时地问“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就能够把握词汇的意涵以及其他人的言谈。
第二,社会关系是元传播的另一个方面。在贝特森的例子中,猫科动物意指一只老虎的情形也
许是儿童游戏的一个部分,如角色扮演、宗教仪式或其他文化活动。当某些人信以为真,并受到惊
吓时(一般情况下,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形),元传播将宽慰他们:“这只是游戏”。[6]151在这种情
境下,参与者通过轮流表述的方法,包括介绍、反馈和解释等,将逐渐清楚此次交往与传播的实质。
在类似的传播活动中,人们也极少会直截了当地提出对于人际关系或个人身份的质疑,如“你是谁”
或“我是谁”,而这些问题又意指“我们是谁”。
贝特森在关注到交往与传播活动具有不同层面的同时,进而指出,这些层面在交往与传播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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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贝特森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许多传播学研究议题的发现者和开创者。他对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三个基础性理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开创了元传播、
双重束缚、关系传播和学习的传播机制等研究的先河。译者注。
关于元视角(meta-perspective)的不同概念与起源,可参见 Tom Boelstorff,MakingBigData,inTheory,First
Monday,Vol.18,No.10(2013),http://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view/4869。
的相互依赖性。一方面,“绝大多数元语言和元传播层面的信息都是隐晦的”[6]151,它们存在于我们通
常意指的“信息”之中。另一方面,“大部分关于编码的命题也是关于彼此关系的或隐晦或公开的命
题。反之亦然。”[6]209编码的类型和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话的客体———家人、同事或是陌生人。而我们
彼此交往时用于传播的编码意涵则预示了彼此之间关系的意涵。这两种意涵与语境密切相关。
贝特森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本地语境下的具身传播(embodiedinteraction)活动。但在跨越时间
与地域的技术为中介的交往与传播活动中,元传播也是构成用户与媒介或用户之间交流活动的必
要成分之一。例如,对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而言,编码与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由体裁决定,并经
由体裁得以体现:所谓“体裁”,即表达与体验一种特殊的主题事物共有的话语惯例。尽管针对体裁
的分析类型通常包括文学、美学以及其他人文作品,但近几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体裁同时
视为话语结构与社会实践。①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不单叙事诗、戏剧、抒情诗等形式,乃至政治协
商、金融交易与文化批评等均构成了具有社会功能的话语形式。体裁则以元传播的形式传递着对
于它们迥异内容的功能期许。例如,新闻报道与广告有着截然不同的编码与惯例,它们隐喻了与受
众的不同社会关系———将受众视为公民或消费者———受众则被期许以合理的方式读解其内容,并
将之视为行动指南。而这些都不仅仅囿于交往与传播活动期间。
数字媒介则整合了面对面交流和传统的大众传播的一些元传播能供性(afordance)。一方面,与大
众传媒类似,数字媒介也需要依赖体裁与其受众对话,这些体裁包含电子邮件、网站、快速调查、微博等
等。与此同时,数字媒介继承并重构了早先的媒介形态,[11]如新闻、广告、系列小说等等。另一方面,基
于其交互的潜质,数字媒介吸纳了面对面交往与传播中的某些表达潜质———类似于一种再媒介化的肢
体语言。除开笑容符(∶-))之外,用户介入并留下了大量关于交往与传播以及用户自身的信息。
网络搜索引擎②提供了一个了解数字媒介环境下元传播的典型例子。搜索引擎将信息进行编
码:算法赋予了大量数据点(datapoints)编码结构,这使得用户以信息或具有特定重要性的信息的方
式访问(或不访问)这些数据点。搜索引擎同时也传递交往与传播的关系:使用者建立起一种交往关
系,而这种关系不一定是与那些具名的个体或机构,而是与分布广泛的信息资源构成的。这种交往与
传播关系则可能引发多层的交往与传播流动,包括日常线下活动,诸如确定目的地,以便会见某人或
购买某件商品。在当前的语境下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用户通过使用搜索引擎以及他们的搜索行为,对
于传播媒介或系统作出了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用户的影响多么细微,他们的影响都重构了系统。
由此,这种元传播预示了今后搜索与传播活动的发展趋势,它既由用户又由其他人共同塑造:从这个
意义上而言,用户参与到一个共同的信息池的编码之中;面对现有的信息,他们表达了他们的身份。
元传播的上述两个方面通过数字技术的架构不断存储与汇编,这给当前的传播理论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因为信息与传播者都成为任何交往与传播行为的编码之一。当我们探究传播与元传播
的数字渠道时,问题在于谁编码了什么内容(包括哪些人),由此产生了何种影响。为了更好的回答
这一问题以及挑战,简单的回顾一下数字媒介的定义是十分有益的。尽管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媒
介都不断从事着元传播活动,但数字媒介则属于元媒介,它以特定的方式展开元传播活动。
三、元媒介与其他媒介
  计算机将先前所有的表达与交流媒介重构并整合于一个由软硬件构成的物理平台上。艾伦·
7第4期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如何与数据打交道———元数据、元媒介和元传播
①
②
这些研究可参见以下学者的相关成果:Bawarshi,2000;Lomborg,2009;Miler,1984,1994;MilerandShepherd,
2004;YatesandOrlikowski,1992。
关于网络搜索引擎的更多论述,可参见以下两位的研究。AlexanderHalavais,Searchenginesociety,Cambridge:Polity,
2009;KenHilis,MichaelPetit&KylieJarrett,Googleandthecultureofsearch,NewYork:Routledge,2013.
凯(AlanKay)和阿黛尔·戈德堡(AdeleGoldberg)将计算机描绘成元媒介(meta-media),并总结
了数字计算所具有的独特能供性[12]。作为表达的方式,数字媒介不仅重新整合了文本、图像和声
音,而且还吸纳了大众传播与面对面交流中的所有体裁,如叙述、辩论、游戏等等。作为一种交流与
传播模式,数字媒介整合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传播形态:除开我们熟知的博客、微博以及
社交网络,数字媒介被广泛地运用于个人交流以及大众传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网络化的个人
计算机一直是西方国家中独占鳌头的数字媒介;而如今,手机和其他便携设备则将在全世界范围内
成为旗鼓相当、甚至更为重要的接入互联网络的终端。[13]与此同时,人们不断地将数字技术与自然
物件、文化产品以及社会语境进行整合,由此衍生出的“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14]又将再一
次挑战我们熟知的“媒介”与“传播”等概念。典型的例子包括地点记忆技术以及其他的泛在网络
(ubiquitousinternet)。[15]
数字传播技术要求理论研究不仅仅着眼于作为人工产品或制度的媒介,还需要着眼于交往与
传播行为。这其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各种不同的交往与传播活动如何在单一的平台(如平板电
脑)上相互交叉影响,这些交往与传播活动又是如何跨越不同平台(如智能电视、手机等)的。这其
中每一种交往与传播活动都涉及到元传播。这些传播活动的交互影响则进一步强调了对于多阶段
交往与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分布于上述不同阶段的那些社会交往活动的研究。首先,我们
需要考虑元媒介所产生的一些典型的传播形态。
表1:四种交往与传播的原型(波德维吉克和范·卡姆,1986)
信息库的控制权
时间和主题的控制权 集中式 分散式
集中式 训示(Alocution) 登记(registration)
分散式 查阅(Consultation) 谈话(conversation)
表1是由波德维吉克(Bordewijk)和范·卡姆(vanKaam)所提出的一个早期的电信服务的类
型图。这一矩阵从纵向上区别了针对可用信息库(informationbase)的集中式控制与分散式控制。
例如,百科全书或其他类似的数据库可能属于集中管理与编撰(如《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也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开放给用户自由编撰与修改(如维基百科)。横向上,这一矩阵区别了对于信息中特殊
内容的访问方式,它可以是受到一个核心机构控制的集中式访问,也可以是允许个体、分散的用户
自由控制。上述这一区别体现于广播电视和其他定制服务,以及如奈飞(Netflix)①和“葫芦”
(Hulu)②这一类的按次付费和流媒体服务中。
我们将上述这两个维度整合起来,就得到了交往与传播活动的四种典型类别。“谈话”
(conversation)指涉在线的、类似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如聊天或会议);“训示”(alocution)则涵盖了
一对多传播或大众传播这样的传统形式,当然这些传播植根于数字平台。“查阅”(consultation)则
特指对于网站或者其他信息资源的接入,但它也包含了细节性的过程,例如关注Facebook上的用
户资料(这一点与“谈话”有所重合)。最后,“登记”(registration)关注于在某一特定传播系统中那
些自动记录下来的使用者的传播行为与轨迹,它也包括了在相互联系的媒介平台间以及传播流中
记录下来的使用者的传播行为与轨迹。
正是最后一个类型的交往与传播———登记,即用户以自愿的方式访问信息系统———与当前关
于元数据的研究与争论密切相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登记”不仅仅等同于数字媒介的元传播内
容。其他三种类型同样基于编码以及用户与传播服务之间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关键之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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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奈飞公司,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之一。译者注。
葫芦是一家由美国国家广播环球公司(NBCUniversal)和新闻集团(NewsCorp)投资的视频网站。译者注。
“登记”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元传播,这种元传播对于数字平台上的其他形式的传播和元传播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任何关于“查阅”、“谈话”和“训示”的编码与关系都通过“登记”得以记录下
来,这些数据可以被用于此后任何人的访问或分析;无论是系统管理员、黑客、政府官员或是其他
人,只要他们获得对于上述相应的信息轨迹的访问权限。在贝特森的面对面交流情景中,传播者面
对的是“交流的无奈”(speakingintotheair)[16];而在数字媒介的环境下,传播者则面对与系统的
元传播(meta-communicatingintothesystem)。
有一种观点认为,波德维吉克和范·卡姆这一早期模型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将某些被认定为频
繁依附于特定媒介、彼此独立的传播类型整合到了统一的平台上。该模式提供了一种技术指标,参
照此可以解释传播活动如何在元媒介之间进行流动。此后的技术与制度发展将这一模式的影响推
广至每一个媒介用户。我们的笔记本电台、平板电脑、智能电话都提供了包括“查阅”、“谈话”、“训
示”以及“登记”在内的可能。尽管如此,如何定义与限定元媒介这一概念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在网络化的媒介环境下,传播与元传播活动往往不囿于技术与理论的局限。在此背景下,元媒
介这一术语最好被视为一个针对新兴的、数字媒介的特定概念,这一概念指涉着数字媒介对于即有
的、模拟媒介的一种嵌入。从这个角度而言,元媒介与元传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一方面,元
媒介对于现有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现有的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大众传
播的概念所建构起来。另一方面,元传播则对我们理解新旧媒介之间的异同提供了一个颇具前途
的路径。所有的媒介都从事着元传播活动,而元媒介之中的元传播活动则是当前我们正努力探寻
与理解的。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整合贝特森所提出的控制论的概念与符号分析。尽管从广义上而言,
控制论与符号学有许多相似之处①,但传播学理论对这两者均没有具体述及。而元媒介的发展则
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可以重新考察上述研究传统的谱系学以及当前的重要性。接下来的讨论
将选取符号学对于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展开论述。我会首先介绍符号学中一个
几乎被人遗忘的方面,而这一方面能将贝特森关于元传播的概念引入对于交往与传播活动的生产
与过程的分析中。最后,这一章还将重新审视符号学与控制论之间的关联,并讨论两者整合起来对
于元数据的研究与使用的重要意义。
四、元数据、内涵与后果
  (一)内涵语言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以数据和信息来指涉交往与传播活动,那么人文科学的研究传统
则更多使用语言和意义来描述上述活动。以上两种研究传统之间的对话(translation)已经持续了
数个世纪,并产生了颇丰的成果,如对于线性传播与仪式传播的整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
合。[17]人文科学研究传统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他们尤其关注人类交往与传播活动中内涵意义的
细微差别与多层次性。这一点贝特森也予以了强调。而人文科学研究传统的一个普遍的不足之处
则是,他们既不愿意解释或系统化所采纳的研究步骤,也不愿意阐释交往与传播中(言语和视觉)
“语言”和研究中的第二级“语言”之间的关系。而此间,符号学则雄心勃勃地力图在细微与精确之
间架起一道桥梁,同时它又试图发展一套跨学科的词汇,可以用于描绘被视为信息或意义的交往与
传播行为的版图。这一点也可以见于一些社会科学背景的专著中,如再版六次的丹尼斯·麦奎尔
(DenisMcQuail)的经典教科书中就包含了将符号学运用于媒介文本分析的实例。[18]34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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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以下研究者的论述:Heims,1991;L.E.Kay,2000;Wilden,1980。
值得一提的是,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对于符号学的贡献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播与元传
播之间的关系。然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巴特所提出的内涵(denotation)与外延(connotation)的
概念,以及它们在神话或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已然对媒介与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讨论元传播之前,有必要先审视一下这一相对熟悉的模型并说明该模型与元传播模型之间
的互补性。巴特就上述两个方面均述及“语言”———内涵语言与元语言。而这一点则是发展自路易
斯·叶姆斯列夫(LouisHjemslev)的形式语言学。
首先,内涵语言承认符号个体以及整个语言都具有多层次的结构:一种语言可以建立于另一种
语言之上,并由此产生新的意义与用途。[19]在其所提出的内涵语言模型中,巴特试图阐释究竟何谓
意义的层面(layers)。[20]他进而指出意义与叙述聚合而成世界观———即具有规范意涵的话语构
造。巴特作品的一个核心意图在于辨识并批判这类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将那些有争议的社会
环境视为理所应当或无可避免。同样的意图也可见于绝大部分符号学研究中。
图1呈现了一个内涵语言所具有的原则。第一层或者说底层是作为基本的描述媒介的语言层
面。一个单词、图像或陈述的表达形式(能指(signifier))和概念性内容(所指(signified))组合起
来,构成具备外延或基本意涵的符号(sign)。第二层或者说顶层则是内涵语言。这里,第一层的全
部符号被视为另一个符号的表达形式,而这个符号同样也具有其概念性内容,有时这种内容被称为
内涵。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一系列给定的内涵可能被理解为一套近乎完整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或
文化。交往与传播的符号聚集而成文化。
图1 语言和内涵语言(修改自Barthes,1957;1973)
为了说明内涵语言的上述原则,我们列举一个巴特作品中最著名的例子:一本杂志的封面上刊
登了一名身穿制服的黑人青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这张照片本身携带着一种相对中性或描述
性的外延。然而,巴特批判性的认为,这个封面立竿见影地表达了一个极富争议性的意义或内涵。
就其历史语境而言,这个封面以及其内容成为一种深层意识形态内容或神话的表现形式,即,“法国
帝国主义并非一个种族歧视的体制,因为各个种族的人民都有机会向法国国旗敬礼,服务于这个国
家,并成为其一员。”总而言之,上述意义界定的双重机制使得特定的世界观成为一种理所当然
(naturalize),同时压抑其他的世界观。
在稍后的著作中,巴特改变了上述视角[21]13-16,提出了外延并非意义的基础或出发点,而是复
杂且灵活的意义生产过程中的初步终点(preliminaryendpoints)。尽管如此,在上述两种观点中,
内涵均被视为集体性以及间接性得以建构。当人们在实际表征与交流过程中使用符号时,符号将
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普遍存在的误读有所不同的是,符号学并不将内涵视为一种偶然性
的、个体的、或特殊的解释结果。相反,在个体与机构使用的过程中,内涵语言介入了对特定世界观
的重构与强调,将它们描述为社会现实,无论这些特定世界观是好是坏。
在贝特森的论述中,内涵可以被理解为编码———即元传播的元语言方面。内涵整合成为编码,而
编码则渗透于媒介表征以及媒介受众的诠释框架之中。与此同时,符号将交往与传播活动置于社会
关系之中,这一点成为贝特森与巴特的共识。巴特在其关于内涵语言的模型中提出了第二套模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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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解释了上述这一假设。巴特的模型再一次基于叶姆斯列夫的讨论,并且就元语言展开讨论。
(二)元语言
巴特对于叶姆斯列夫的术语和概念的使用具有创见性但也值得商榷。叶姆斯列夫与绝大多数
二十世纪的语言学家一样,都认可语言作为一种系统的观点———即交往与传播的系统和建立或描
述该系统的第二阶层系统。巴特则挪用———或者说再媒介化———了叶姆斯列夫的基本思想,用以
分析与批判当代的媒介与传播。巴特的贡献在于将这其间初始的系统逻辑重构并用于研究在社会
语境下作为实践与过程的交往与传播。除此之外,巴特超越了口头语言的层面,将图像和其他形式
用于针对交往与传播的不同方面和层面的分析当中。
在叶姆斯列夫看来,内涵语言和元语言截然不同,却又互补;[22]这种互补性体现于两者共享的
一点,即第一阶层的语言,或者说我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语言。[23]一方面,内涵语言以特定的方式
赋予语言意义,这种特定的方式使得语言本身成为交往与传播的载体。内涵语言聚合成为关于世
界的表征与描述,这一点可见巴特关于神话(例如一个清白的帝国主义的概念)的论述。另一方面,
元语言则描述了语言。它们并非语言本身,而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如对于英语的语法或语义的描
述。从广义上而言,元语言可以用于描绘一种语言、其使用以及意涵。
图2呈现了元语言的原则。它虽然类似巴特关于内涵语言的第一个模型(图1),但却有着不
同的意涵。它强调了符号学的关键理念,即哪怕再小的符号,包括模型的细节在内,都能够产生巨
大的差别(亦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译者注)。与图1对比发现,图2将第二阶层的能指与所指
的关系反转了过来。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当内涵语言赋予第一阶层的语言绝大部分隐喻意涵时,元
语言则将第一阶层的语言直白地加以强调或主题化,它在基本的符号或陈述之上增加了进一步的
特征。其意义(所指)并不发生变化,但由于增加了新的描述或重新描述的内容(能指),元语言要求
我们重新考虑并传播第一阶层的语言。用贝特森的话来说,元语言有可能导致新的疑问的产生,如
“X代表什么”,又或者以交流的角度而言,“你说的X是什么意思?”[24]
图2 语言和元语言(修改自Barthes1973/1957)
叶姆斯列夫的对于元语言和内涵语言的类型理论之所以可以成立,在于他进一步区别了科学
语言和非科学语言。元语言可以被认作科学语言。它需要首先由正规操作所界定,并被专业从业
人员所使用;这些专业的使用人员可以是语言学家,也可以是处理形式语言以及其他符号系统的数
学家、逻辑学家、或计算机学者。他们可以采取一种第二阶层视角来审视需要研究的语言。算法聚
合成为语言,而语言则依赖于元语言得以建构与界定。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对于如何处理元语言的观点。我认为不能仅仅把它视为分析的体系,
而同时应该将它作为交往与传播的实践,即将元语言视为元传播的载体,使得普通用户也可以轻松
驭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站在巴特这个巨人的肩膀上,他已经创造性地对叶姆斯列
夫的观点进行了发展,以建立起一套概念与过程,可以就大众媒介时代传播及其内涵展开研究与批
判。而在当前的数字媒体时代,元语言与元传播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一系列新的元语言能够承
载新的交往与传播形式,无论这些形式是隐含的还是外露的,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一方面,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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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媒介的普通用户对于其他人的博客内容进行标记(tag),个性化社交媒体网站的个人资料,或是
将网站上的新闻报道发给朋友或同事时,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在使用元语言。另一方面,这一过程
使得元数据得以汇聚,系统管理员、广告商、政策规范者或是其他利益相关者均可以将这些元数据
再次进行传播;并且在上述任意一种或多种情况下,无论最初的传播者知情或不知情,元数据都有
可能为随后的行为提供参考。
元数据的社会运用再次体现了贝特森的观点,即元传播不仅仅完成了对于内容的编码,而且实
现了对于社会关系的维系。在数字媒介环境下,上述关系包含了使用者、传播系统、以及大量基于
商业或监控目的而访问与使用传播印迹的社会个体与机构;而后者的访问可能发生于不同的时间
和地点。由此,元传播对于社会交往与结构的影响远远超越了贝特森的身体语言或叶姆斯列夫的
语言研究。换而言之,元传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三)如何制造差异
差异这一概念是符号学与控制论的交集之一。在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将信息理
解为一种客观实体或明确界限的产品;但差异的概念则与其大相径庭,它包含了一种基于交往与传
播的构成与过程的关系性路数。诚如贝特森的定义所言,“‘信息’也许可以简单定义为,任何能够
使相同的此后事件产生不同的差异之处。”[6]351从媒介使用者角度而言,差异可以通过下属现象得
以体现:新闻报道中的对于新闻信息的取舍与传播、日常新闻在人际传播或网络传播中的再度扩散
与否、以及对于选举、政变和灾难新闻的反应。
贝特森隶属于控制论传统———所谓控制论,是“关涉动物与机器中的传播与控制”的科学。[25]
它提供了一种对于自然过程以及文化过程的形式描述,而这两个过程两者均可以被视为包含某些
信息的初级结构。控制论的进一步假设之一是,这类初级结构将进入到更加复杂的差异化结构之
中,而这些差异化结构包含了如生命组织的功能到信息科技的编码。贝特森的观点部分来自于符
号学的两大前驱之一查尔斯·桑德尔·皮尔士。另一位先驱索绪尔则提出了一个对于信息或意义
的不同的、关系性的概念,并勾勒了一个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的生命”的研究框架。[26]16
符号学中一个基本思想是,意义并非任何给定符号的固有属性,而是符号彼此之间相互区别的
一个方面。声音、字母和单词经由彼此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得以界定;语句、书籍、文科以及文化则
可以视作是更为复杂的差异的形态而得以考察。值得一提的是,索绪尔强调了差异的生茶并不局
限于符号或语言本身,而是贯穿于诠释与社会行为的整个过程这一观点。在传播理论中,我们可以
区别下属三种差别[7]44-47:
话语性差异(discursivediferences),即一条信息的意义所包含的一系列潜在意涵。例如,广告
被假定为促销某一产品或某种服务,即使读者们对其中的这种意涵采取抵抗或协商的举措。[27]
解释性差异(interpretivedifferences),即具体使用者在特定时刻所理解的意义。广告可
以被读解为消费者信息、资本主义的宣传或日常娱乐。
施为性差异(performativedifferences),即行动倾向。广告也许导致消费者购买或抵制广
告中的产品。
上述这一系列阶段性的传播、诠释以及行动对于重新评价数字环境语境下元传播具有特殊意义。
当交往与传播活动在数字媒介中注册并记录下来时,它们也为大量后续发生的、分布广泛的诠释和行动
提供了素材。我们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即在Facebook上对评论或事件点“赞”。这一传播行为
包含了元传播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它体现了对于其间传播者(至少两位)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建立或维
系;另一方面它又是对于评论或事件的一种编码或评价。再举一例,当使用者点击广告条时,它体现了使
用者对于某一特殊(类型的)商品的兴趣的诠释与表达,而这有可能引发购买行为。当购买与销售的社会
关系建立起来时,对于使用者而言,将特定商品的表征进行编码是十分重要、或者说能够吸引人眼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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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传播的下一阶段,上述行为的相应数据也许被作为潜在消费者的社会-人口统计学资料以及相关商
品的数据,这些数据或得以分析或被出售。由于商品类别的不同,同样的数据可能引发一些争议。例如,
化肥除了能够用于农业和园林上之外,还包含有炸药的组成部分,因而其具有一定危险性。由此,搜索或
购买化肥这一行为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商机,也可能被作为安全隐患。
回到波德维吉克和范·卡姆早期的类型图表,我们可以依此描述不同类型的元传播。在波德
维吉克和范·卡姆的图表中,“登记”(registration)这一类型涵盖了对使用者在不同服务平台上分
布广泛的访问活动的记录,而这些平台均隶属于一个集中化的传播体系。相较而言,当前的交互系
统在关键的技术与经济领域仍具有一定的集中化,但它也为使用者和系统管理员提供了更大程度
上的自由,以对服务展开访问或调整。
表2是在波德维吉克和范·卡姆模型的基础上呈现了四种元传播的类型,它同时基于下述两点
考察了系统与使用者的不同能力:第一对于信息库的控制;第二对于信息内容的选择与访问时间的决
策。这一模型与其原始模型相似之处在于,其间的审阅传播(processedcommunication)类似于“登
记”,即对于个体使用者轨迹的记录与分析,以用于提供账单、系统维护、市场分析、以及对于风险的规
避策略等等。与其位于对角线上的类型———推荐传播(recommendedcommunication)———类似但又有
所区别。后者的重点在于将使用者视为不同集体或部分,他们有可能重复之前采取的交往与传播行
为。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对于不同使用者集体的传播行为的考察,以确定最受欢迎的传播行为;同
时,他们还可以据此判断可能推荐给使用者集体的内容。这一类的案例显见于亚马逊推荐的购书目
录或奈飞上推荐的电影剧目。不仅如此,这一类型原型还可以涵盖在一个大的传播网络中不同服务
商的不同服务。同样的逻辑也可以适用于市场、销售以及服务,这其间使用者同时也扮演着消费者的
角色,而他们的传播活动则构成了其社会-人口背景的一部分内容。在波德维吉克和范·卡姆的术
语中,上述活动的结果可以被认为是查阅某种交往与传播活动或商业,而交往活动本质上也被视作是
不同的:提供或推荐查阅是一种对于潜在使用者阐释编码的产品,而这些使用者则由此进入传播系
统,并与之建立起一种社会关系。这里的传播系统与仅仅从数据库或即有菜单中选取新闻报道、电
影、游戏或其他媒介“内容”截然不同。
表2:元传播的四种原型
信息库的控制
时间和主题的控制 系统 使用者
系统 第三方传播(third-partycommunication) 审阅传播(processedcommunication)
使用者 推荐传播(recommendedcommunication) 迭代传播(iterativecommunication)
迭代传播(iterativecommunication)意图捕捉使用者彼此之间就交往与传播行为所展开的不
同交互方式。这一原型类似于波德维吉克和范·卡姆类型中的“谈话”(conversation),但它强调了
数字媒介中交往与传播条件的普遍重复性(iterativity)。使用者除了发起、参与和结束谈话,同时
还可以以同步或异步的方式参与到针对彼此交往与传播活动的评论、转发和实施之中,哪怕彼此之
间间隔着遥远的距离。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使用者能够对于他们交往与传播活动的交互系统施
加影响。他们可以通过订阅RSS(RealySimpleSyndication,简易信息聚合,也叫聚合内容)以获
取最新更新的信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参与到集体开放代码创新活动中,进
而影响网络结构。①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使用者不仅将自身,而且也将彼此进行了编码,并整合进
入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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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网络生产的更多研究,可参见Benkler,2006;Bruns,2008;Hippel,2005。
最后一类的原型是第三方传播(third-partycommunication),它指将系统内有关交往与传播方式
的数据进行整合、整理并再次传播。与审阅传播相比,第三方传播的信息库并不是掌握在使用者手
中,而是被系统操控。由此,只有通过对于作为技术与制度机构的系统的介入,某一种第三方可能感
兴趣的数据才可能得以整理,并可能得以访问。如果说审阅传播(processedcommunication)是内向系
统运作本身而言,那么第三方传播则面向利益集团,通常它指涉将整理过的信息发布给广告商、市场
营销人员、管理者以及政府部分。在波德维吉克和范·卡姆的类型中,“训示”(alocution)或大众传播
自一个中心点向大量散布的个体发布信息。在当前这一元传播的初步类型之中,我们可以把系统视
为从个体处获取(关于个体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其他系统和权利的中心。
具体阐释上述数字媒介中元传播活动的目的在于,这些细节从话语、诠释以及行为层面建立起了
一种真实的差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传播以及迭代传播这两个原型,因为它们对于数字媒介
的参与和赋权潜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围绕上述两个话题的讨论主题往往介于乌托邦或去乌托邦之
间。交往与传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它们同时预测并协调着人们的行为。从这两方面而言,元传播不
仅限定了交往与传播活动,而且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在当前的数字媒介环境中考察元传播的构成与
过程,并建立相应的理论思考,我们的研究本身才有可能给今后的传播实践与传播政策带来不同。
五、结 论
  本文基于传播理论的视角,对于构成数字信息系统及过程的元数据展开理论探讨,以期更好地
了解元数据这一概念。元数据可以被视为特定的元语言类型,它的出现与元媒介的发展密不可
分;[28]且后者具有一系列组合与交互的能供性。媒介使用者与传播系统不仅基于上述能供性,而
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能供性,从而介入了新的元传播实践之中———这些元传播包括了使用者之间
彼此点“赞”、相互推荐,个人化广告系统以至于政府监控。[29]254-263
在这里,我需要再次强调本文的核心内容:元传播并非数字媒介的特性之一,它存在于通过任
何媒介开展的所有人类交往与传播活动之中。不同之处在于,数字媒介赋予元传播以新的可能,并
由此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本文审视了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中的元传播方面,并探讨了大众传
播活动内含的元信息———体裁;我认为现在提出以下观点正当时:当下的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应该
将关注点转向元传播,并将其作为数字媒介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核心领域。在此基础之上,媒介与传
播研究领域能够进一步对其他学科与领域有所贡献———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大)数据的搜集、分析
和诠释,但迄今为止仍缺乏一个理论框架用以反思与评价的学科与领域。囿于篇幅,本文仅呈现了
一个初步的类型学,并讨论了控制论与符号学中一些关键的相似概念。而将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
我们才有可能不仅仅停留于元数据与元传播这两个在技术结构与经济活动中司空见惯的概念,并
且将反映社会现象与实践的元数据和元传播理论化。
就进一步的研究而言,除了对于本文中构想的类型学本身的审视以及实现其在经验性研究中
的可操作性之外,我们需要进一步明晰数字媒介中元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之间的关系;后者可
被视为“传递”或“仪式”。[30]13-36诚如贝特森所强调的,语言和交往传播活动的多个层面之间都有
互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送或接收到编码以及内容均见证了传播者的倾向、规范和价值。用叶
姆斯列夫和贝特森的术语来说,元语言与内涵语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一方面,与谁交往、以
何种方式传播,这些因素从社会层面上决定了我们是谁;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份毋庸置疑地取决于
交往与传播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在意义与社区的网络之中的位置。正是基于此,元传播的轨迹才
能推动诸如商业和安全机构中的大数据研究。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不计其数的使用者投入大量
时间和金钱,在彼此间展开元传播活动。在数字媒介的环境下,我们每时每刻都与数据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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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框架:以《新京报》两起医患冲突报道为例
许剑峰 胡翼青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本文以框架理论为理论视角和方法,选取《新京报》关于“温岭杀医案”和“南京护士被打
案”两起医患冲突报道为例,对其媒体框架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新京报》在对前者的报道中,采用了中
立的、体制归因的报道框架和多元构建的静态框架;对后者的报道中采用偏好的、现实归因的报道框架
和二元构建的静态框架。媒体在对同性事件进行报道时,会采用不同的报道框架和手法,体现出不同的
意识形态立场,反映了当代我国报纸规避市场风险和政治风险的特殊做法。
[关键词]医患报道;框架理论;新京报;温岭案;南京案
FlowingFrame
———AResearchTakingTheBeijingNewsasanExampleaboutMediaFrame
XuJianfeng HuYiqing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
Abstract:Thispapertakestheframeanalysisasthetheoreticalperspectiveandtheresearchmethods,news
reportsabout“Wenlingkil-doctorcase”and“Nanjingattack-nursecase”intheTheBeijingNewsareselectedas
theexamplesfortheresearchaboutitsmediaframe.TheresultsshowsthatTheBeijingNews’reportintheformer
case,usingneutral,institution-attributionreportfaming,andmulti-constructedstaticframe;whileinthelatter
case,themediausingpreferred,reality-attributionreportframingandbinaryconstructedstaticframe,which
reflectthatthemediawil usedifferentframesandmethodsinconnaturalevents.Asasummary,newspaper
publishersapplythesemethodstominimizethemarketrisksandtoavoidideologicalconflictswiththeregulatory
authority.
Keywords:doctor-patientreport;frametheory;TheBeijingNews;Wenlingkil-doctorcase;Nanjing
attack-nursecase
一、研究缘起
  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医患冲突日益频繁。从几年前的哈医大杀医案到去年的温岭杀医案以及
 
今年发生的黑龙江杀医案和南京护士被打案等等,医患冲突正日渐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在此过程中,作为新闻媒介在具体事件和大众之间扮演了信息传递的角色,媒介构建媒介现实的同
时也建构了受众的观念与表达。对此,白岩松评论说:“民众对医生的仇恨,一定程度上是被媒体培
养起来的。”[1]延续着这样的观点,近年来学界对新闻媒介关于医患冲突报道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对于媒体该以何种方式、何种姿态报道涉及医患关系的新闻,国内学术界也都进行了研究探讨,主
要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对不同性质和属性的媒介医患报道的研究,探讨不同媒介关于医患关系
报道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2、从个案入手探究媒介医患关系报道存在的问题。3、对媒体报道中
医院和医生媒介形象的研究。4、从受众角度研究媒介医患关系报道的媒体所呈现的问题。
因此,尽管学术界对于媒介医患报道的特点及其问题研究较多,但学者们更多将同一媒介报道
的框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同一媒体的框架真的是一成不变的么? 它是否会因为环境和立场
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这是本项研究需要提出和论证的问题。
二、理论准备
  2004年发表在传播学报(JournalofCommunication)上的一篇文章通过对2001年1月至
2004年5月间的六种国际一流传播学期刊做的内容分析发现,自21世纪以来,在这些刊物上出现
频率最高,使用最广泛的理论是在传播学内部经常碰到,然而其概念却相当含糊的一个理论———框
架分析[2]。国内对框架理论的关注也不断增多。然而,这样一个在传播学中处于显学地位的理
论,却是一个“分散的概念”和“破碎的范式”(fracturedparadigm)[3]。关于框架理论的应用和使用
往往较为混乱,缺乏规范性共识[4]。所以使用这个理论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
(一)理论溯源
关于框架理论的来源,一般有两条路径———来自社会学和来自认知心理学的框架。而在大众
传播领域中的框架理论则较多被认为是来自于欧文·戈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戈夫曼在《框架
分析》一书中提到,“这本书提供了对社会现实的另一种分析”[5]。戈夫曼的架构分析有部分是建
立在人类学家格里克里·贝特森的元传播或元理论的基础之上,他指出,人们的日常活动隐含或使
用了特定的诠释框架,它在特定行动场景下意义自明,却使原本混沌的情境具有某种意义[6]。之
后遵循着戈夫曼的研究思路,其他以新闻媒体为主要研究兴趣的社会学者如 Gitlin、Gamson和
Tuchman等人随即讨论了新闻媒介如何构建社会真实。其中Gitlin在1980年的文章《全世界都
在看:大众传媒对于新左派的促成与改造》(“TheWholeWorldisWatching:MassMediainthe
Making&UnmakingoftheNewLeft:withaNewPreface”)中最早将框架的概念引入了传播
学领域。
(二)作为静态的框架(frame)和动态的架构(framing)
传播学研究从态度改变到受众认知的“现实建构”转向以后,框架的概念从人们的认知结构转
变为透过媒介建构现实的模板和呈现结构[7]。而框架也可被看做是静态的框架形成,和动态的架
构过程所共同支撑的概念。Hertog和 Mcleod提出框架是社会政治经济塑造和生产的产物,其中
作为静态的框架,在每天与强大的组织和制度互动中,迫使个体、群体和组织采纳某种信念与行为
以使之有效。Gitlin提出了新闻媒介中的框架,提出框架是“一种持续不变(overtime)的认知、解
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8]6-7。而Gamson同样提出了文本意义
上的框架,他认为框架是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为新闻事件赋予意义”;他认为框架的定义可以分
为两个层次,“一是指‘框限’(boundary),指涉人们观察世界的镜头,代表观察事物的取材范围;一
是指‘架构’(buildingframe),指人们由框架建构的内容,代表一种意义联系,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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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9]。
而将框架视为动态的架构,学者们更多考虑的是框架的形成及其作用机制。Gitlin(1980)提
出,他把框架看作是一种具有规律的意义筛选手段。Gitlin把框架和话语生产联系在一起,认为符
号处理者按照“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范式(即框架)来组织话语[8]。Gamson(1989)对框
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框架不仅是筛选手段,更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过程。Gamson认为框架是
新闻内容中心的组织意旨(centralorganizingidea),能赋予相关事件意义,藉由选择、强调、排除和
细化等方式,指出事件争论所在,并提供解释的情境。Entman之后给框架下定义,即“框架牵涉了
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的意思是,将这件事所认知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
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Entman,1993)。”[3]潘
忠党在《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一文中明确使用了架构一词,从话语结构和架构效
应、话语行动的角度对架构进行了分析,将动态的框架概念与静态的框架概念区分地更加明晰。[6]
(三)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
框架分析在传播学中主要应用于三个研究领域:(1)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研究媒体框架是如何
建构的;(2)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3)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收
和处理媒介信息,即受众框架。前两个研究领域采取了框架概念的社会学定义,一般使用frame或
frameanalysis,而媒体效果研究则更多采取了它的心理学含义,英文文献使用framing或framing
analysis。本文便是计划从内容研究的角度考察媒体关于特定事件的报道框架,并尝试从文本框架
的演变中反观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框架建构以及其中或许存在的偏见和特定处理方式。“报纸的新
闻构架要素,如主题设置、版面地位、关键词与基调、标题与图片,都是具体而微观的,但又往往是媒
体宏观、固有的认知取向、思想倾向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常规性。”[10]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样本采集
1.目标媒体选择。本研究选取《新京报》为目标媒体。《新京报》是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报
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综合类大型城市日报,是中国第一次由两个党报报业集团合作办报,是中国第一
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跨地区经营的报纸,是一份高度覆盖北京市场的强势新主流纸质
媒体。作为两个报业集团合办的报纸,光明日报由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具有较强的政治优
势。而《南方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其旗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纸在国内外享有
盛誉,对国内各大事件的报道以及时、透彻、辛辣而闻名,有很强的新闻专业性积累。在政治资本和
新闻专业主义上的双重积累除了带给《新京报》较大的影响力,还使其在报纸政治性和专业性上有
较好的平衡,从而在报道时有尽可能客观的追求和体现。除此之外,作为北京市场的报纸,与我们
要研究的两次事件———“温岭杀医案”、“南京护士被打案”所在地浙江温岭和江苏南京距离较远,身
在北方可以用较为客观的第三方姿态关注这两次事件,而其受众群在这两次事件中也没有更多的
维持稳定等政治方面的考量,故而是较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抽样内容除了《新京报》报纸上的报道之外,还包括新京报官方微博所原创
或转发的内容。仅新浪微博的粉丝量就超过500万的《新京报》在网络和新媒体领域同样具有很大
的影响力,其发布的微博内容和报纸内容相互配合与呼应,均可视为报纸态度和立场的体现,理应
纳入研究和考量的范围内。这也是本次研究的创新点之一。
2.样本内容选取。由于医患冲突频发,媒体关于“医患冲突”的报道几乎“常态化”,故而要明确
地选择关于“温岭杀医案”和“南京护士被打案”的报道是本次研究的难点之一。对此,我们分别以
81 中 国 传 媒 报 告 第13卷
“温岭”和“护士”为关键词在慧科新闻数据库里对《新京报》进行搜索,并以事发时间为起点(即
2013年10月25日和2014年2月26日),解决时间(2014年3月31日)为终点,对搜索结果进行
筛选。选择以这两次案件为主要讨论点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仅对这两次案件作提及或举例的报道
则不在选择范围内。其中微博内容以《新京报》的新浪微博官微为选取对象,以案发时间为起点,筛
选关于两次案件的微博内容,将原创内容和转发评论均列入统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微博字数有
140字限制,我们在对微博的处理中,站在其体现“信息传递”功能的角度上,将微博的链接文字同
样纳入考虑范围内,对于链接文章和报纸文章完全相同的跳过不计。
经过筛选,《新京报》关于“温岭杀医案”(以下简称温岭案)共有报道10篇,微博6条;关于“南
京护士被打案”(以下简称南京案)共有报道3篇,微博7条。考虑到“温岭杀医案”后期国家高层领
导的指示对报道关注度的影响,以及“南京护士被打案”发生后不久便发生“潮州押医游行案”和两
会,媒体的报道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融合。所以二者在报道数量上的差距可以接受,并认为不
影响研究结果的呈现。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框架分析的方法。使用这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助于细致地察觉新
闻报道中微妙、隐蔽的本质属性,鉴于本文研究的是新闻报道中关于医患关系报道的特殊报道框架
和模式的演变,使用此方法有利于更好地发现和说明问题,便于观点的客观、理性的梳理和廓清。
本文的具体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报道性质。报道性质指样本属于新闻消息报道还是评论类观点表达。由于新闻更多偏向于
信息传递,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时的要求,故而媒体的态度表达常处于隐性状态。
而评论则不然,新闻评论以其快捷深刻尖锐的特点著称,是舆论倾向性最强的新闻作品,常被用于
影响和引导舆论。报纸的评论部分,是其态度和倾向的集中表现。在这里区分报道的性质,观察新
闻和评论的数量和顺序设置,以观察出新闻媒体在报道事实和表达意见、舆论引导之间的倾向。
2.报道内容。报道内容指的是报道中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或主题。我们对报道样本进行了内容
分布统计,判断后将内容性质分为“信息偏医院”、“信息偏伤人者”和“信息中立”三类,意即报道的
信息详细程度偏向和情感偏向集中在哪一方。
3.背景材料。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一篇新闻恰如其分地运用新闻背景材料,可以衬托、深化主
题,提示内容的性质和意义,可以烘托帮衬,阐明新闻事实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帮助记者表达观点
和看法等。通过对背景材料的分析,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记者和媒体的观点和态度,从而进一步
触及媒体对特定事件报道时所采用的框架。为此,我们对样本内容进行了分析
4.消息来源。所谓消息来源(newssource)是指报道者所引述话语的发出者。[11]111,消息来源
通常是新闻事实或内容的提供者。议程设置研究表明,消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媒介议程的
设置;对消息来源选择的偏重,也直接影响到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准确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在新闻
框架化(架构)过程中,媒体通过消息来源的选择与组织来形成特殊的框架,由此建构特殊的新闻价
值。报道者在引述别人的观点时,通常要交代来源和出处,而这种交代的方式也主要有三种:1.具
体确切的消息来源:报道者有名有姓地交代引语的发出者;2.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报道者不直接
点明引语的发出者,而只是用一些不具体的词语来间接地加以暗示;3.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报道
者或者对消息来源并不清楚,或者觉得不重要或者故意隐瞒,却又要故作姿态,以显示其报道的客
观性和准确性,因而使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惯用短语来交代引语的来源。[11]111-112媒体通过对消息来
源的选择,和交代消息出处时的处理,强化和支持媒体的观点和立场。因此很有必要对此进行统计
分析。
5.转述形式。关于新闻报道中对引用者话语的转述形式,辛斌在其《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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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这样的描述:“转述形式尤其是‘直接引语’(directspeech,DS)和‘间接引语’(indirectspeech,
IS)之间的选择往往是决定转述者话语和被转述引语之间的界限在多大程度上是清楚的或者模糊
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转述者就所引用的话语向受话人做出的承诺:使用直接引语表示绝对
忠实原文,引用的每个字都是原话;使用间接引语表示引用者只忠实原文的内容而不是原来的措
辞。”“与间接引语相比,直接引语更具表达力,因为它能准确地保留原话的风格。间接引语受其形
式的限制,常常无法保留原话的口语特征、习语和韵律特征。”[11]114相同情况下,直接引语往往会使
表达更加生动和准确。据此,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分析,以考察媒体在对于特定医患冲突案件的报道
时,是如何通过对转述形式的操作来完成其框架构建的。
6.关键词。“新闻文本的框架是通过使用或拒绝使用某些关键词、常用语、僵化的形象、信息源
和句子,通过某些事实和判断的聚合来强化主题。”[3]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持有某
一立场的新闻媒体在描述事件和表现人物形象时,常常会使用某些具有一定感情色彩和社会心理
内涵的关键词语[12]。本文将以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几个词类来分析《新京报》在关于“温岭
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是如何使用特定的词语来体现媒体的情感倾向和报道框架的。
四、研究发现
  经过统计与分析,研究文本大致提供了以下六方面的经验事实。
(一)报道性质与排序
《新京报》在“温岭杀医案”的共计16篇报道中(微博也计入在内),共有新闻报道11篇,评论5
篇(包括微博“快评”),评论占报道总数的31.25%;关于“南京护士被打案”的10篇报道中(包括微
博)中,共有新闻报道7篇,评论3篇,评论占报道总数的30%。从比例上看,两次报道评论的比例
都在30%左右。《新京报》在进行“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新闻评论所占总报道的比重基本
相同。
除了数量和比例上的统计,我们将《新京报》关于“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按照时间顺序排
列,并依次编号。由于《新京报》是凌晨印刷,清晨投递,所以对于当天报纸上的报道计数时排列在
前,微博排列在后。统计后,对“温岭案”16条报道按1-16编号,五篇评论对应编号分别是2、6、9、
14、15,编号2、9的为微博快评。“南京案”10条报道按照1-10编号,三篇评论对应编号分别是2、
3、7,其中编号2、7为微博快评,3是报纸评论。可见,《新京报》关于“温岭案”的评论尤其是长评论
是在整个报道系列靠后的位置,其首先通过新闻传递信息,后对案件进行评论和思考,将对“温岭
案”的报道拔升高度,完成基于事实基础上的报纸立场呈现和态度传达。而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
中,报纸第二天便刊登了社论,评论在报道系列中靠前,报纸的态度在报道伊始便有较多的体现,这
样,对新闻报道的基调和方向的影响相对较强。
所以,在报道性质上,《新京报》在“温岭案”和“南京案”虽然评论比例相似,但在“南京案”的报
道中,其较早刊发评论,从而较早的表达了报纸的立场、确立了报道基调,直接对后续报道产生影
响。
(二)报道内容
在《新京报》关于“温岭案”的报道中,“信息偏医院”共计5篇,占报道总数的31.25%,主要是对
医务人员和政协委员对于该事件的态度报道、对遇害医生的哀悼和总理批示等;“信息偏伤人者”共
计2篇,占报道总数的12.5%,包括对伤人者背景和冲突过程的渲染、将问题核心引向调解机制的
讨论等;“信息中立”的报道有9篇,占报道总数的56.25%,这方面的内容包括对医患冲突现象的讨
论以及对来自第三方的信息的报道,是报纸客观性操作手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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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中,“信息偏医院”共计7篇,占报道总数的70%,主要是对被打护士
伤情的报道、对打人官员戾气的讨论、政协委员对当地的揭露和对小护士的探望关怀等;“信息偏伤
人者”0篇;“信息中立”3篇,占报道总数的30%,包括呼吁各方尊重事实、对打人视频的描述、对伤
医事件的讨论等。
可见,《新京报》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大部分报道处于中立立场,旨在讨论医患冲突的来源
和解决办法,对被害医生和伤人者都进行了信息陈述和报道,同时对医卫界的呼吁、伤人者家人也
有所反映。从比例上看,信息中立的报道占一半以上,信息详细程度偏向患者的亦占10%以上,由
此可以得出,媒体在关于“温岭案”的报道中,体现了中立的角度和多元处理的立场。反观《新京报》
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70%的报道是偏向医院方和被打护士,30%信息中立,其对于被打护士的
诊断情况和恢复、打人者的背后势力、当地警方和官方的处理等进行了较多的报道和信息刻画,从
而表达出被打护士的无辜、打人者势力和当地的“官官相护”。可见,媒体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
中,是以偏向“医院”方的角度进行报道的,构建出不同于平常医患冲突报道的弱势-强势对立的二
元框架。
(三)背景材料
《新京报》在关于“温岭案”的报道中,涉及背景材料的有13篇,其中情感倾向中立的有8篇,倾
向医院方的3篇,倾向患者的有2篇。(见表1-1)这些数据说明了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媒体
和记者通过“背景材料”的选择和提供,较多地采用了中立的立场和多元化的操作手法。
而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涉及背景材料的有8篇,其中背景材料情感倾向中立的有1篇,倾
向医院方和被打护士的有7篇。(见表1-2)可见,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媒体和记者通过“背景
材料”的提供,站在医院方的立场上,塑造了一个医院方是弱势,打人者(更多强调其官员身份)是施
害方的二元框架。
表1-1:“温岭案”报道的背景材料分布①
编号 涉及背景材料 材料内容 偏向
1(微) 是 事件详细报道 中立
2(微) 是 事件报道 中立
3 是 疑犯精神病史,医生背景口碑 中立
4(微) 否
5 否
6 是 事发后情形,疑犯身份 中立
7 是 医护人员诉求,疑犯的投诉史,历次伤医盘点 中立
8(微) 是 医疗场所将建安检详细报道 医院
9(微) 是 医疗场所建安检报道 中立
10 是 将建安检、医患冲突历史 中立
11 是 时间进展、医患冲突医院方现状 医院
12 是 患者复诊过程、投诉过程、调解结果 患者
13(微) 是 同上 患者
14 是 去世医生的成就和杀医患者的病史 中立
15 否
16 是 温岭医院现况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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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说明:由于微博可以附加链接和视频的特殊性,我们将微博的链接和视频等视为微博的“背景材料”,并对其进行分析,表
中微博以(微)注明
表1-2:“南京案”报道的背景材料分布
编号 涉及背景材料 材料内容 偏向
1(微) 是 多名干部因打人被处理 医院方
2(微) 是 护士被打视频 中立
3 是 医院的委屈,官员的跋扈 医院
4 否
5 否
6(微) 是 政协委员对护士的诊断和意见 医院方
7(微) 是 政协委员对护士的诊断 医院方
8(微) 是 对政协委员温建民的采访 医院方
9(微) 是 对事件最新处理,调侃南京警方 医院方
10(微) 是 对打人者的处理 医院方
(四)消息来源
1.消息来源分布
根据对样本的分析和统计,“温岭案”消息来源基本可分为九类,其各自引用数量和占总消息来
源的比例如表2-1所示(匿名消息来源若不可确定身份所属,归于“其他”一类):
表2-1:“温岭案”消息来源分布
消息来源分类 频次 比重
当地警方 7 6.67%
医生(医务工作者) 31 29.52%
医院领导和工作人员 10 9.52%
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15 14.29%
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9 8.57%
卫计委公安部等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6 5.71%
伤人者及其家属 15 14.29%
政协委员及工作人员 4 3.81%
其他(包括其他患者、律师、保安、其他媒体等) 8 7.62%
合计 105 100%
《新京报》对“南京案”的报道中,消息来源大致可分为八类,如表2-1所示:
表2-2:“南京案”消息来源分布
消息来源分类 频次 比重
当地警方 7 16.67%
医生(医务工作者) 8 19.05%
微博网友 4 9.52%
伤人者及其家属 3 7.14%
涉事单位 2 4.76%
政协委员(骨科医生) 14 33.33%
检察院+卫生局等 4 9.52%
合计 42 100%
由表2可得,《新京报》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涉及消息来源较为广泛,尽可能照顾到了各方
面的信息。在对消息来源的选择上,“医生和医务工作者”最多,占29.52%,其次是“伤人者家属”和
“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占14.29%。在消息采集时,媒体对伤人者的详细背景和政府部门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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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都有很大的关注,媒体通过对各方消息来源的重视,体现了其在报道时的态度倾向———即尽力
站在中立者的角度,构建多元话语场,通过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家属还原事实,从双方角度出发去思
考医患关系,这是一种中立的并且将问题关键引向“医患矛盾”的报道方式。
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新京报》的消息来源最多来自于一位是骨科医生的政协委员,占总引
述的33.33%。其次来自于医生和当地警方,分别占19.05%和16.67%。来自于伤人者的消息仅占
7.14%。如果将撇开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也将其作为医生的一员分类的话,那么来自于医生和医
务工作者的消息占总数的50%以上。这表明,媒体在对“南京案”报道时,注意采集来自于医生方
的信息,在“医生———伤人者”的关系中,将医生构建为弱者。通过警方和涉事单位的的消息采集,
强调伤人者“官员”的身份和当地可能存在的“官官相护”情况。这些都体现了媒体在报道中的倾
向———站在医生的角度上,谴责伤人者的行经,并对其官员身份和当地官方加以影射和抨击,将问
题的关键引向伤人者是“官员”的这一事实上来。
2.消息来源交代方式
如同前文所述,《新京报》在对“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关于消息来源的交代方式可分为
三种: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和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
表3:消息来源交代方式
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 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 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
温岭案 57/54.29% 43/41.00% 5/4.76%
南京案 22/52.38% 20/47.62% 0
从表3可知,《新京报》无论是在关于“温岭案”还是在 “南京案”的报道中,大都采用了“含蓄不
露”的消息来源,均占总数的50%以上。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容易导致的后果之一是“读者由于不
了解引语的具体来源,无法判断其重要性和可信程度”[11]113。除此之外,在报道中对具体确切的消
息来源的采用也都占4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新京报》在关于“温岭案”的报道中,确切的消息
来源主要由伤人者的家属以及医院领导发出,用于介绍伤人者之前来医院申诉过程;而在关于“南
京案”的报道中的确切消息来源主要由政协委员温建民发出,用于介绍被打护士的真实情况和当地
官官相护的“内幕”。
“新闻媒介最重要的权力是它能够说什么时候什么问题重要并决定在哪个问题上应该听见谁
的声音。”[13]113在关于“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媒体通过采用“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以弱
化某些细节性问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强化能说明和支持媒体理想和倾向的事实;采用“确切的消
息来源”在重要的能够支持媒体倾向和框架的事实上,增加其客观性和真实性,构建出媒体“真实客
观”报道的印象。可以看出,《新京报》在对“温岭案”报道中,模糊了“边缘事实”来源,对“伤人者”背
景和诉求过程采用确切消息来源增加其客观性,构建出医生与患者相互平等、互有苦衷的印象,将
一起命案弱化到医患冲突的问题上来,体现了媒体的中立态度和多元的处理手法。而在对“南京
案”的报道中,对警方通报事实等内容采用“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处理手法,对政协委员温建民探
望被打护士和介绍当地“官官相护”现象时采用确切消息来源处理,并突出其“政协委员”的身份,从
而构建出医生是弱者,“伤人者”跋扈嚣张的印象,同时强调“伤人者”的官员身份,将一起医患冲突
引起的刑事纠纷引向了对官员和当地官方的批评上,体现了媒体同情医院方,批评当地官方的鲜明
态度倾向以及二元对立的处理手法。
(五)转述形式
由表4-1可以看出,《新京报》在关于“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较多使用间接引语,占总
引述的70%以上。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采用直接引语比例为29.52%,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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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用直接引语的比例为26.19%。《新京报》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更多的使用间接引语,从而
在某些事实的处理上,看起来客观,但实际上却更方便媒体的意见和倾向掺入其中。如表4-2,可
以看到《新京报》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采用的直接引语分布较为平均,对伤人者家属、医生、参与
事件处理和处理患者诉求的医院领导、卫生厅等都有较为均等的“照顾”和“体现”。这些都说明了,
媒体在对“温岭案”进行报道时,较多使用看起来真实准确但实际上却很模糊的间接引语,在关键性
事实和能够体现媒体倾向和框架的事实上,对涉事各方均采用了一定比例的直接引语,使各方的消
息来源显得更加真实准确,帮助媒体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构建出尽可能中立和多元的框架,从而
将问题导向“医患冲突”的讨论上。
表4-1:转述形式分布
温岭案 南京案
直接引语 31/29.52% 11/26.19%
间接引语 74/70.48% 31/73.81%
表4-2:直接引语转述分布
温岭案 南京案
直接引语
医生×9(29.03%),伤人者家属×7(22.58%),
医院领导和工作人员×5(16.13%),社会组织×4
(12.90%),卫生厅×6(19.35%),其他×1
伤人者×1(9.09%),医生×2(18.18%),
微博×1(9.09%),政协委员×7(63.63%)
《新京报》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中,对政协委员的直接引语比例高达63.63%,其次是医生18.
18%。考虑到政协委员温建民本身也是一名骨科医生的事实,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有81.82%
的“直接引语”转述引述的是来自于医生的话语。而“选择直接引语转述者的介入程度最低,选择叙
述性转述则介入程度最高”[11]116,媒体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在消息传递和关键性事实的呈现
上,给予医生很大的篇幅和话语空间,而对于事件涉及的其他各方,则要么不予以报道,要么采用间
接引语的方式。这表明,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媒体采用的是同情医生,将医生构建为弱势群体
的报道姿态和框架,从而将一起医生和患者家属之间的肢体冲突纠纷案件,引向了医生为绝对弱
者,官员嚣张跋扈的强-弱二元对立的构建方式上。
(六)关键词
1.名词
新闻机构往往更倾向于使用名词,这样看起来更具有客观性,避免了形容词的评价性和主观
性。然而事实上,记者常常用名词给事件命名,下定义,将它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给此事件“贴上
了标签”的同时也就排除了考虑这一事件的其他方式。从而将其放到一个熟悉的语境中。
《新京报》在关于“温岭案”中,对伤人者连恩青的称呼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有:“温岭男子”、
“一患者”、“犯罪嫌疑人连恩青”、“疑犯”、“凶手”、“哥哥”、“杀医嫌犯”、“儿子”、“患者连某”、“特殊
病人”等。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报道中,媒体关注了“伤人者”的多重身份,以其作为患者
和一个有正常家庭的人的身份为主。通过这样的处理方法,有助于软化“伤人者”杀人伤人的形象,
使得其在与被害人医生的对立中同样能够得到关注和同情。同样对于被杀医生的称呼,也有所变
化,主要有:“一名医生”、“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某某”、“主任医生王云杰”、“王云杰”、“遇害同
事”、“医生王云杰”、“王医生”、“一位医生”、“王云杰(详细介绍其成就)”等。可以看出在报道中媒
体对被杀医生的处理不断变化,逐渐将其形象固化到一位有着精湛医术却死于悲剧的医生,容易将
读者引至同情和遗憾和情绪中,从而完成与“伤人者”尽可能平衡的处理态度。
《新京报》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对“伤人者”的称呼主要有:“一对干部夫妇”、“官员”、“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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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袁亚平”、“打人者”、“两个处级干部”、“打人者袁亚平”、“该院宣传处处长”等。可见,在对
于“伤人者”界定和称呼时,《新京报》主要强调其作为官员的身份,并在多篇报道中予以点明。从而
将“医生———患者家属”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弱势群体———官员”之间的二元关系框架中。在报道
中对于“被伤者”的称呼,主要有:“护士”、“小护士”、“小陈护士”、“小陈”、“这个小孩”、“受害人陈星
羽”等。在报道中将“被伤者”的形象锁定于一个柔弱、无辜、像个孩子一样受到伤害的女孩,从而更
好的将“医患冲突”中医者的这一方,塑造为弱者。
2.动词
媒体通过对不同动词的使用,在事件性质和程度上构建了事实。在《新京报》对“温岭案”的报
道中,在对“伤人者”行凶的描述时,使用了“刺伤”“争执”、“出气”、“捅伤”“伤人”等词语,用来弱化
“伤人者”杀人的事实。在对“伤人者”的北京陈述中,使用了“跪在”、“请求”、“解释”、“沟通”、“诉
求”、“流泪”等词,描述了在前期投诉过程中“伤人者”的痛苦和挣扎,复述了反复沟通和倾轧的过
程。而在对于医生和医务人员一方事后的描述中,使用了“抢救”、“哭”、“哀悼”、“呼吁”、“克制”、
“控诉”、“声援”、“送别”、“默哀”等词,描述了对被害医生的同情以及医生和医务工作者们诉求的表
达。通过这些词语的使用,媒体借各方观点和态度表达了对此事的处理倾向。
《新京报》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中,使用了“殴打”(词频高达9次以上)、“打瘫”、“击打”“扬言”等词
来形容事件过程,加深冲突严重程度,尤其是“殴打”一词的频繁使用,构建了打人者的暴力印象。在对
“被伤者”的病情描述中,使用了“就诊”“证实”“会诊”“确诊”等词,层层推进,不断强调被伤者伤情严重,
并建立严重伤情与“伤人者”之间的联系。在对当地官方和“伤人者”的描述中,使用了“弄死”“偏袒”“被
删”“蒙羞”“有压力”“被保护”等词,将当地政府与“伤人者”之间可能有的官官相护和“交易”变成了关注
点。通过这些词语的使用,塑造官员暴力充满戾气和护士柔弱受伤严重的印象。
3.形容词和副词
由于形容词和副词所具有的较强评价性和主观性,所以在新闻报道中,形容词和副词往往使用
较为慎重。经过分析和统计,我们发现《新京报》在对“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形容词和副词
的使用主要有如下的呈现:
在关于“温岭案”的报道中,提及被害医生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时,主要使用了“很和善”“口碑好”
“年仅”“尽心尽力”“难过”“不安”等词语,构建了一个令人感到遗憾以及正面的医生形象。在对事
态进行描述时,使用“悲愤”“悲剧”“可悲”“最悲惨”“最痛苦”“凄凉”“绝望”等词,将一个“杀人案”描
述为一场令人难过的“悲剧”,软化事件和转移注意力从而引发读者认同。描述“伤人者”时,使用
“比较老实”“敏感”“迷茫”“误判”“烦躁”“易怒”“睡眠差”等词语,将“伤人者”杀人的事实弱化,突出
其“不得已”的背景和性格特点,从而引人同情与思考。这些,都逐渐将问题的关键引向了对医患关
系的讨论。《新京报》对医患关系使用了这些词语修饰:“被扭曲”“不健康”“久治难愈”等,在程度上
加深了医患关系的严重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医院方表示要加强安检时,《新京报》在对此使用了
“如临大敌”“感到别扭”“更加有效”等词,表达了对医院单方面采用安检方法的不认可,体现其对医
院方不加偏袒,将事件关键引向“医患冲突”的多元中立报道方式。
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对被打护士的修饰限定词较少,仅一个“可怜的”,更多的是通过客观
事实和看起来更为“客观”的词语来构建护士的“可怜”而柔弱的形象。在对事件本身的描述中,使
用了“普通”“无可厚非”“简单”等词,集中描述了本次医患纠纷的简单,侧面反映“伤人者”的无理取
闹。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很少将问题引到对“医患关系”的探讨上来,论及目前医患关系时,也
使用“紧张”“敏感”等情感程度远低于“温岭案”中的形容词,从而强化事件本身,弱化对医患关系的
思考。对于“伤人者”的修饰限定词则使用的最多,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充分反映了媒
体的主观性和评价性。主要有:下“重”手、“大”火气、“飞扬跋扈”、“蠢”行、“恶劣”、势力“很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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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事件)“非常艰难”、“逍遥法外”、其他部门“不积极”、“素质很低”等,通过这些高频率以及情感程
度深的形容词、副词的使用,构建出了“伤人者”恶劣、素质低,当地官官相护等印象。媒体的处理和
报道框架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出来。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初步的结论
以上通过对《新京报》关于“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进行分析,从报道内容、消息来源、背景
材料等六个方面探讨了媒体在报道时所体现的偏向和固定框架。如同Entman所言,“框架存在于
新闻叙述的特殊性质之中,这些性质促使那些观察和思考事件的人去发现对它们的特定理解”[12]。
在现实中,如果受众缺乏对事件或议题的直接现实经验,他们对议题和事件的了解和理解就极大地
依赖于新闻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
媒体在对医患冲突报道时,通过评论和消息的数量搭配、顺序搭配,完成其引导消息关注点、表
达态度和倾向、设置议程的目的;并通过在报道内容上的信息偏向,对涉事各方的不同态度表达,完
成了其“遮蔽”和“凸显”的设置,从而体现了媒体的倾向和态度,为其“框架”建设提供事实依据;此
外,媒体通过提供事件的背景材料以及在提供材料时的选择性操作,给事件各方以不同的“事实支
持”和“信息支持”,达到“弱化”和“强化”的效果;在消息来源上,对于涉事各方的消息采用频率不
同,在对消息来源的交代上,采用了模糊为主,对特定对象精确的操作手法,从而使得报道中涉及各
对象“发声”机会不一,通过“赋予”或“剥夺”发声机会的方法,支持了媒体的报道立场和框架;同时
在转述形式上,媒体采用以间接引语为主,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混搭的方式,对特定的需要强调的
事实采用直接引语,增加其信息真实度和“信息优势”;最后媒体通过使用富有感情色彩和社会心理
内涵的词语、使用这些具有界定情境功能但看起来客观中立的词语,对某些对象进行不同情感赋值
和情感评价,构建媒体的报道框架和报道倾向。通过这些指标,我们有如下发现:
一方面,媒体在进行医患冲突报道时,确实有其特定的报道框架。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京报》在对
“温岭案”进行报道时,采用了体制归因的报道框架,构建多元化的文本框架。通过对涉事各方信息的均
衡采用和适时的讨论,媒体构建出一个多元化的复杂问题,并继而将问题原因归于体制,弱化事实和伤人
者本身的责任。而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采用的是具有鲜明态度倾向的现实归因的报道框架,构建弱
势-强势的二元对立的静态文本框架。通过对涉事一方的不断弱化和另一方的“妖魔化”操作,完成对其
特有的形象构建,从而将事件原因归于事件某一方,强化现实原因和“强者”的责任。
另一方面,同一媒体在报道不同的医患冲突事件时,会采用不同的报道框架。通过以上的分
析,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同一媒体,在对同一类事件的报道中也并非采用固定的框架,而是会因为
事件的不同发生变化,体现了媒体的多重标准。媒体的框架处于不断流动之中。这说明,媒体在报
道此类事件时,既非客观中立的,也非持稳定的主观态度,其立场很容易受到情境等因素的影响。
(二)流动的报道框架,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
媒体不同框架呈现,往往是其面对事件时所采用的报道立场所决定的。《新京报》在对这两个
事件的报道中,采用了不同的报道框架与架构,体现出不同的报道立场与意识形态立场。
《新京报》在对于“温岭案”的报道中,以事实报道为主,评论为辅。采集多方面信息,还原事件
真实,站在中立的角度,尽可能以客观的姿态提供事实并深入事件本质进行思考,构建中立而多元
的框架。用舒德森的话就是“客观性是新闻媒介作为一个专业组织的意识形态”,[13]《新京报》在对
“温岭案”的报道中恰恰反映了《新京报》所采用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采用这种新闻专
业主义立场,可以最大限度的规避各方压力和风险,保证报道的合法性,同时又迎合了公众和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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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需求,从而得到专业性和市场性的双重认同。
而《新京报》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以报道事实的方式表达立场和偏好,站在批评官方同情被
打护士的情感角度,构建出感情偏好框架,调动大众对官方的不信任情绪,迎合大众观点,这反映了
《新京报》在对“南京案”报道中所采用的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民粹主义,简而言之,就是“一
种对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知识分子之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信”[14]。采用这种民粹主义的
话语策略和意识形态立场,有助于媒体在报道中规避风险并迎合市场,吸引关注。但与此同时,却
消解了其中的新闻专业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立场指导下的报道,直接诉诸于公众,调动并契合转
型期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从而使媒体获得“道德与市场的双重认同”。
(三)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同样的风险规避动机
我们认为,《新京报》在医患关系的两个案例上采取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恰恰是因为相同
的动机,即最大可能地规避风险:
1.市场风险。如前所述,《新京报》在对相同性质的事件报道时,采用不同的报道框架和不同的意
识形态立场。结合媒体特点,本文认为这是其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规避市场风险追寻利
益最大化的动机体现,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则是新闻专业主义和民粹主义博弈和相互建构后的融合体。
在新闻场域中,民粹主义由来已久,而新闻专业主义同样是媒体标榜其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基本
准则。在一些典型事件中,新闻专业主义和民粹主义常常互为体用,出现了作为新闻的专业主义话
语和民粹主义相互博弈、建构等现象。而《新京报》作为一份报团合办的在京都市报,取得最大化的
利益收效、获取话语权力赋值是其面临众多竞争对手时所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于是其尽可能的
规避市场风险,引导大众情绪,以舆论场引领者的角度进行市场运营,从而以“意见领袖“的身份换
取经济利益、道德利益等多方面收益。所以在日常的报道中,根据事件的不同特点,媒体会灵活采
用不同的报道框架,从而直接诉诸于大众,规避隐藏的市场风险,取得最大市场收益。
2.政治风险。特殊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往往造就特殊的媒体环境。不同于国外的资本至上
寡头媒体,我国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紧紧跟随与遵守政治导向和制度安排。作为政府力量和国
家事业的一部分,新闻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生存压力、规避更多的生存红线。同样的,巨大的政治力
量支持也为媒体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捷径。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一份有较大影响力的都市报,需要
考虑和顾及到诸多层面的问题。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规避政治风险,迎合政治需求是唯一的选
择。在这两个案例中,“医患冲突”作为当前社会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民心
所向,媒体在处理这类报道时,就需要有更多更安全的操作和呈现。在涉及“官民冲突”时,又会隐
含中央与地方、改革与反腐等问题之间张力。所以,在处理这些报道时,根据事件特点,采用不同的
报道框架,规避政治风险,甚至博得政治利益,是媒体必然的考量。
于是,《新京报》看似矛盾的叙事框架,恰恰是其工具理性的正常反应,也恰恰是其商业意识形
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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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电视剧在东南亚华人受众中的
传播现状研究
宗倩倩 章 宏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基于文化接近性理论,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人为主要对象,本文采用问卷调
查和焦点小组的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大陆电视剧在东南亚华人受众中的传播现状。研究发现,中国文化是
大陆剧吸引东南亚华人的独特优势,但是由于大陆剧的配音和字幕不符合东南亚华人的收视习惯、内容题
材缺乏创新及在东南亚地区营销不力,导致东南亚华人对大陆剧的收视依赖不高,大陆剧影响力不及港台
剧。研究指出,大陆电视剧只有基于东南亚华人的收视需求和习惯,在内容创造上强化文化接近性,在传
播渠道上联合海外资源,才能在当地培养消费群体、树立文化品牌,提高在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大陆电视剧;东南亚华人;受众研究;文化接近性
TheReceptionofTelevisionDramasfromMainlandChina
amongChineseMigrantsinSoutheastAsianCountries
ZongQianqian ZhangHong
(CollegeofMediaandInternationalCultur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BasedonCulturalproximitytheory,thispaperanalyzesthereceptionoftelevisiondramasfrom
mainlandChinaamongChinesemigrantsinSoutheastAsiancountries.Throughsurveyresearchandfocusgroupon
ChinesemigrantsmostlyfromIndonesia,MalaysiaandThailand,thispaperdiscoveredthatthepresentationof
Chinesecultureisthemainappealoftelevisiondramasfrom mainlandChina.However,thepaperalsofoundthat
mostChinesemigrantsseldomwatchtelevisiondramasfrommainlandChinabecauseoftheirawkwarddubbingand
subtitles,monotonouscontentandweakmarketing.ThepapersuggeststhattelevisiondramasfrommainlandChina
shouldmakeitscontentmoreculturalyproximatetothetargetaudiences,cooperatewithoverseasorganizationsin
marketinginordertoestablishitsbrandandenhancecompetitivenessinSoutheastAsiancountries.
Keywords:televisiondramasfrommainlandChina;ChinesemigrantsinSoutheastAsianCountries;audience
research;CulturalProximity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大陆电视剧开始走向海外,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出口数量和质量
上都有较大提升。据报道,2012年大陆剧共出口326部,约合2466万美元。[1]大陆出口的部分精
品电视剧,尤其是《三国演义》、《雍正王朝》等历史剧,在海外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但是和电视剧
出口强国相比,中国仍有明显差距。据统计,美国每年向世界各地发行的节目总时长达到30万个
小时,其中,电视剧所占比重最高。[2]44韩国2011年向亚洲、美洲、欧洲的33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电
视剧额高达1.58亿美元。[1]
除了贸易额上的差距外,大陆剧的出口范围也相当有限,主要销往地理、文化上较为接近的亚
洲地区。2012年,中国大陆电视剧在亚洲的出口总额占到其全球出口总额的70%以上,在亚洲地
区,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总额仅次于中国台湾,达到78部、2452.4万元(约合403万美元)。①
由于中国大陆电视剧的海外受众主要为华人,大陆剧在东南亚的传播和东南亚大中华文化圈
的华人及其后裔密不可分。目前东南亚华侨华人约有3348.6万,约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73.
4%。20世纪80年代后,迁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至少有250万以上。[3]可以说,和中国文化有亲
缘关系的东南亚新老华人移民既构成了接受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题材大陆剧的主体,又是大
陆向东南亚出口包括偶像剧在内的现代题材电视剧的潜在市场。
正如郭镇之教授所言,中国电视要走向海外,可以首先聚焦东南亚的华人市场。[4]49那么东南
亚华人对大陆电视剧的接受现状如何? 原因为何? 接受过程中存在哪些障碍? 该如何解决? 本文
拟从受众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和解决以上问题。研究结果试图为中国大陆电视剧今后在东南亚
地区的传播发展,甚至全球的传播提供借鉴和经验。
二、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
  “文化接近性”(CulturalProximity),而非地缘接近性,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国际传播
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修正,后者强调全球传播中,以美国为主的强国媒介给弱国
的媒介施加了外在压力,带来了媒介体系甚至文化上的同质化(美国化)。[5]121-123Straubhaar等学
者通过对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电视研究发现,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忽略了受众对电视节目等文化产品
的主动选择。他们指出,如果节目质量相当,观众喜爱与他们的文化关联性更强的本地电视节目;
如果本地没有这样的电视节目,则会选择语言、种族、历史、习俗等接近的国家的电视节目。[6][7]这
一视角印证了发展中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及包括东南亚华语市场在内的跨国区域电视市场的形
成。[8][9]
在相似的主动受众的基础上,Hoskins提出了“文化折扣”(CulturalDiscount)的概念,认为
“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
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
模式。”[10]45换句话说,由于文化差异,不同的市场对电视节目的喜好和接受程度不同。Cooper-
Chen的研究发现,尽管日本动漫风靡全球,但在各个市场受欢迎的单品不一致,整体而言,日本动
漫在亚洲的接受程度高于西方。[11]因此,只有了解各市场受众的心理和需求,才能在电视节目等文
化产品输出时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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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电视节目进出口情况》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受众研究近年来也进入了中国对外传播学的视野。程曼丽提出将对外传播受众分为三类:汉
语言文化圈、中华文化影响圈、中华文化影响圈之外的国家。[12]58-59由于大陆剧在海外华文圈、中
华影响圈和欧美国家的传播种类、数目和接受程度不同,受众分层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中国电视剧的
对外输出。已有的研究虽从历史进程、国家政策、节目内容、海外受众、市场化行销等角度全面探索
中国大陆电视剧出口的路径[13][14][15][16][17],但在细分市场上具体分析大陆剧收视反应和发展
策略的研究却较少见。其中近年来关于中国电视在东南亚传播现状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未从
受众角度探讨大陆电视剧在东南亚的传播情况。[18][19][20]
本文以文化接近性理论为依据,基于对东南亚华人群体收看大陆电视剧的调查,探讨大陆剧在
东南亚市场的传播现状、障碍及解决办法。
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的方法。由于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华人数
量最多的三个国家,问卷和焦点小组的受访者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国家。问卷在2014年3月和6月通
过互联网分两次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209份,其中印尼华人150人,马来华人34人,泰国华人22人,
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三人。① 受访者年龄以15-25岁为主,占72.7%,职业以学生为主,占57.9%。
焦点小组共六人,为在浙大留学的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华人,是生活中的朋友。访谈开始前,
根据问卷调查中“最喜欢的大陆电视剧”的调查结果,笔者为小组播放历史题材剧《甄嬛传》第29集
(剧情冲突较激烈)和现实题材剧《小爸爸》第一集。小组成员的中文水平较好,所以播放的电视剧
都是中文配音与中文字幕。在播放过程中,笔者与他们一起收看,并且记录他们在观看过程中的反
应和彼此间的交流。观看结束后,笔者引导小组开展讨论。
三、研究发现
  (一)东南亚华人受众对大陆电视剧的接受情况
1.对大陆剧的收视依赖不高
本研究的问卷结果显示,54.6%的东南亚华人平均每周收看一集以下的大陆电视剧,而每周收
看六集以上的华人只占13.9%,如图1所示。笔者认为,这组数据显示出大多数东南亚华人受众
对大陆剧的依赖程度不高,没有形成长期连贯的收视习惯与收视需求。据了解,大陆剧在东南亚国
家的电视台并不是以周播的形式播出;而在问卷调查中,60.3%的受访者也表示主要通过电脑来观
看大陆剧,因此并不存在播出形式导致观众观看电视剧集数受到限制的情况。事实上,即便是正在
中国留学的焦点小组成员也表示,在观看过程中经常由于价值观或语言的障碍而发生弃剧的现象,
侧面印证了大陆剧收视频率较低的现象。
图1 东南亚华人受众平均每周收看大陆电视剧的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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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南亚各国虽然存在文化体制差异,但因为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东南亚华人接受大陆电视剧的共性,笔者认为各国受访者
人数的不同对调查结果影响甚微。
明星效应是电视剧的传统吸引力之一,但在华人观看大陆电视剧的目的调查中,“追星”这一选
项只占18.7%,在所有目的选项中占比最少,远低于为了学习汉语(56.5%)、打发时间(44%)和了
解中国文化(25.8%)。在焦点小组中,成员们也指出东南亚华人对大陆剧中的明星辨识度不高,依
赖程度较低。
调查结果看似与文化接近性理论不符,但在后期的焦点小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东南亚华人在
选择与自己文化接近的产品时,选择了港台电视剧。
2.受大陆剧影响不及港台剧
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虽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在电视传播方面,却又有惊人的相似
之处。整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南亚各国的电视体制都经历了政府放松管制和逐步市
场化的过程。这些,伴随着电视卫星和电视光缆等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东南亚国家电视频道的繁荣
和节目内容的多元化。[4][8]例如,焦点小组中的马来西亚成员表示在当地除了可以收到六个免费
的本地频道外,还可以通过卫星接收近两百个付费的国内外电视频道,看到包括欧美、日韩、港台、
中国大陆、甚至是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的电视节目。
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大陆电视剧需要尤其注意的是港台电视剧对东南亚华人的影响。东南亚
华人的祖辈大多来自中国的南部,当地华人与港台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更小。而大陆剧相较于港
台电视剧,进入东南亚市场较晚。焦点访谈中,多名小组成员表示近五年大陆剧才在当地电视频道
偶有播出,过去对大陆剧的了解限于亲朋好友从大陆带回来的光碟。而港台电视剧输入新加坡、马
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已超过半个世纪,甚至印尼早在20世纪90年代都开始引进港台剧。[8][20]因
此,东南亚受众最早接触到的中国偶像剧、武侠剧、宫廷剧等都来自港台,港台电视剧在当地华人的
心中也渐渐地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代表。当大陆剧进入东南亚市场后,受众会习惯将大陆剧与港台
剧进行比较,并且在同样的题材内容下,会倾向选择更为熟悉的后者。例如,虽然近几年在泰国播
出的大陆古装剧和香港古装剧相比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但在黄金时间播出比例和收视影响力上
却和后者相去甚远。[18]
港台明星对于东南亚受众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访谈中,小组成员表示,由于对港台明星
的熟悉,他们对于大陆和台湾合拍的《还珠格格》的区域划分是台湾电视剧。而对于最近大陆剧《步
步惊心》的大热,他们也将一部分原因归结于吴奇隆、郑嘉颖等港台明星的加盟。小组成员在观看
两部电视剧时,每一位港台艺人的出现都会引起一阵讨论。究其原因,和港台电视产业擅于包装塑
造电视剧明星偶像,并将东南亚视为一个重要的宣传地有关。
3.对大陆剧无明显的题材偏好
与之前有关研究报道的东南亚观众更喜欢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有所不同,[4]47问卷调查中,
38.8%的东南亚华人表示对大陆历史题材电视剧和大陆现实生活电视剧都喜欢,而偏好两种题材
电视剧的受访者比例也很接近(23% :19.1%),如图2所示。虽然调查结果可能和问卷受访者中
以年轻的在校学生为主有关,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大陆现实题材电视剧在东南亚华人,尤其是年轻一
代中有收视潜力。
将这两大题材的电视剧更加细分,问卷调查得知,在大陆现实剧中,时尚偶像剧、婚姻家庭剧和
情景剧最为东南亚华人所喜爱。这与大陆现实剧近年来在题材、类型和制作上的学习发展有关。
正如文化接近性理论指出的受众偏爱熟悉的电视剧形态(genre),[7]275-276有焦点小组成员表示,对
情景喜剧结构和叙事方式的熟悉,是《家有儿女》和《爱情公寓》获得东南亚华人认可的原因之一。
在大陆历史剧中,神话剧、武侠剧、宫廷剧和历史正剧皆为东南亚观众喜爱。
从问卷中“最喜欢的三部中国大陆电视剧”的答案分析来看,《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根据四大
名著改编的大陆剧在东南亚受众中口碑较好。而近几年的宫廷剧中,以《步步惊心》、《甄嬛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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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东南亚华人受众对大陆电视剧题材的偏好
的频率最高。另外,《小爸爸》、《家有儿女》、《爱情公寓》等现实题材电视剧也进入了东南亚受众的
视野并受到了喜爱。
4.中国文化是大陆剧主要吸引力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显示,41%的东南亚华人认为体现中国文化是大陆电视剧的独特优势,在所
有优势中占比最高,远高于贴近生活(33%)、抗战(22%)、本土明星(19%)等元素。问卷还发现,中
国文化无论在大陆现实或历史题材电视剧中都是吸引东南亚华人受众的主要元素。可见,中华民
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在东南亚华人中的影响很大,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具有广泛的知名度,
许多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由于东南亚华人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老移民及后代,东
南亚华人普遍认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大批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兴
趣扩展到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等层面。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认知在焦点小组得到了验证,小组成员在观看《甄嬛传》时讨论热烈,而且大
部分讨论内容都集中在电视剧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在播放片头曲的时候,小组内部讨论就已经开始。
关于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甄嬛这个人物,他们经过讨论后得出了“甄嬛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但皇帝是
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结论。之后讨论还集中在宫中复杂的称谓以及宫廷规矩上,总的来说,由于东
南亚华人对中国历史脉络有大概了解,宫中的等级、称呼、规矩等并不会成为他们观剧的主要障碍。
接着,小组成员讨论了剧中的妆容、服装等,他们对于剧中精致的妆容和服装都产生了很大的兴
趣,并给予了赞赏。一个对此比较了解的成员向其他成员解释道,不同的朝代服饰都是不一样的,而
服装的颜色和头饰的样式都是分等级的。本集中有一场皇帝和皇后出宫祈福,场面宏大,服装华丽,
小组成员便将这场戏与香港无线(TVB)的宫廷戏进行了比较,认为大陆历史剧的制作经费充裕,服
装、道具、拍摄场景都比香港电视剧要精致和大气。剧中出现皇宫的场景时,有同学疑问这部戏是否
在北京故宫拍摄的,其他成员则回答是在横店拍的。由于小组中有一位同学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她在
观剧过程中向其他成员解释道中国古代人说话都使用文言文,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说白话文。
观看现实题材剧《小爸爸》时,小组成员对传统中国的价值认同和刻板印象也得到了体现。比如,
对于主角于果在美国交流时的恋情,小组成员表示“发展太快,无法接受”。对于剧中的小演员于果的
儿子,他们觉得不像中国小孩,比较像韩国人。但讨论中也体现出对当代中国国情和生活的兴趣。比
如对于剧中展现的免费加班的现象,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惊讶。看到剧中白天北京城的画面,会讨论到
中国的空气质量和雾霾,并结合自己去北京的亲身经历。另外,剧中出现比较地道的北京话,例如“哥
们儿”,小组成员都会模仿,也对剧中于果吃的“腰子”很好奇,表示并不知道这种食物。
(二)中国大陆电视剧出口东南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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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音和字幕不符合收视习惯
就通用的外销节目技术要求来讲,除了采用高清晰的母带格式以外,还要配有仅包括动效和音
乐的国际声道及具有无字幕的节目原素材。这样方便播出媒体在购买版权后视需要重新剪辑、配
音和配上必要的字幕。但目前不少大陆电视节目在制作时,没有留出不含中文配音的国际声道,导
致在国际市场遇冷。[14]123
大陆电视剧的配音和字幕问题在焦点小组中引起了一个讨论的小高潮。《甄嬛传》第29集开
始是皇后娘娘的一场戏,焦点小组讨论很快便集中到了饰演皇后的香港演员蔡少芬身上,由于蔡少
芬拍摄了很多东南亚华人熟悉的电视剧,所以小组成员看到她比较亲切。由于蔡少芬的普通话并
不流利,所以剧中嘴型是粤语,声音是后期专业配音演员所配的普通话。小组成员表示对这种嘴型
声音不符的现象很不适应。小组中有四位同学会粤语,所以会不自觉地看着嘴型去想象粤语台词,
这会很大程度地影响观剧的流畅性。
其实,纵观各国电视剧,基本都采用现场收音,如果现场过于嘈杂,无法满足收音条件,也会让
演员自己进行后期棚内录音。类似中国大陆电视剧这样大部分都需要专业配音员进行后期配音的
并不多见。笔者认为,这与部分中国大陆演员的台词功力不高以及越来越多的港台演员进军大陆
有关。虽然专业配音演员可以将台词表现得更加饱满,增加人物表演张力,但是,同时出现的嘴型
声音不同步、声音过于不真实等都会影响受众的观剧感受和流畅感。
在观剧后的小组访谈中,小组成员也纷纷表示,由于多年来受其他境外剧的影响,他们更习惯
观看演员原音配字幕的方式。虽然大陆剧在当地电视台播放时,会再配上当地的字幕,但由于现在
越来越多的华人选择在国内外的视频网站上收看大陆剧,因此大陆剧没有字幕,尤其是没有英文字
幕让他们有观剧障碍。
2.没有建立起大陆剧的文化品牌
著名电视剧导演郑晓龙认为:“我国的电视剧产业所面临的窘境就是,在国际文化传播语境下,
我们还没有积累起固定的消费群体,也没有带动起海外消费者的‘文化瘾’,这就使得我们的电视剧
产业在文化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换言之,我们的电视剧作品还没有受到国际社会消费者的认可,
还属于弱势文化。”[21]86
东南亚各国地处国际文化竞争的环境,东南亚华人可供选择的电视剧很多。几位焦点小组成
员表示,如果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剧在当地进行排名,那么大陆电视剧会比较边缘。港剧、台
湾剧、美剧、英剧、日剧、韩剧,甚至印度和阿拉伯的电视剧都会比大陆剧受欢迎。笔者认为,大陆剧
之所以没有积累起固定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因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品牌。除了缺乏明星效
应,焦点小组成员表示,台湾和韩国的偶像剧,香港的家庭剧,泰国的言情剧,美国的科幻剧都已经
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品牌,在受众心中已经有了固定形象和消费习惯。而大陆电视剧的形象对于海
外观众来说是模糊不确定的。究其原因,除了大陆剧进入东南亚的时间较晚外,可能和问卷调查中
显示的大陆剧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题材单一,缺乏创新”有关。近年来,大陆电视剧制作业虽有发
展,但是创新意识不强,不愿冒风险,制作方往往会选择已经具有一定收视市场的内容题材,最终导
致同质化现象严重。此外,电视剧发展的产业链不合理,人的开支多,而制作成本不高,导致很多电
视剧在镜头、音乐和美术上不考究,很难在海外市场树立品牌,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3.对东南亚市场不够重视
在访谈中,焦点小组成员多次表示并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电视剧想要走出中国,进军海外的目的
和野心。究其原因,国内的优质电视剧仅靠内需市场,向电视媒体、网络等新媒体出售播映权就可以
获得较好的收益,所以很多电视剧从制作之初就缺乏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主动性。除了上文提到的
没有国际声道,没有符合习惯的字幕或配音等外,在宣传和内容情节上也不具备跨文化传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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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中,49.3%的东南亚华人表示,主要通过身边朋友的推荐观看大陆剧,比电视、网站、
报纸等媒体宣传超出10个点(39.2%)。可见,人际传播而非媒体传播是东南亚华人获知大陆剧的
主要渠道。焦点小组成员们也表示,大陆剧对东南亚市场不够重视。很多港台演员在电视剧即将
开播时,不仅会亲自到东南亚国家进行传播,还会在脸书(facebook)等东南亚观众熟悉的社交媒体
里对新片进行宣传。他们表示,没有看到大陆剧在这方面的努力。
对于大陆剧的内容,不少东南亚华人认为体现的价值观不具有普遍性。比如问卷调查中,有
25%的华人表示不喜欢大陆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原因是 “仅为家长里短,太琐碎”。焦点小组成员也
表示很多现实题材电视剧将重点放在婆媳关系上,这让他们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障碍,因为在东南亚
国家婆媳之间并没有如此大的矛盾。所以,中国大陆电视剧要“走出去”,必须积极应对不同国家民
族之间因语言、习俗、价值观、审美等差异引起的“文化折扣”问题。
四、结语和探讨:基于受众研究的启示
  (一)强化文化接近性
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具有的共同的文化渊源,因此理论上大陆电视剧出口东南亚所遭受的文化折
扣较低。但是,基于上文的研究,目前大陆剧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播并不顺畅。究其原因,首先随着
民族融合进程的加快,东南亚华人己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到当地社会之中。一项基于东南亚青年华人
的调查显示,98%的华人家庭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超过两代。[21]86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
文化了解有限。焦点访谈时,有小组成员认为,抗日谍战剧等大陆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植入的意识形态
太重,和他们从港台剧中了解的视角不同,因此难以接受。其次,虽然随着华语教育在东南亚各国的
发展,年轻人懂得普通话的较父辈多,但根据焦点小组成员们的反馈,他们并不了解大陆剧中日新月
异的网络用语,因此如果大陆剧没有提供符合当地语言习惯的字幕,对观众的理解会造成障碍。
基于上述变化,中国大陆电视剧需要以充分的市场调查为基础,了解东南亚华人真正的收视需求
和习惯,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中国文化和特色,从创作源头开始就强化文化接近性。例如在题材选
择上,大陆剧可以借鉴巴西等电视剧出口强国的经验,[7]284策划一些反映早期中国移民历史和生存处
境的故事内容,及反映当代中国移民所遇到的教育、法律、医疗等现实问题的故事,这些题材和内容接
近海外华人的自身经验和身份认同,容易引起他们的收视兴趣。此外,为获取东南亚华人圈在内的更
广泛世界的认可,大陆电视剧应该在宣扬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和情感内核的同时减少意识形态的植
入,表现全球价值观的精髓,比如可以在历史剧中多聚焦人物“温、良、恭、俭、让”等传统美德。这些积
极的价值观和美剧中常常渲染的人道主义,韩剧中主打的温情和善良,在思想上都具有全球共通性。
同时,大陆电视剧也应考虑到东南亚华人的收视习惯,在电视剧制作之初就做好全球市场竞争
的准备,设置国际声道。为了强化语言的接近性和汉语的影响力,有意对外行销的电视剧可根据当
地语言配音或提供含有中文字幕的双(多)语字幕,使东南亚受众不仅在欣赏大陆剧时无语言障碍,
还能学习汉语。
(二)建立文化品牌
前文指出,中国大陆电视剧在东南亚华人中辨识度不高,没有形成自己的固定受众群。笔者认
为,建立起大陆电视剧的文化品牌是当务之急。东南亚华人已经有自己熟悉的文化产品类型,其中
港台电视剧已经影响了东南亚多年,古装剧、家庭剧、偶像剧等已经在东南亚受众心中有了固定形
象。大陆电视剧作为后来者,可以在东南亚受众已经熟悉的题材内容上寻找创新点和吸引点。
问卷调查发现,制作精良且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的大陆电视剧在东南亚华人受众中口碑较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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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王朝》、《新三国演义》等。焦点访谈中小组成员也纷纷表示大制作的历史剧是中国电视剧的
竞争优势,因为相比港台古装剧,大陆历史剧服装道具华丽、场面壮观,有众多的演员参演,不仅观
赏性强,而且遵循基本的历史脉络,看完可以加深对中国历史的印象。
大陆现实题材尤其是青春偶像剧近年来也开始进入东南亚受众的视野中,但在港台剧、韩剧和欧
美剧的夹击下仍需找准自己的定位。问卷发现,展现都市青年生活的轻喜剧《小爸爸》、《爱情公寓》等
在东南亚受众中较受欢迎。焦点研究发现,《小爸爸》中制造的笑料,包括台词、表情等都在小组成员
中达到了效果,他们表示很喜欢这种轻松幽默的风格,并称大陆剧在喜剧方面相当成功。笔者认为,
要提高大陆的青春轻喜剧在东南亚受众中的影响力,除了深入挖掘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外,
需要像港台地区和欧美韩等国取经,从剧本叙事、服装、音乐等方面提升质量。另外,还要充分利用偶
像明星的号召力,加大在东南亚地区的宣传力度,也可与东南亚明星合作,例如《爱情自有天意》中的
男主角就选用了马来西亚籍男演员谢佳见,使得该剧获得了很多马来西亚人的关注。
(三)联合海外资源
上文指出,大陆电视剧在东南亚市场的营销和传播还需进一步优化。笔者认为,除了最大化地
利用国家资源和平台,如大规模的电视剧展映等来提高大陆剧在东南亚的知名度外,还要联合海外
资源,让大陆剧进入东南亚的主流媒体和频道,才能扩大东南亚华人接触大陆剧的渠道,培养固定
的消费群体。
目前,我国电视的对外传播主要依靠国有电视台的对外传播平台,例如央视国际(CCTV-4),
以及各省级电视台的国际频道。有焦点小组成员表示,尽管他们的付费频道中包含这些频道,通常
很少有家庭收看。笔者认为,国内的几大强势电视频道可以联合海外华文电视媒体(如泰国的国际
中文电视台TCITV),共建国内对外频道与海外华人频道的大交流平台,整合大陆优秀的电视剧,
通过海外华文电视增加大陆剧播出频率,也拉近与海外受众的心理距离。也可由国有电视频道与
海外投资机构共同创办境外电视台。例如广东电视台和马来西亚家娱公司合办的中文卫视家娱
(JiaYuChannel)频道,于2005年开播,集合播出广东卫视诸多优势节目和国产电视剧,在当地获
得大批观众喜爱。此外,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观看方式的多元化,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大陆剧不仅
可以利用脸书、推特(twitter)等东南亚华人熟知的社交媒体进行宣传推广,还可以与在东南亚各国
利用率较高的境外视频网站开展内容合作,更新播放大陆剧。
在电视剧制作方面,除了上文提到的与港台及东南亚本土演员合作加强文化接近性,增加收视
关注外,也可与海外机构进行合作,减少大陆电视剧的出口阻力。例如《舞乐传奇》就是中国同缅甸
宣传部国家影视管理局合作拍摄的一部电视剧,该片刚在中国播出,便获得众多缅甸观众的关注。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电视剧只有基于东南亚华人的收视需求和习惯,在内容创造上强化文化接
近性,在传播渠道上联合海外资源,才能在当地培养消费群体、树立文化品牌,提高在东南亚国家的
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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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取样方法所忽略的民意波动
———1936年《文学文摘》民调“滑铁卢惨败”之再阐释
张 健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1936年《文学文摘》总统预测的失败是所谓草根民调方法与新的科学方法的对决,先后出现
三类阐释,其中“传统阐释”因为盖洛普等人的权威性和大力推介而影响深远。“传统阐释”以及对这一阐
释的质疑存在共同的局限,即同样采取内部主义的视角从方法上分析《文学文摘》民调的缺陷。从外部主
义视角而言,《文学文摘》的失败固然有样本方法上的不足,但对“新政”以来全国民意巨大波动的无视才是
其预测失败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文学文摘》民调;滑铁卢惨败;传统阐释;外部主义
DisregardedChangesinPublicOpinionbySampling
———ReinterpretationoftheLiteraryDigestPol’sWaterlooFiascoin1936
ZhangJian
(PhoenixCommunicationCollegeofSoochowUniversity,Suzhou215123,China)
Abstract:ThefailureoftheLiteraryDigesttopredictthepresidentialracein1936isseenasamethodduel
betweenstrawvotesandnewscientificpols.Inthethreetypesofexplanationonhowthefiascohappened,
“conventionalexplanation”isprofoundlyinfluential,becauseofGalupandother’sauthorityandpromotion.This
interpretationandsomedoubtaboutithaveasharedlimitation,thatis,bothtendtoanalyzethedefectofthe
LiteraryDigestPolonlyfromaninternalistperspective.Fromanexternalistapproach,theprimarycauseofthe
Waterloofiascoisnotonlythedeficiencyofsampling,butalsothedisregardingofthepolsterstohighlychanging
publicopinionsincetheNewDeal.
Keywords:theLiteraryDigestpol;WaterlooFiasco;conventionalexplanation;externalism
如所周知,《文学文摘》(theLiteraryDigest)民调在1936年劳师动众,结果以接近20个点的
误差率预测了错误的赢家———共和党人、阿尔弗雷德·兰登州长。这一事件被众多的政治学、统计
学文献称为“1936年事件”,而此次破纪录的误差不仅“提升了准确预测总统选举结果的盖洛普民
调、罗普民调之类民意调查公司的地位,也让民意调查专业蒙羞”[16]237-256,被冠以各种的形容词,
“不精确”、“惨败”、“崩溃”、“灾难性错误”、“声名狼藉的错误”等。本文在回顾这一“滑铁卢式惨败”
过程的基础上,试图达致两个目的:一是追踪相关文献如何阐释这一惨败? 这些阐释有何共性? 二
 
是在追踪相关解释之局限性的同时采取外部主义视角,根据相关历史事实补充更有说服力的阐释。
一、《文学文摘》民调的“滑铁卢惨败”
  作为一家形式上类似《生活》、《新闻周刊》的周刊,为吸引读者以增加发行量,《文学文摘》从
1916年开始其富有生机、享有盛名的系列草根调查,先后较为精确地预测了1916年、1920年、1924
年、1928年、1932年的总统选举结果。这些相当准确的预测结果为《文学文摘》带来了广泛的社会
声誉。比如,1928年总统选举结果宣布之后,《维基塔灯塔报》把《文学文摘》的精确性誉为“异乎寻
常”,《费城记录者报》称之为“相当准确的预测”,《纽约先驱论坛报》则写道:“我们恭贺《文学文摘》
民情收集上再一次令人惊奇的成功。”[14]3991932年10月14日,在《文学文摘》预言罗斯福压倒性
胜利的同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法利(JamesFarley)评论道:“大众民意包含在《文学
文摘》模拟投票中,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无法回避这种民意在如此巨大样本中的内在含义。我把这
种结论性的证据视为人民改变全国政府的希望。这种调查是公正的、诚实的。”[9]41甚至有说法提
出,因为《文学文摘》调查的广泛影响与权威性,《文学文摘》的名称几乎等同于“草根民调(straw
pol)”[5]37。
鉴于《文学文摘》民调在当时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尤其是对总统选举和重要社会问题上的影
响,其“民调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和新闻业的一项体制”,“政治家们不安地注视着文摘调
查,他们担心‘乐队花车效果’;当他们的政党(在民调结果中)落后时会迅速指责错误调查程序上的
失误或狡诈。与此类似,禁酒主义者越来越批评和不信任民意调查,因为这些调查记录了废除禁酒
法令日益上升的情绪。”[7]118
表1: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预测得票率(单位:%)①
候选人 实际得票率 《文摘》杂志预测 盖洛普预测
罗斯福 61.0 43.0 56.0
兰登 39.0 57.0 44.0
合计 100 100 100
1936年,在位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第二次参选,其竞争对手是共和
党人、堪萨斯州长阿尔弗雷德·兰登(AlfredLandon)。一如此前选情预测一样,《文学文摘》又在
人力、物力、财力上做好了充分准备,前后总共寄出1000万张选票卡②。当时美国有合法选民8000
万人,几乎每8个选民就有一个人有被抽中的机会参加草根民调,但是最后只收回选票卡237.5万
张。计票结果显示,共和党人阿尔弗雷德·兰登(AlfredLandon)得票率是57.0%,罗斯福得票率
是43.0%,共和党人获得选举胜利(参见表1)。
在《文学文摘》大张旗鼓地进行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调查的同时,乔治·盖洛普却对《文学文
摘》的草根民调不以为然,“如果《文学文摘》现在进行调查,实际的数值将接近于罗斯福获得44%,
兰登获得56%”。他阐释说,他得到这一数值是通过《文学文摘》正在使用的过时的抽样方法,这种
方法主要依靠电话和汽车拥有者,未必能够代表低收入选民 [5]47。他曾经公开声言:“《文学文摘》
的民意调查是自取灭亡。理由是他的样本严重地偏向高收入选民,这些选民大多数对罗斯福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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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自行汇编。
关于《文学文摘》1936年邮寄选票卡的具体数字,有“1000万张”和“2000万张”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主要见于 G.
Galup&S.ForbesRae,ThePulseofDemocracy,NewYork:SimonandSchuster,Inc.1940,p.42.后一种说法主要见于韩运荣、
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本文采信前一种说法。
的社会经济政策不满,所以,《文学文摘》的预测必然会失败。”[28]69
盖洛普对民意调查的兴趣始于上世纪20年代。早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通过杂志和报纸,调
查读者对不同问题的兴趣。他曾担任艾奥瓦大学学生报编辑,后来又在该校新闻学院任教。其博
士论文题目就是《确定读者对报纸内容兴趣的客观方法》,并在1930年发表一篇重要文章,题为《用
科学方法而不是猜测来确定读者的兴趣》。1932年,盖洛普的岳母阿列克斯·米勒夫人(Mrs.Alex
Miler)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爱荷华(Iowa)州务卿。此前,艾奥瓦州较高公职几乎一直由共和党
人把持,人们大都猜测米勒夫人将会落选。盖洛普没有人云亦云,而是运用自己的方法进行调查,
发现爱荷华州选民对米勒夫人的支持率超过共和党对手,而选举的结果也证明了盖洛普调查方法
的准确性。这样,米勒夫人的胜利成就了美国政治史上第一次“科学”的民意调查,米勒夫人也成为
美国历史第一位受益于竞选民调的候选人[31]40。
受这次成功的激励,1935年,盖洛普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创建了“美国民意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ofPublicOpinion)”,这是第一个独立于媒体之外的专业的民调组织。1936年,盖洛普把
他的所有精力和财力以及1932年以来从事读者调查所累积的经验押赌在1936年总统选举预测
上,在7、8、9、10四个月连续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刊登到《华盛顿邮报》等报纸上,其预测结果是:
罗斯福将以54.0%的得票率获得竞选连任,而兰登进驻白宫的希望将会破灭(得票率是44.0%)(参
见表2)。
表2:盖洛普民调所1936年总统选举预测结果(单位:%)①
时间/月 富兰克林·D.罗斯福 阿尔弗雷德·兰登
7 49 45
8
49 45
49 45
49 44
9
49 45
50 44
10
51 44
51 44
56 44
实际结果 61 37
实际结果与民调之间的差异 +5% -7%
《文学文摘》创刊于1890年,20世纪20年代的发行量接近200万,是当时发行量最高的新闻
杂志。该杂志的调查方法就是利用其累加起来的电话薄、汽车驾照登记、杂志订户等,形成一个规
模庞大的直邮名单;再按照直邮名单发送选票卡,卡上标注候选人名单,订户勾选理想的候选人之
后再寄回选票卡。杂志编辑部利用回收的选票卡逐州公布统计结果,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工作,据
说1936年《文学文摘》有450人专事统计。尽管有学者说《文学文摘》民调“主要依靠邮递选票”,
“至少已经掌握了抽样的基本原则[15]8,但这种样本方法主要特点是以庞大的数量取胜,样本数越
大,结果越准确。这也是该杂志编辑自认为其竞选预测具有“具有不可思议的准确性”的底气所在。
比较而言,盖洛普民调的样本少得可怜,仅有区区3000份,其采用的方法是基于“抽样理论”
(SamplingTheory),或更恰当地说是一种基于配额的随机抽样方法,这是20世纪初统计学家发展
出来的抽样理论[10]225-234,主要方法特点在于:所有选民都有被选中的同等机会;抽选的样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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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选举民调史,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ical_poling_for_U.S_Presidential_elections.
其代表性,数量不在于多而是在于具有代表性,即使样本数不多,也能反映出全部选民的意见分布。
二、“滑铁卢惨败”的“传统阐释”以及对此阐释的质疑
  一般而言,《文学文摘》调查的“滑铁卢惨败”在民意调查演进史上具有突出意义,宣告了《文学
文摘》所代表的草根调查方法的终结,而另一种以“科学”为标签的新的方法的开始与扩张,“在
1936年,‘科学’一词用于民调作为一个严肃的标签,将他们仔细建构的‘配额抽样’方法区别于到
处皆可以发现的、收集草根投票这一通行方式。”[7]117但由此产生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采用草根
民调方法的《文学文摘》在延续1916年以来辉煌纪录的同时却在1936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滑铁
卢”? 无论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抑或统计学、市场调查均需回答。
事实上,自“1936年事件”发生以来,寻求《文学文摘》失败原因的阐释者大体有三类[6]23-54:一
类是经历事件本身,而且在阐释“为什么”这一问题上存在利害关系的“圈内人”,包括《文学文摘》编
辑、采用“科学方法”的民调人如盖洛普、克劳斯利等;第二类是所谓“圈外人”,是事件主角的同辈
人,但处于民调界之外,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观察者,如弗洛伊德·H.奥尔波特(FloydH.Alport)、
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Blumer)等人;第三类是所谓“后来者”或“后学者”,大多数情况下,他们
往往追随或重复“圈内人”的阐释,以大多数统计学、民意调查方法或舆论学的教科书作者为主。
20世纪20年代以来,广告机构开始消费者态度研究;学术研究机构改进了抽样技术,正式采
用配额抽样方法;部分心理学家、市场研究专家共同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机构ThePsychological
Barometer;政府成为解决或至少减缓公共问题的一支力量,而且据信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应该建立
在需要数据的理性方法基础上,政府内部的调查研究得到开办和扩充 [1]321-353,新机构、新活动如
农业部(DepartmentofAgriculture)、美国信息总署(TheUnitedStatesInformationAgency)及其
他政府部门应运而生。从学科意义上而言,将民意调查的先驱者、渴望推进民意调查业的企业家以
及对民意调查持有共同看法,包括乔治·盖洛普、保罗·拉扎斯菲尔德、阿奇巴尔德·克劳斯利、埃
尔默·罗普等“圈内人”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形成[1]321-353,民意调查已经日益成为一个独立
的学科或一个具有共同方法与研究对象的“研究领域”(thefield)。
“1936年事件”发生以后,“圈内人”自觉地以“科学”为主要学科话语,对《文学文摘》的“滑铁
卢”加以阐释,“这些人忙于阐释自身方法的优越性,以及以《文学文摘》民调为代表的草根民调在方
法上根本不具可靠性。”[6]23-54早在《民意季刊》创刊号上,克劳斯利就提出,“意见调查最大的困难
在于这一事实:选举自身不是普查,而是运用样本抽样。每一个意见调查仅仅是样本中的样本。”换
言之,民意调查人员需要归纳的是一个未知的人口总量框架,因为无法确认“谁”将会来到选举日的
投票站。《文学文摘》民调的另一个重大误差恰恰就出现在对人口总量框架的预估上[2]24-35。
作为“新的调查方法及其对民主政府之意义的首席发言人”[5]56以及美国民意调查所的创办
人,盖洛普自觉地以“圈内人”和“辩护士”的双重身份不遗余力地讨论《文学文摘》的失败问题。
1940年,也即《文学文摘》杂志停刊后的第四年,盖洛普推出与人合著的《民主的脉搏》(ThePulse
ofDemocracy),用了一章的篇幅详细总结了“1936年的教训”。他尊敬地宣称:“1936年《文学文
摘》的灾难不在于其组织者的道德水准,而是《文摘》的样本和抽样方法”[9]44。1944年,盖洛普出
版《AGuidetoPublicOpinionPolls》,一直到1976年修订再版的《TheSophisticatedPoll
Watcher'sGuide》,其间先后从40年代到70年代,尚未准确统计次数的讲演、讲话、报刊文章等,都
不断地重复其英雄主义式的民意调查简史:1936年的新民调将“科学”带给草根民调:草根投票时
代,可以追溯到1824;现代民调时代始于1933年,此时盖洛普对议题和候选人试验进行民意调查;
真正“转折点”是1936年,三家民调机构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预测罗斯福的胜利[7]116。
04 中 国 传 媒 报 告 第13卷
盖洛普英雄主义式的民调简史被多米尼克·卢新奇(DominicLusinchi)称为所谓“传统阐释
(conventionalexplanation)”,这种阐释“越是重复,其事实性就越是得到确认。这种阐释具有相当
大的直觉引力:容易记忆而又具有明显的真理之声;同时也非常重要,因为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民调
领域类似盖洛普这样的权威,其威力牢不可破。”[6]23-54
第二类阐释者往往从政治学、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等角度观察《文学文摘》的“滑铁卢”,比如奥
尔波特既认为,科学民意调查的崛起是政治和社会问题研究中通向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现代进步之
一,同时又批评民意调查在测量意见过程中忽略了几个重要维度:社会—逻辑维度、有效度或强度
变量、目的维度,还提出民调在问题设计中按照集合行为修辞,而忽略了按照个人的经验和预期进
行设计[8]249-257。
第三类阐释者基本是对“传统阐释”鹦鹉学舌式的重复。比如,广为使用的教科书《抽样调查初
步》(ElementarySurveySampling)说:“《文学文摘》预测之所以错了,是因为1930年代共和党人可
能拥有的电话远比民主党人的多。”[17]2013年出版的第四版《TheDataGame:Controversiesin
SocialScienceStatistics》同样提出:《文学文摘》调查样本量非常大,但是样本量大并不一定就更
好:该民调承受着样本偏见之痛,名单主要来自电话簿和汽车驾驶员执照名录,这个群体在“大萧
条”时期肯定更加富裕;甚至即使带着样本偏见,《文摘》民调也有可能准确预测罗斯福成为获胜者,
只要每个人都能寄回选票;但是1000多万张选票中,只有200万张选票被寄回,不寄回选票的那些
人毫无疑问就是罗斯福的支持者[12]259。
三类阐释者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类,特别是盖洛普后来因其权威性和自己不断推介而被称为
“美国民调业以及世界民调业主持牧师”[4]3。70年代以来,对“传统阐释”的质疑之声不断。比如
莫里斯·布莱森 MauriceC.Bryson指出,《文学文摘》民调的失败成为了统计学的持久话题,从始
作俑者盖洛普开始,不断有教科书重复类似的“统计神话”。他认为,其实《文学文摘》民调失败的原
因很简单,那就是完全依赖于“自愿回应”:1000万的选票仅仅有200万的寄回了,这仅仅代表了一
小部分人,他们对选票中的问题有着相对比较强烈的兴趣[13]184-185。多米尼克·卢新奇也认为,
《文学文摘》错误预测的主要原因不是汽车或电话名单,而是参与民调的那些人最终支持共和党挑
战者,而参与民调的现任总统罗斯福的支持者却没有反馈选票。这被称为“不回应偏见(non-
responsebias)”[6]23-54。
丹尼尔·罗宾逊(DanielJ.Robinson)则更加深刻地寻找到盖洛普民调方法背后的矛盾与偏
见。他指出,盖洛普等民意调查人士对《文学文摘》民调所代表的“草根民调”成功“发动的政变”使
得“在40年代早期,盖洛普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民调业自身”,但是民
调专业人士与市场调查方法与生俱来的商业牟利心态使得盖洛普在服务于商业利润与服务民主政
治之间相互矛盾,盖洛普的民意调查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所有人的“一人一票”,而是偏向商业上有
价值的群体,忽略了妇女、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群。“这些事实连同与之相伴的、来源于盖洛普商业
环境的意识形态偏见共同窄化了社会探究的领域,歪曲了取样样本,影响了民调结果的解
读。”[4]39-63
三、对“滑铁卢惨败”的外部主义阐释
  就笔者来看,以盖洛普为代表的对“1936年事件”的“传统阐释”以及以莫里斯·布莱森和多米
尼克·卢新奇等人为代表的对“传统阐释”的质疑与不满其实采用基本同样的阐释视角,即所谓内
部主义(internalist)的视角来审视《文学文摘》的“滑铁卢”之败。
按照基恩·M.康弗斯(JeanM.Converse)的说法,既然统计研究在大学文化中已经取得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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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建制性的学科地位,统计研究者往往倾向于从内部主义视角来看待他们的活动,也即将统计
学科的发展看成是由统计学学家自己来完成的理论和资料驱动的工作,而非从一种外部主义
(externalist)的方式,也即把学科视为人类文化的另一种形式,大多数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语
境来加以阐释[7]3。内部主义视角在说明科学史、学科史或艺术发展史上有其明显的优越性,但对
于以社会现实问题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政治民意调查来说,内部视角把调查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政治
发展的需要割裂开来,某种意义上降低了自己理论的说服力。康弗斯自己也承认:“把这些(商业、
政治)领域降低到先驱的角色是需要请求原谅的,因为就其自身而言,这些领域的重要性确实被降
低了。比如,在解释社会统计时,我考虑了一直贯穿到‘新政’的某些进化阶段,但我没有把所有社
会事实收集的历史一直追踪到1960年代。……我选取了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的某些素材,表明它
们作为先驱者、间接的促进者和有时的统计研究联盟的压倒性影响,他们广泛的政治和文化重要性
因而被降低了。”[7]4
“传统阐释”主要采取内部主义的视角来讨论《文学文摘》民调所使用的“大规模”选票方法的局
限,如盖洛普认为:“《文学文摘》民调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获取对民意精确测量的问题核心在于样
本框(thecrosssection),仅仅累积选票卡无法指望排除来自于偏见样本的误差”[9]54;莫里斯·布
莱森和多米尼克·卢新奇对此的质疑与重新阐释依然如此,仅仅在盖洛普等人所设置的框架中继
续指出被调查者的回应或不回应所产生的偏见及其造成的误差。
放在今天的眼光来看,盖洛普等人的分析以及质疑者们的说明含有部分真理,但是如果将
“1936年事件”放置于这种外部主义视角来分析,很多相关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同一家民调机构、
同样的“大数方法”在1932年到1936年之间,为何在预测结果上出现如此极大的差异。本文认为,
这些主要因素主要有罗斯福“新政”、“新政”诱发的政府与报业的争论、报业自身在20世纪30年代
以来过度商业化、垄断化。
正如埃里克·方纳所言,罗斯福及其“新政”赋予“自由”以新的定义,将自由与经济安全感联系
起来,将根深蒂固的经济不平等看成最大的敌人。所以,“新政”时期,政治上的阶级划分比美国历
史上任何时期更为彻底,到1936年时,工人阶级选民为民主党提供了压倒性的多数力量,大大小小
的商业势力却因新政而纷纷地疏远了[19]1059-1061。
“新政”也波及到了一向被《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传媒行业,原先被发行人认为政府不得侵犯的
新闻自由定义某种意义上被改变,“新闻自由被界定为一项人们为在快速变化的世界求生存而获取
必要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发行人可以在不考虑人们需求的情况下自由运作的权利。”[23]83首当其冲
的是1933-1934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29]372-374。该法第一部分要求部分停止反托拉斯,设立国
家工业复兴局,制定“公平竞争”法规;第二部分要求确立劳工的组织与集体谈判权利,雇主不能要
求雇工以参加工会为雇佣条件,雇主要遵守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工业复兴法》对传媒业的影响
主要有:提高工资、减少工时会使得小报社倒闭,且会增加所有报纸的成本;限制童工意味着报社一
直沿用的报童必须被换调;报纸发行人必须接受工会的讨价还价。尤其关键的是政府可以根据需
要给企业发放许可证,这一点意味着政府对广播的规制可以部分沿用到报业,这“唤起了对从前新
闻界抨击目标的回忆”,如星法院、印花税法等[23]84。
自“新政”实施以来直到二战之后,政府先后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报纸的监管。从原则上讲,
美国一方面反对大型媒体集中化、垄断化,另一方面扶植弱小媒体,使其能在严酷竞争中维持下去。
对媒体集中化、垄断化,美国可以根据一般反垄断法即谢尔曼法和克雷顿法提出诉讼,法院承认适
用该法[30]150。在1937年的“美联社诉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案”(AssociatedPressV.NLRB)中,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表决结果,否定了美联社的诉讼请求,并指出,“美联社的商业运作不能
因其是新闻机构而不受约束。报纸发行人不具有不遵守一般法律的特权。”这就为报界能够期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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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一修正案》而取得的、使之免受政府商业法规约束的保护规定了限制[24]361。
“新政”遭到有影响的报刊反对是可以预料的,正如历史学家霍夫施塔德所说,“罗斯福所做的
一切都不应该受到他不久就在保守派报纸上受到的辱骂。那些疯狂憎恨罗斯福的人们也没有理由
在他们的俱乐部和餐厅中对他进行下流的攻击。自然这就使罗斯福开始感到,那些严厉批评他的
人是一些忘恩负义的糊涂虫。1936年的竞选运动中,他把他们比做一个刚被救上来的溺水老人,
责怪救他的人没有打捞上他的帽子———还把他们比成刚出院就诅咒大夫的病人”[22]333。1933年,
当罗斯福政府实行失业救济、停止黄金出口和提出《全国工业复兴法》时,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曾
经大加赞扬,但是到1935年,在他的报纸上,“新政”变成了“劣政”,“全国复兴署”变成了“全国躲债
署”,尤其当最高法院裁决撤销这个机构时,赫斯特的报纸上刊登一面美国国旗,并加上这样的标
题:“为最高法院感谢上帝!”[24]355与赫斯特一样,《芝加哥论坛报》的创始人罗伯特·R.麦考密克用
尽一切办法,反对罗斯福总统,反对“新政”的对内政策,“在任何情况下,他绝不让任何新闻以有利
的方式描述英国”[18]274。1936年在对华盛顿记者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论坛报》获得“最不公
正和最不可靠的报纸”的称号。当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开始显现时,《论坛报》强烈谴责美国
同英国合作;当《租借议案》处于辩论阶段时,该报刊登的标题是:“众院通过独裁者的法案”,“当他
千方百计试图证明《论坛报》正确,而别人大都是错误的时候,社论成了发表个人激烈言论的园地,
这些言论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所抱的偏见态度也扩及到新闻中去。”[24]356-358
作为全国同业协会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在经理林肯·B.帕尔默和顾问伊莱沙·汉森的领导
下,也跟“新政”处于对立状态。在国会讨论改革时,发行人协会要求报纸免于改革措施的管辖,并
试图在《社会保障法》、《瓦格纳劳工关系法》等立法中发现对新闻自由的威胁。
在此情形下,报业对共和党的支持、对作为领导全国民众走出“大萧条”之希望的民主党与罗斯
福的反对已经远非政党或政见之争,而是意味着报纸已经走到了民意的对立面,“这一事实是可以
成立的。尽管赫斯特和麦考密克-帕特森报系常常说总统的坏话,然而选民们确实仍然站在总统
一边,他们过去是这样,以后还是这样。这些报纸总是采用恶毒的语言。”[26]644而历史学家杜蒙德
也证明了这一点,“人们不愿投票反对这样一个人,他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接管了一个悲观
失望和管理失当的国家,使它走向了光明,给予它的人民以新的希望和勇气,保住了他们的住宅并
且对它的青年男女伸出了援助之手。……罗斯福在选举中得到的巨大支持不是贿赂,或阶级仇恨
或政党机构活动的结果。它来自每个阶级,每个经济集团,全国的每个角落。它是热爱自己的制度
的人民对于一个敢于保卫那个制度使它不致灭亡的人的信仰的表现。”[21]616
报界对社会民意的不以为然还有一个隐含的社会背景,此即新闻业主们社会身份上的巨大变化。
传记作家斯旺伯格描述过普利策与“铁路大王”范德比尔德的联姻。早期的《世界报》曾经攻击范德比
尔德,说他是粗俗之辈,有35吨来历不明的金锭,残酷掠夺纽约铁路公司的利润,偷税漏税等,然而
“拉尔夫(约瑟夫·普利策的儿子———引者)公开宣布了他自己与弗雷德里卡(范德比尔德的女儿———
引者)的爱情,此举打破了他父亲的常规,使这位父亲非常尴尬。”[25]308但是,如果从世纪之交以来美
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趋势来说,普利策与昔日讨伐对手的联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典型性。这意
味着美国报人如普利策、斯克里普斯、赫斯特等人在20世纪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或异化之一,
就是以“人民的斗士”[24]241的面目出现,最终却走向了“人民斗士”的反面,由不名一文或富于理想
的新闻界讨伐运动的主将蜕变成大型报纸或报团的报业资本家;由揭露、批判大公司、大财团的垄
断和对公众的剥削、欺骗到自身成为大公司、大企业,甚至自身成为一家大型垄断公司。
前文所说的赫斯特曾经长期反对托拉斯和垄断,30年代却说:“对控股公司宣判死刑的《惠勒
-雷伯恩议案》,纯系个人邪恶观念的产物,在经济上和法律上都不能证明是正当的。”[24]3611903
年在创办《洛杉矶考察家报》时,赫斯特曾经与工人一道上街游行,坚决支持工会权力,但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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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瓦格纳劳工关系法》……是人们能够设想出来的最邪恶的阶级立法———它根本不适合美
国,违背宪法的每一项原则,同美国生活的全部精神背道而驰。国会通过这项法案就是背叛国
家。”[24]361为了个人一己私怨,赫斯特曾经命令他报团的编辑不让魏丝特(MaeWest)出现在他的
任何刊物上,魏丝特是他的情妇在好莱坞的竞争对手 [18]274。
某种意义上,原先的“人民斗士”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为政治上较为保守的顽固分子,而非如世纪
之交那样,站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潮头,成为改革的“试验场”、“精神支柱”、“舆论领
袖”[27]31-36,反而是变成为阻挡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以应对社会危机和战争危机的“绊脚石”、“报
阀”①。一位报纸编辑也在20世纪90年代回顾说,“共和党和大多数美国报纸业主直接在意识形
态方面的联合,是在30年代反对民主党总统福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开始形成的,这种争论
一直持续到50年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80%至90%的人是靠报纸社论支持的。”[32]60-62
新闻业主们社会身份上的巨大变化更好地反映在新闻批评中,正如一位论者指出的,“20世纪
的批评家们在进步时代发现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渊源,并从黑幕揭发者中找到了早期的代言人,但是
他们的主题是永恒的:媒介所有权的日益集中、这种集中对报纸内容的影响以及变革报纸商业运作
的需要。”[23]86-87早在1911年,著名的报纸评论家威尔·欧文(WilIrwin)就写道:报纸的刊印权
是“一项默认的特许权;美国公众期望从此项权利中获得的回报,是光明正大的领航作用”,而一旦
这种领航作用的失败将会导致起诉,“法律是社会的最后求助对象,是其它社会矫正手段失效后的
最终方法”。富有改革愿望的李普曼1920年也警告报纸发行人,“如果发行人……既不面对现实又
不加以处理,那么总有一天,在愤怒的公共舆论的激励下,愤怒的国会将用一柄斧头来给新闻界做
手术。”[23]86-87知名的《商场报》主编威廉·艾伦·怀特憎恨大公司对报业的影响,他指出:“当办报
纸的旨趣变成一种办商业或是工业打算时,报纸产生商业上的腐败的危险就越来越大。有权势的
托拉斯必然要收买这些报纸,以便控制报纸领导作用的旧痕迹。”[20]81
虽然缺乏进一步的证据,但是一直号称公正的《文学文摘》某种意义上正是全美报业与全国民意
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文学文摘》的发行人与主编跟赫斯特、麦考密克等人一样显现出明显的共和党
人色彩。尽管其民调的结果不是像该杂志社所声称的那样印象深刻,比如1924年,在文摘民调中已
经表明拉福莱特将会在第二次出线,但事实上他被证明是一个缓慢的第三竞争者。很久以来就很明
显的一点是文摘民调中共和党人被过度地代表了,因为“资料显示了在目前的投票目的和过去的总统
投票之间的交叉表,———这两个问题连同各州居住地是文摘民调收集信息的总和———很容易就能看
出过分代表的问题。富有经验的民调观察家一直提醒文摘民调,但是《文摘》编辑毫不理睬技术上的
批评,就如同他们轻易地发动政治动机攻击一样,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以减少或调整偏见。”[7]119
面临着1932至1936年民意的巨大波动,《文学文摘》的编辑们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框架的限制
依然故我,除了继续增加邮件名单之外,还是采用原先本身已经是漏洞百出的“大数方法”,不做任
何调整。甚至盖洛普在《纽约时报》上善意提醒时,《文摘》主编 W·J.芬克(W.J.Funk)仍然不为所
动,仅仅气急败坏地回应说:“在调查开始之前,以前从未有人敢厚颜无耻告诉《文学文摘》他们的民
调将会展示什么”。这位主编没有直接说到盖洛普的简要结果,仅仅回应了文摘民调以往的记录。
四、结 语
  某种意义上,《文学文摘》民调样本选择中对中上阶层的偏好、对中下层阶层的疏离,尤其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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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7年,资深记者、反法西斯主义作家乔治·塞尔德斯(GeorgeSeldes)出版《报阀》(LordsofthePress)一书,把报纸发
行人称为“报阀”。
“新政”所引发的全国公众舆论在1932到1936年引发的剧烈变化无意识地忽略正是导致其“滑铁
卢惨败”的根本原因。这固然会带来“科学”方法对草根民调方法的顺利更替,但也起码说明:一是
民意本身是“歧义性的观念、信念、想象、偏见、抱负等的堆积体”,变化莫测、模糊微妙是民意存在的
基本方式,以静态的方法去摄取动态中的哪怕一个瞬间本身也是如同缘木求鱼一样,属于“明知不
可为而为之”的现代科学冲动;二是民意调查业的存在,无论是在草根民调阶段,还是1936年以后
如盖洛普等人所谓的“科学”民调阶段,都难以达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科学主义所主张的所
谓“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目标,仅仅是某种政治策略或政治控制手段的转换而已,正如本杰明·
金博格在《被俘获的公众》中所指出的,用民意调查来确定“沉默的大多数(silentmajority)”是稀释
那些持有强烈观念的公众成员的政治影响、破坏其可信度的一种方式[3]66。民意调查只不过是现
代社会实现大众民主的技术工具罢了。
如此一来,在实用主义社会氛围中,当盖洛普、罗普、克劳斯利等人携准确预测罗斯福获胜之
威,宣布新的民意调查时代到来,并理直气壮地帮助社会决策者获知“民主的脉搏”之时,一场新的
“滑铁卢惨败”却在前方不远处恭候着他们。1948年,那是民意调查历史上一个让新“科学”的民调
专家们脸红而又让人难忘的时刻。
[参 考 文 献]
[1]A.Fried&D.B.Harris,“GoverningwiththePols,”TheHistorian,Vol.72,No.2,(2010),pp.321-353.
[2]A.M.Crossley,“StrawPolsin1936,”PublicOpinionQuarterly,Vol.1,No.1(1937),pp.24-35.
[3]B.Ginsberg,TheCaptivePublic:HowMassOpinionPromotesStatePower,NewYork:BasicBooks,Inc.,
1986.
[4]D.J.Robinson,TheMeasureofDemocracy:Polling,MarketResearch,andPublicLife,1930-1945,
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99.
[5]D.W.Moore,TheSuperpollsters:HowTheyMeasureandManipulatePublicOpinioninAmerica,New
York:FourWalsEightWindows,1995.
[6]D.Lusinchi.“‘President’Landonandthe1936LiteraryDigestPol,”SocialScienceHistory,Vol.36,No.1
(2012),pp.23-54.
[7]J.M.Converse,SurveyResearchintheUnitedStates:RootsandEmergence1890-1960,California: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7.
[8]F.H.Alport,“PolsandtheScienceofPublicOpinion,”PublicOpinionQuarterly,Vol.4,No.2(1940),
pp.249-257.
[9]G.Galup&S.ForbesRae,ThePulseofDemocracy,NewYork:SimonandSchuster,Inc.,1940.
[10]H.C.Link,“SomeMilestonesinPublicOpinionResearch,”JournalofAppliedPsychology,Vol.31,No.3
(1947),pp.225-234.
[11]L.J.Sabato,TheRiseofPoliticalConsultants,NewYork:BasicBooks,Inc.,1981.
[12]M.H.Maier&J.Lmazeki,TheDataGame:ControversiesinSocialScienceStatistics,NewYork:M.E.
Sharpe,2013.
[13]M.C.Bryson,“TheLiteraryDigestPol:MakingofaStatisticalMyth,”TheAmericanStatistician,Vol.30,
No.4(1976),pp.184-185.
[14]M.G.Holi,TheWizardofWashington,NewYork:Palrave,2002.
[15]N.Moon,OpinionPolls:History,TheoryandPractice,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9.
[16]R.M.Eisinger&J.Brown,“PolingasaMeanstowardPresidentialAutonomy:EmilHuria,HadleyCantril
andtheRoosevelt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OpinionResearch,Vol.10,No.3(1998),
pp.237-256.
54第4期 张健 被取样方法所忽略的民意波动:1936年《文学文摘》民调“滑铁卢惨败”之再阐释
[17]W.Mendenhal,L.Ott&R.L.Schaeffer,ElementarySurveySampling,Belmont:WadsworthPublishing
Co.,1971.
[18][美]约翰·赫尔顿:《信差的动机:新闻媒介的伦理问题》,罗文辉译,台北: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J.L.Hulteng,IncentivesofMessengers:TheEthicalIssuesofNewsMedia,trans.byLuoWenhui,Taibei:
YuanliuPublishingLtd.,1992.]
[19][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 一部美国的历史》,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E.Foner,GiveMe
Liberty!AnAmericanHistory,trans.byWangXi,Beijing:TheCommercialPress,2010.]
[20][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林珊等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B.Bagedikan,Media
Monopoly,trans.byLinShanetal,BeiJing:XinhuaPress,1986.]
[21][美]德怀特·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宋岳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D.L.Dumond,
AmericainOurTimes:1896-1946,trans.bySongYueting,Beijing:TheCommercialPress,1984.]
[22][美]理查德·霍夫施塔德:《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R.
Hofstadter,TheAmericanPoliticalTraditionandTheMenWhoMadeit,trans.byCuiYonglu& Wang
Zhonghe,Beijing:TheCommercialPress,1994.]
[23][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CommissiononFreedomofthePress,AFreeandResponsiblePress,trans.byZhanJiangetal,Beijing:
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2004.]
[24][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M.Emery&
E.Emery,ThePressandAmerica,trans.byZhanJiangetal,Beijing:XinhuaPress,2001.]
[25][美]威·安·斯旺伯格:《普利策传》,陆志宝、俞再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W.A.Swanberg,The
BiographyofJosephPulitzer,trans.byLuZhibao&YuZailin,Beijing:XinhuaPress,1989.]
[26][美]约翰·特贝拉、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余赤平等译,长
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J.Tebeira& S.MyersWatts,From WashingtontoReagan:American
PresidentsandthePress,trans.byYuChipingetal,Changchun:JilinRenminPress,1989.]
[27]蔡静:《社会转型的新闻选择:对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新闻业的考察》,《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新闻分论坛论文
集》,2004年,未出版。[CaiJing,“TheChoiceofSocialTransformation:AnInvestigationonAmerican
JournalismintheProgressiveTimes,”intheCollectedWorksofPressSub-ForuminNationalAcademic
ForumforDoctoralCandidates,Unpublished,2004.]
[28]陈义彦等人:《民意调查》,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ChenYiyanetal,PublicOpinion
Polls,Taibei:WunanBookCompanyLtd.,2001.]
[29]顾学家等:《美国史纲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GuXuejiaetal,AnOutlineofAmerican
History,Chengdu:SichuanUniversityPress,1992.]
[30]刘迪:《西方新闻法制概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LiuDi,AnOutlineofLegalInstitutionin
ModernWestJournalism,Beijing:ChinaFazhiPress,1998.]
[31]王石番:《民意理论与实务》,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WangShifan,Theoriesand
PracticesonPublicOpinion,Taibei:LimingCulturalUndertakingsLtd.,1995.]
[32]赵彦华:《保持新闻的客观性》,《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第60-62页。[ZhaoYanhua,“Keepingthe
ObjectivityofNews,”ChineseJourna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No.3(2002),pp.60-62.]
[责任编辑 张梦晗]
64 中 国 传 媒 报 告 第13卷
第13卷第4期
2014年10月
中国传媒报告
CHINAMEDIAREPORT
Vol.13,No.4
Oct.2014
[收稿日期]2014-06-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chnmedia.com/wordpress/
[作者简介]邵静,女,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传播学理论、国际传播学研究。
媒介治疗初探
———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大众媒介的治疗功能
邵 静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传媒与设计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摘 要]目前,与传播学相关的交叉学科的发展十分迅速,各种新兴的理论接踵而至,这为媒介治疗
论的探索奠定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对媒介治疗论的研究,需要从媒介的治疗功能入手,对媒介治疗的方式
进行分类,探寻其散落在传播学中的重要理论依据,最终,还要将理论落到实处,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不同
大众媒介给受众带来的具体的治疗效果。未来对媒介治疗论的研究将会越来越丰富,可能包含以下发展
方向:系统理论的提升、实证数据的支撑、纵向比较的深入以及治疗方式间的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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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eliminaryStudyonMediaTherapy
———AnExaminationofMassMediaTherapeuticFunction
ShaoJing
(SchoolofMediaandDesign,ZhejiangUniversityNingboInstituteofTechnology,
Ningbo315100,China)
Abstract:Uptonow,avarietyofnewtheoriestakeshapes,folowingtherapiddevelopmentof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relatedtoCommunication.Thestudyonmediatherapyshouldstartwiththetherapeuticfunctionofmass
media.Onthebasisofclassifyingthemassmediatreatments,thearticleexplorestheessentialtheoreticfoundations
thathasbeenscatteredinCommunicationliteratures.Inthelast,thetherapeuticeffectsfromdifferentmassmedia
areinterpretedfromCommunicationperspective.Astherelatedstudiesgrow,thepossiblestudyofmassmedia
therapyinthefuturebecomesclearer:thepromotionofthemoresystematictheories,thesupportofempiricaldata,
thedeepeningoflongitudinalcomparison,andthemutualemulationofmassmediatreatments.
Keywords:massmedia;therapy;mediatherapy;Communication
近年来,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交叉学科的发展十分迅速,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学
科给新闻传播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时也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理论类型,如传播社会
学、传播心理学、媒介地理学、媒介空间论、媒介安全论、媒介框架论等。
媒介治疗论正是在这一学科交叉的大背景下诞生的,我们或许可以不将它看作是一种全新的
理论类型,但至少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媒介,从一个新的学科去挖掘媒介的新意义与新作
 
用。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媒介治疗论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新尝试,一条新路径。
一、媒介治疗的概念界定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媒介”和“治疗”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前者属于传播学范畴,后者则可归入
医学或心理学的范畴。
“媒介治疗”中的“媒介”一词,指的是“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扩大
特定符号的信息的物质实体”[1]200。此时,媒介被限定在“物质实体”之中,比如大众传播中的书
籍、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介,人际传播中的空气媒介,组织传播中的传单、纸质公告、小
册子等媒介。“媒介治疗”中的“治疗”则主要指涉的是针对人类心理和精神症状的心理治疗,当然,
某些心理或精神疾病也会带来身体上的病症,“媒介治疗”通过对人类心理和精神的治疗,也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人类身体上的痛苦。
由此,我们将“媒介治疗”定义为:通过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媒介对人类心
理、精神、身体疾病进行干预、调整的过程。媒介治疗包含了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媒介治疗师、大
众媒介及其内容、被治疗者。
二、媒介治疗的分类与特点概述
  从媒介治疗师与被治疗者的关系上进行理解,我们可以将媒介治疗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指导性的媒
介治疗;二是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指导性媒介治疗与非指导性媒介治疗的特点可用以下表格体现:
媒介治疗的种类 指导性的媒介治疗 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
主导地位 专业的治疗师 被治疗者
媒介与媒介内容 特定性、规定性 自由性、选择性
治疗过程 显性/隐性 隐性
治疗目的 减轻、治愈心理疾病 干预、调节主观情绪
花费 较高 较低/免费
研究基础 医学、心理学 传播学、心理学
根据表格所示,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与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的区别主要体现主导地位、媒介内容选
择、治疗过程、治疗目的和研究基础等指标之中,总体说来,指导性的媒介治疗更加强调专业治疗师在整
个治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治疗师会选择早已规定好的特定的媒介形式或媒介内容对被治疗者实施心理
治疗,如阅读治疗、音乐治疗、网络治疗等,被治疗者很有可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治疗”,且治疗师和被治
疗者都朝着“治愈心理疾病”这一明确目标而努力,同时,指导性媒介治疗的收费往往较高。
相较于我们目前常见的指导性的媒介治疗,隐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受众都会遇到的非指导
性的媒介治疗则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主要偏向于对人们心理、精神或情绪的干预和调整,治愈严重的心
理疾病以及减轻身体上的痛苦并不是非指导性媒介治疗的“硬性指标”。在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
中,受众利用一种或多种大众传媒及其传播内容以干预和调节自己的心理和情绪现状,有时这种心
理和情绪的好转也会带来身体疼痛感的减轻,但并不能像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一样有着“缓解和治愈
心理疾病”的明确目标,并且也不会像临床医学治疗那样从根源上治疗身体的痛苦。有时,非指导
性媒介治疗所带来的心理或情绪的好转可能是暂时的,一旦停止接触媒介或停止接受媒介内容,糟
糕的心理状态或情绪还有可能重蹈覆辙。当然,利用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完全甩掉或忘却糟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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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但由于非指导性媒介治疗很强调自由性,为此,针对其治疗效果并没有严
格的“硬性指标”。
第二,在非指导性媒介治疗中,人们可以利用大众媒介进行“自我治疗”,同时充当 “媒介治疗
师”和“被治疗者”双重角色。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当前的心理、情绪和精神状态,选择合适的大众媒
介形态及大众媒介内容对自己的心理、情绪、精神状态等进行干预和调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
是“媒介治疗师”;人们对大众媒介的内容进行接受和消化之后,达到了一定的“治疗”效果,心情好
了,精神状态提升了,此时,从大众媒介中受益的他们则是“被治疗者”。
第三,在非指导性媒介治疗中,用于“治疗”的媒介内容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几乎是靠被治疗
者的个人感受直接评判。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开始流行一种音乐门类———治愈系,此类音乐一
般具有节奏舒缓,放松心情的特征,但是并没有共通的显著的音乐特性。这种“共通性”的缺失与我
们提及的用于“治疗”的媒介内容十分相似,当然,用于“治疗”的媒介内容并不一定都是“舒缓而放
松”的,也有可能有一些被治疗者,觉得生活单调乏味,情绪低落而选择一些特殊的具有强烈情感的
大众媒介内容进行心理调适,如摇滚音乐、恐怖电影、悬疑小说等。
第四,非指导性媒介治疗的过程大多是愉快的、忘我的、隐性的,人们甚至无法将其同“治疗”一
词相联系。很多情况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媒介的“治疗”功能,而往往是在与大众媒介不断的接触
过程中,甚至是接触停止之后才感受到心理、精神,甚至是身体上的变化,比如情绪提升了,心情变
好了,疼痛减轻了等等,这种特殊的“治疗”体验与传统意义上的医学治疗过程大相径庭。
三、媒介治疗的传播学基础
  目前,有关媒介治疗论的成果很多都散落在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中,比如针对心理
疾病患者,探索音乐治疗的理论与应用[2]2;针对特殊儿童,探索艺术治疗的程序与方法[3]1;针对军
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探索网络治疗方案[4];针对临床心理学,探索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路径[5]等
等。此类研究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基础几乎都与传播学无关,并且都属于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主要探
索如何运用艺术、音乐、书籍等媒介内容达到良好的治疗较为严重的心理疾病的效果,这其中可能
会涉及到一些运用大众媒介治疗和改善心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但显然不够系统。
而在传播学领域,目前尚无专门针对媒介治疗论的研究,然而,如果我们回望过去,就会发现媒
介治疗理论的种种细节其实早已隐藏在一些我们所熟知的传播学经典理论之中。而现如今的很多
研究同样也涉及了不少与媒介治疗相关的内容,比如,探讨受众情绪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关系[6]1-8,
研究媒介内容对受众产生的影响,探究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等等,然而,这些研究中的媒介治疗部
分也比较零散且并未形成系统,需要进一步梳理。以下,我们从一些经典理论入手,探寻媒介治疗
理论在传播学这一学科中的蛛丝马迹。
(一)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理论站在受众的角度,从受众的动机方面探讨其对媒介的使用。卡茨等人认为,使
用与满足理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产生了需求,这种需求又导致了人们对大
众传播或其他信源的期待,这种期待引起了不同类型的媒介接触(或者其他行为),其结果导致需求
的满足和其他后果(可能多数是无意的)。[7]
不少学者对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的“需求”(很多学者将其称为“动机”)这一关键词进行了研究和
归纳,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中,学者赫佐格发现妇女收听日间广播连续剧(肥皂剧)有以
下几个动机:(1)感情释放,通过对比剧中人物的悲惨境遇,获得优越感;(2)愿望想象,剧中人的幸
福生活或他们所做的事也是自己想拥有的;(3)寻找建议,“假如你听了这些节目,如果恰好有一天
94第4期 邵 静:媒介治疗初探———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大众媒介的治疗功能
它发生在你的生活中,你就知道如何去应付了”。20世纪70年代,麦奎尔、布鲁姆勒和布朗将受众
看电视的动机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1)转移和消遣。逃避或感情释放。(2)人际关系。电视可以
代替社会交往,为个人提供陪伴,并且可以用于与他人交往。(3)个人身份。将电视中的人物和事
件作为参照,探索现实,强化既有价值观。(4)环境守望。获得信息和新闻。[8]272-274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对不同媒介的接触,导致了媒介对以上显示的各种需求的满足,我们认为,
对受众需求的满足可能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负面的效果,即形成对媒介的过度依赖或过度使用,并
借此一味逃避现实生活;二是正面的效果,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对于心理、情绪甚至是身体的“治疗”
效果。但目前许多研究都在关注受众接触媒介之后的负面效果,而由此形成的一些专门术语也为人
们所熟知,比如,将过度依赖电视的受众形容为“沙发土豆”,将过度使用网络的行为称为“网络成瘾”
等等。而本文则是针对受众对媒介的使用与满足之后所形成的“治疗”效果,尤其强调受众主动从大
众媒介中寻求对自己内心、情绪、身体等的治疗方式和治疗内容,即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而从这个层
面上来说,媒介治疗论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使用与满足理论。
(二)准社会交往理论
1956年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在《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概念,用来描述媒介使用者与媒介人物的关系。即某些受众特别是电视观众往往会对其
喜爱的电视人物或角色(包括播音员、名人、虚构人物等)产生某种依恋,并发展出一种想象的人际交
往关系,由于其与真实社会交往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霍顿和沃尔将其命名为“准社会交往”。霍顿和
沃尔最早是在电视的收视情境中发现准社会交往现象的,他们观察到当地方新闻播音员在节目结束
时说“晚安”时,很多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回答“晚安”,就如家庭成员在睡前互道晚安一样。[9]
对准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是在使用与满足理论提出之后才逐渐得以开展的,是对使用与满足
理论中“人际交往”功能的扩展性研究。我们认为,媒介治疗论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准社会交往
理论。受众与大众媒介中各类人物、各种角色进行“准社会交往”,比如,对电视节目主持人说“晚
安”、对着自助类书籍同作者在文字中“对话”、大声抱怨电影或电视剧角色的行为等等,这些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受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交际恐惧感、失落感等,并由此达到了心理、情绪或
身体上的“治疗”效果,使得内心充实、心情愉快。这种利用准社会交往方式所获取的媒介治疗效果
可以说是媒介治疗过程中最为常见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
(三)传播游戏理论
英国学者史蒂芬森于196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ThePlayTheoryof
MassCommunication)的书籍,在本书的开篇中他提出:“本书的主旨是说明:大众传播的最好的一
点是允许人们沉浸于主动地游戏之中,也就是说它让人快乐。”[10]1游戏理论认为,与其把媒介当成
工具,不如把它视为玩具,人们摆弄媒介与其说是出于功利的考虑,不如说是为着游戏的目的,有一
部分传播本身没有信息传播的特征,传播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它能够给人快乐,甚至有时我们
忘我地投入其中,根本连快乐都感觉不到(因为快乐只是事后的追溯)。[11]272-274
与准社会交往理论不同,传播游戏理论并未将焦点集中在媒介的传播内容上,而是转而关注传
播活动本身,强调受众的“忘我”特征。人们观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甚至与人交谈,这些活动本身就
给人们带来快乐,而这些活动本身也就成为了媒介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说,媒介的“治
疗”功效,有时仅仅是大众媒介本身在起作用,大众媒介本身的特征在媒介治疗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这也是传播游戏理论为媒介治疗论带来的最为主要的贡献。
四、传播学视野下的媒介治疗效果
  在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中,媒介治疗的效果取决于被治疗者所患心理或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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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师的专业水准、治疗所用媒介或媒介内容的针对性这三种因素。而在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中,由
于被治疗者的心理或精神现状虽不能上升到“疾病”的程度,但其情绪、精神或心理状况却呈现出各
种需要调节或干预的状况,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治疗师的情况下,非指导性媒介治疗中大众媒
介的形式及内容就成为了决定媒介治疗效果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从媒介治
疗的效果出发,利用相应的传播学视角与理论,选取不同的大众媒介及其内容,探讨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非指导性媒介治疗行为给受众情绪、心理、精神等带来的变化。
(一)书籍———涤荡心灵的良师益友
作为大众媒介的书籍对受众的心理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它的集中体现应该是上文中提及的
半指导性的媒介治疗,此类媒介治疗的核心是各种自助类的心理治疗书籍,媒介治疗师的角色是隐
形的,但其指导作用无处不在,此类媒介治疗的针对性强,读者所受到的治疗效果也比非指导性的
媒介治疗效果要好。
而在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中,读者则是以完全主动的心态在书籍的海洋中遨游,没有强制阅
读,不受题材限制,正如文学家德伯里所说:“书籍是培育我们的良师,无需鞭笞和捆打,不用言语和
训斥,不收学费,也不拘形式。”而书籍对于读者心理方面的影响则可以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读书可以解除人的失落感、寂寞感和孤独感。读书可以使人心神集中,杂念尽消,心平气和,
神志安稳,从而有利健康。第二,读书可以清心明志。读书教人明理,“怒伤肝、恐伤肺”等情况就容
易因人的内在文化冲击,得到理智和意识的控制。第三,读书可以引导患者专心于书中,暂时忘却
身体的疾患,使意境开阔,心怡神畅,有利于身体康复。[12]57由此可见,书籍不仅可以调整读者的心
理与情绪,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身体上的病痛,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这与我们上文中提到的非
指导性的媒介治疗的特点不谋而合。
在书籍的媒介治疗效果中,除了读者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作者的心理变化。1849年,克尔凯
戈尔《致死的痼疾》面世,此书是他在孤独和忧郁中所写。他本人患有忧郁症,在写作过程中他发
现: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我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所有生活的痛苦,我为思想层层包围,
幸福无比。假如我停笔几天,我立刻就会得病,手足无措,顿生烦恼,头重脚轻而不堪负担。[13]2在
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中,克尔凯戈尔的例子也许过于极端,但从他的写作感受中我们至少能够洞察
到写作过程之于作者心理、精神和情绪的强大作用,当然这种治疗方式是以作者愉快的、忘我的心
态相联系的,暗示了作者本身对写作充满了兴趣。这也是非指导性媒介治疗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即
用于“治疗”的媒介内容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几乎是靠被治疗者的个人感受直接评判,写作这项工
作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并不简单,甚至是一种心理上的痛苦煎熬;而相对于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它反
而成为了一种情绪和心理的“治疗”方式,同时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报纸———每日体验的媒介仪式
报纸中的内容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有些报纸或许也会有一些与心情、情绪等相关的副
刊内容,但单从内容上看,报纸中的内容似乎对读者情绪所起到的“治疗”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也
无法起到与书籍不相上下的“治疗”效果。然而,与书籍不同的是,报纸有一个显著特点———每天发
行,时间固定。读者或许无法从报纸内容中得到治疗效果,但是从它的每日固定发行的特征中能够
养成一种阅读习惯。比如,在报业大国日本,很多国民具有阅读报纸的习惯。早晨,人们习惯从信
箱里取出早报,边吃早饭边阅读,或在上班途中及时了解国内外资讯。晚上下班回家,拿着晚报边
看边与家人讨论时事热点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乐趣之一。据日本新闻协会调查显示,2011年,平均
每个日本家庭拥有报纸0.9份[14],即几乎每户日本家庭都有订报的习惯。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从人们读报、看电视等媒介使用行为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读报(或者其他媒介接触)可被视为“参加一次弥撒仪式,虽然人们学不到什么新东西,但是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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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15]9在这种类似弥撒仪式的读报习惯中,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一点心灵
的寄托,在阅读新鲜信息的同时消除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确立了内心的安全感,同时强化了自己特
定的世界观,由此起到了对情绪、心理等的“治疗”效果。同时,读报这一行为也是学历、知识、家庭
背景等的体现,有时人们会为了得到外界的认可、融入特定的环境而选择读报,比如,《读卖新闻》中
国总局局长加藤隆则曾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一家人不订报纸,会被人看不起。会有人说:
“瞧这一家人,连报纸都不看。”[16]但如果这家人随大流也进行订报,那么,他们的情绪和心理就会
有所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订报、读报行为本身也起到了一定的心理“治疗”效果。
(三)电视———音像结合的家庭伙伴
在电视诞生的初期,人们对它的理解集中在声像结合、信息及时、内容丰富等特点上,但如今,
更多人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待电视,电视给我们心理、身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了使观众患上电视孤
独症、肥胖症、视力下降、心律失常等等。然而,在我们过多关注电视负面效果的同时,也需要同样
重视其针对观众心理所起到的“治疗”效果。
我们认为,从媒介治疗的角度出发,电视是一种音像结合的良好的家庭伙伴。上文中提及的传
播学中的准社会交往理论就是受到受众与电视之间的准社会关系或准社会互动的影响而提出的。
人们常常把电视中的人物或媒体名人看做是真实的交流对象,与其发生互动并建立某种关系,人们
常常会像谈论一个朋友或邻居一样谈论某个名人,看到主持人时会有一种亲切感,这些都是准社会
互动的表现。[17]155而正是这种受众与电视之间的准社会互动行为使得电视有时还具有“逃避不愉
快经历的功能”[18]256。当人们在家中感到内心空虚,希望通过互动和交流来弥补现状,但又受限于
外界条件时,电视无疑成为了一种调节情绪的最佳伙伴之一。当然,以上提及的电视对人们带来的
负面影响大多都是建立在“过度”依赖电视的基础上的,一旦受众对电视的态度变得“适可而止”、
“即用即开”,那么它的治疗功能就会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强大。
(四)电影———暂时止疼的阿司匹林
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电影融合了悲喜剧、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建筑等
多种艺术形式,具有超越其他一切艺术的表现手段,给受众带来了独特的媒介体验,受到了无数观
众的追捧。电影不仅能使观众观察到别人的生活,还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生活印记,不少观众反
映,电影能够改善他们的糟糕情绪,能够扭转他们对某一特殊事物的认知,甚至改变他们今后的生
活方式和生活轨迹。而对于很多电影制作者来说,电影是等同于生命甚至是高于生命的艺术。
然而,著名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对电影的评价或许更适合我们的主题,他说:“电影它从来就不
是什么济世良药,它只是一片阿司匹林。”[19]阿司匹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解热镇痛药,是一种家中
常备的应急药物,它可能短时缓解某些患者身体的病痛,但无法解除病根,同时,它并不是包治百病
的神药,也有其特殊的“适应症和不良反应”。这一比喻为我们的媒介治疗主题带来的不少启发:回
顾上文对指导性与非指导性媒介治疗特点的比较,我们可以将以电影为主体的非指导性的媒介治
疗效果形容为“阿司匹林式”的效果,即利用电影媒介进行的媒介治疗的效果是暂时的、无法探及根
源的。这种特殊的治疗效果与电影本身的主题设定集中、画面表现分散、影片时长受限等因素相
关,但这些并不能抹杀电影在媒介治疗中的重要地位,更不会影响电影在非指导性媒介治疗中的受
欢迎程度,毕竟在一些情绪或心理的“小毛小病”中,阿司匹林的效果还是十分显著的。
(五)网络———自由互动的随身医师
与上文分析的书籍、报刊、电视与电影相比,网络这一大众媒介的显著特征即是自由互动,而随着
移动终端的不断发展,手机、平板电脑的逐渐普及,“随身性”也成为了网络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
很多情况下,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而忽视了由其互动性所带来“治疗”效果:人
们过多地关注因网络聊天而与现实隔离、上当受骗的个案,却忽视了它增进人际交流消除孤独感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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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果;人们过多地关注因网络购物而损失钱财、购物上瘾的个案,却忽视了它给我们生活上带来的
便利、给我们心理上带来的满足;人们过多地关注因撰写网络日志、网络博客而泄露个人隐私的个案,
却忽视了在这样一个自由、便捷的网络环境中任思绪遨游、与世界沟通的快乐……
在低头族、网瘾族、游戏族等为全社会所诟病的当下,我们或许应该换个角度,对网络媒介的
“治疗”功能加以重视。在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中,网络可以成为专业治疗师与被治疗者之间的沟通
桥梁,这种建立在自由、非面对面层面上的人际交流可以缓解被治疗者的紧张心态,从而达到良好
的心理治疗效果。而在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中,人们对网络的利用更为自由,它的互动性、娱乐性、
内容丰富性、随时随地性等特征都可以被用来调整和干预情绪和心理状态。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网
络的非指导性媒介治疗功能更是随处可见,人们可以通过在网络中搭建灾区的救援扶助平台为灾
区人民打气,让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比如在今年的“云南鲁甸地震”发生之后,《中国之声》开通特
别直播《鲁甸紧急救援》,并联合网易、百度共同搭建紧急救援信息发布平台。受众可以通过拨打
《中国之声》热线电话,在《中国之声》官方微博、微信账号留言,登录网易新闻客户端跟帖,到百度云
南吧发帖4种方式发布信息。同时,由《华西都市报》发起并与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区重建基金共同
成立的“华西圆梦基金”开通鲁甸地震捐赠专线。基金除用于帮扶地震灾区孩子,也为其他需要帮
助的群体提供帮助。“@央视新闻”、“@中国福基会救灾救援部”也共同发起微公益紧急救援项
目。[20]许多媒体和网民利用网络媒体的力量为灾区救援、重建尽一份力,为抚慰人们焦虑的心理起
到了重要的“治疗”作用。可以说,如果我们对网络媒介的使用得当、对网络内容的选择得当、对上
网时间的控制得当,那么,网络将会成为我们的“随身医师”,随时为我们奉上一份“心灵鸡汤”,随时
为我们的内心疗伤。
四、媒介治疗的未来发展
  目前,由于研究者切入的角度不同、使用的方法各异、交叉学科的背景有别,与传播学相关的交叉理
论的发展迅速,且研究结论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征。本文从功能主义出发,将传播学与心理学相结合初
步探索了媒介治疗这一新的研究路径,文章对媒介治疗的概念、分类、特点、理论基础以及预期效果等方
面进行了介绍与阐释,也期望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未来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意识到了现有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理论运用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同时,也寄希望
于未来的相关研究能够弥补这些缺憾。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媒介治疗未来的研究方向做一些预测:
第一,由于本文仅仅是将媒介治疗看作是一种传播学研究的新的路径,寻找到了一些传播学的理论根
源,但并未站在理论的高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为此,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媒介治疗上升至理
论高度,系统探索其理论渊源与理论发展,将媒介治疗论打造成系统、完整、全面的传播学交叉理论。
第二,受研究方法所限,本文仅仅用简单的文献梳理的方法总结了不同大众媒介的治疗效果,
但并没有严密的数据支撑,为此,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需要从实证研究出发,用客观的数据
评判大众媒介为受众所带来的治疗效果,将媒介治疗理论运用至数据的分析之中,为提升媒介治疗
效果出谋划策,最终提出全面、有效、具体的方案或策略。
第三,由于本文属于初步探索性质的综述性论文,只能从笼统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论述大众媒介
的治疗功能,缺乏纵向的历史性的个案的支撑。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可以以单个的大众媒
介为例,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进行纵向的跟踪调查,以受众的媒介素养为出发点,从个案的角度
探讨媒介治疗针对不同个体或不同群体时的非指导性治疗效果是否会有不同,同时探索如何为不
同个体或群体打造属于自己的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方案,由此达到提升个体主动利用大众媒介进
行心理干预和调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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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本文中,笔者将指导性和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进行了严格分类,着重阐释了非指导性
媒介治疗的特点和效果,但并未提及两者间的相互借鉴。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非指导性的媒介治
疗可以从专业的、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中吸取经验,将具体的治疗方法、系统的理论成果等适当地加
以运用;同时,指导性的媒介治疗也可从非指导性的媒介治疗研究中获得启发。两种不同类型的媒
介治疗方式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将会给媒介治疗理论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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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研究
主持人语
符号学理论对于新闻传播研究的意义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新闻传播学的核心是生
产与传播意义,新闻传播领域也是当今最大的意义生产领域。这意义既受制于文化符号的规范又
生产符号,即使得意义循环/延异。符号学的立场和话语系统能够揭示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的意
义循环过程,使我们认识到话语的非遮蔽性和话语权力的实施策略。本专栏收入的文章是博士生
在"符号学理论精读"课上讨论、思考的成果。她有不成熟之见,也有不同解读,重要的是她出自一
种探索的激情。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到符号学与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来。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浙江大学 李岩教授
符号学与新闻学研究交汇过程的几个问题
李 岩
(浙江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一直以来,新闻学界将新闻作品定义为“关于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一是强
调新闻作品的时效性;二是言其事实,即真实,真相;三是报道,即创作。尽管在此基础上有内涵和外延
的不断扩充,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新闻作品的创作仍是被广泛认可的。
当我们将新闻创作———作品放在符号学的理论视野中加以分析研究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有
没有未经文字等符号表征过的事实? 新闻报道能够真实吗? 创作是“零度”的吗? 由此,符号学与新闻
学研究交汇后的焦点凸显出来。文章将从元理论、真实与真实性、客观与新闻写作的非“零度”等方面审
视新闻学研究面临的理论挑战。
[关键词]新闻学;符号学;元理论;真实性;客观
JournalismintheContextofSemiotics
LiYan
(Department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Inthefieldofjournalism,thenewsproducthaslongbeendefinedas“thereportontherecentfact.”
 
Thedefinitionstressesthreethings:thetimelinessofthenewswork,thefact(theactualorthetruth);and
reporting(creation).Thoughcontinualyexpandedinconnotationanddenotationonthebasis,creationofthenews
workscomposedofthetreebasicelementsarestilwidelyrecognized.
Whennewsworksaresurveyedintheperspectiveofthesemiotics,encounteredbyresearchersareissues:
Whetherthereexistfactswithoutbeingrepresentedbywordsorothersemioticsymbols,whethernewsreportscan
betrue,whethercreationofnewsworkscanbezero-degreewriting.Thus,thefociofjournalisminthecontextof
semioticsstandout.Thispaperattemptedtoprobethetheoreticalchalengesconfrontingthestudyofjournalismin
termsofmeta-theory,thetruevs.thetruth,objectivityvs.thenon-zero-degreefeatureofnewswriting.
Keywords:journalism;semiotics;meta-theory;truthfulness;objectivity
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创作的规律,它包括理论和业务两个方面。理论探讨新闻事
业与社会的关系,具体为新闻事业在社会整体框架中扮演的角色、功能及其起作用的方式,新闻事
业的历史、发展规律、新闻事业的管理等。业务部分的核心涉及新闻作品创作———建构意义的各个
方面。与任何意义的创作———建构一样,新闻作品用文字、图片、版面、声音、图像等符号构成完整
的意义,不同的是新闻作品的创作要坚守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如果违背这个原则,新闻作品的
价值就丧失了,新闻事业赖以存在的正当理由也将不复存在。因此,为了保证新闻作品的基本价
值,新闻写作形成约定俗成的创作模式,即任何一个新闻作品都必须在“五个 W”(何时、何地、何
人、何事、何因)方面保证其准确性,所言准确性是指可以通过人们认可的标准一一验证核实。这一
直是新闻学研究坚守的前提。这个前提基于唯物论的思想基础,唯物论的思想告诉人们真相是存
在的,人们研究并且能够展示真相。这样一来,人们容易把新闻作品当成事实本身,其生产的意义
也被当作了真相。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和反思,这种简单的唯物论被逐渐抛弃,意义世界的概念唤
起人们对意义如何生产的兴趣和关注,一些被人们普遍忽视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呈现出来,即意义
与话语与文化的关系,意义生产过程发生了什么等等,这种追问显示了新的求索的力量。
一、关于元理论的认知
  符号学与新闻学的交汇以及碰撞首先是在基础理论方面。话语转向以来,现代哲学关注的主
要对象不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意义与世界的关系,意义的生产与语言密切相关。索绪尔在其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分析了语言构成的两个部分:能指与所指,并且指出两个部分的对应关系是武
断的、随意的、约定俗成的。因此,对于意义的阐释自然将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看
到在符号学的视野里也不再讨论客观与主观的问题。
斯图亚特·.霍尔在《表征》一书中从“语言如何被运用于表征世界”[1]15的问题出发,梳理了哲
学的三种理论:反映论的、意向性的、构成主义的。前二者依然纠结客观与主观的问题,后者认
为意义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被建构的。这里用通俗一些的说法表述如下:现代哲学认为所谓
的世界不是客观或主观的世界,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所有的意义都是被语言建构的。的确,
我们很难找到没有意义的人、事、物,我们提及到的人、事、物都是有意义的,也都是语言建构的。
当然,建构过程是颇为复杂的。海登·怀特在《形式内容 叙述话语与历史再现》一书的前言部分
就明确指出,“叙事话语远不是用来再现历史事件和过程的中性媒介,而恰恰是填充关于实在的
神话观点的材料,是一种观念或伪概念的‘内容’。这种‘内容’被用来再现真实事件的时候,赋
予这些事件一种虚幻的一致性,并且赋予它们各种意义,这些意义与其说代表的是清醒的思想,
还不如说代表的是梦幻。”[2]1
以上思想者或是从文化理论的建构,或是从历史的建构等方面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哲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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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转向,霍尔将其称作我们的知识的重要转向方面,这种转向挑战了关于历史、事实、概念的原
有论述。① 遗憾的是,新闻学的研究却对这种转向的价值认识不足,尤其是国内的研究方面。
如果我们采用了现代哲学-符号学的立场看待新闻作品,回答是这样的:新闻作品是经由语言
建构的,新闻作品是对人、事、物的表征。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有没有不被表征的事实? 事
实被报道时可否做到真实? 真实如何被界定?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我们坚持一种真实原则,尤其对新闻作品的要求没有改变:真实,真实,还
是真实。当我们这样要求新闻作品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认为有一把衡量是否真实的尺子,这把尺子
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中。有了这把尺子,人们才有了对是否真实的标准的认可。坚持这个原则的
时候,却忽略了尺子是谁制定的这个追问。
如果用符号学理论解读新闻作品的生产的话,首先要有一个理论立场的转变,即不再认为在报
道之前有一个纯粹的事实存在过,任何一个新闻作品所涉及到的事件要素都是被选择过的,且在一
定的叙述模式中被建构起意义来。新闻作品无法做到真实无误。沿这样的思路继续深入思考的
话,我们必须承认新闻作品的真实原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虚设,一旦人们对新闻作品与真相之间
的关系不再关注,对新闻作品的研究转向了生产何种意义、生产过程受制于什么,或者说意义是如
何被建构的时候,站在原来的理论立场上,无法支持这种研究。
现今社会,人们对于信息的依赖越来越明显,获取信息、组合信息、达成信息共识是日常生活的
主要内容之一。如果从语言与意义世界的关系来思考这种现象和问题,我们要避免事实与报道之
间是否真实、如何真实的纠缠,需要让新闻学的研究从“反映论”的思路中走出,来到“构成论”的视
野。这个时候,重新界定新闻作品迫在眉睫。
二、真实与真实性
  如前所述,话语是建构意义的,不是反映真实的,符号学也不讨论符号言及的人、事、物是否“实
在”的问题。罗兰·巴特在论及符号的神话性时明确指出“神话是一种语言”[3]初版序,换一种说法,
即经由语言所说的是神话。以此类推,新闻作品也是神话作品。那么,为什么我们却没有将其当作
神话解读? 为什么还给予“真实”的厚望呢? 因为新闻作品的写作原则———“五个 W”,保证了新闻
作品的真实性。
关于“真实性”一词释义:1、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自己做的”“最初的”。真实性概念最初用于
描述博物馆的艺术展品,后来被借用到哲学领域的存在主义的研究中。后特指文学艺术作品通
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正确程度。2、真实性(validity),亦称效度,指测量值与实际
值相符合的程度,故又称准确性(accuracy)。在测量方面,真实性用于评价筛检真实性的指标
有:灵敏度与假阴性率、特异度与假阳性率、正确性、似然比和符合率。这里所言的真实性,倾向
于第二种解释。
所谓真实性是说具有真实的性质,新闻作品的真实性,是指以“五个 W”为指标,评价筛检作品
的准确度,或曰“五个 W”是新闻作品达到反映生活的正确程度的标准。具有了真实性必须用人们
认可的科学的方法进行检测,被人们广泛认可的检测标准是真实性的唯一保证。这里的基本逻辑
可以如此梳理:五个要素是可以检测的、符合五个要素就是真实的。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
个新闻作品是真实的是因为它符合关于真实的标准而不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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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图亚特.霍尔称“话语转向”是近年来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参阅斯图亚特.霍尔编,徐亮
等译《表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
但是,我们从新闻作品中随处可见那些概念的嵌入和叙述的安排,它说明即使最简单的叙述,
也有意义产生。例如新闻标题:“李克强访欧细节:默克尔亲定菜单专门准备烤鸭”①。标题中有三
个关键词———李克强、默克尔、烤鸭。显然这条标题不是具体指称李克强、默克尔二人和烤鸭一物,
而是通过三个关键词的组合生产意义的。中国总理受到德国总理的款待是第一个意义;准备烤鸭
说明了款待的周到和热情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是指中国和德国发展友好关系。
在符号学理论的立场上研究新闻作品的话,即使经过“五个 W”被检测确定为“真实”的作品,
依然是一种神话。因为新闻作品的真实性基于现实确认的检测标准,这个标准一是被认为是科学
的,二是被认为是符合常识和逻辑的。“科学的”是人们目前维持真实的最有力的话语。“科学的”
包括符合规律的和对应现实的。但是,规律是人发现的,或者说是被人描述的,从这个角度讲规律
也是一种意义。谈到常识与逻辑,更多地是基于同一种文化群体中众人共同分享的概念图建构的。
这共享是因为我们用“很大程度上相同的概念图并因此用差不多相像的方法理解和解释世
界”[1]18。它没有所谓的客观事实,却有检测其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的尺子,我们可以把与这两
个方面相符的作品称作有新闻真实性的作品,或新闻作品。科学的检测也好,相同的概念图也好,
它们所给予新闻作品以真实性的特征,而非能够使其还原为真实。这样,新闻学理论所讨论的真实
问题,在符号学视野中是指新闻作品具备了人们认可的真实性。
新闻作品是一种“神话”,但是这种“神话”却被认为是真实,我们看到“神话”变成真实需要有两
个方面的支持,一是所呈现的画面(电视为例)与人们记忆、常识相吻合;二是逻辑与秩序符合规定。
所谓未经文字等符号表征过的事实是不存在的,用霍尔的话来解释:表征有两个系统“第一,存在一
个系统,依靠它,所有种类的物、人、事都被联系于我们头脑中拥有的一套概念或心理表象。没有它
们,我们完全无法解释世界。所以,意义依赖于我们思想中形成的可以代表或‘表征’世界,使我们
能够指称我们头脑内部和外部两种事物的各个概念和形象系统”[1]17。前面提到的两个方面的支
持,对应于“我们思想中形成的可以代表或‘表征’世界”;第二,是由“对各个概念的组织、集束、安排
和分级,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复杂联系的各种方法所组成”,[1]17例如,想象性与区别性原则。用罗
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揭开这层面纱,放弃对事实与新闻作品的真实与否的讨论,对新闻在传播信
息、达成共识方面的研究就是转向意义生产的研究。
三、客观与新闻写作的非“零度”
  新闻作品的创作一直以来以追求其客观为要,它要求记者在创作的时候用客观的态度描写所
见所闻,不能够加油添醋,不能够煽情。例如,在1960年代美国出现的精确新闻学,提倡记者在采
访新闻时,运用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收集资料、查证事实,报道新闻。甚至
强调用数据分析新闻事件,尽可能避免主观的、人为的思考的介入,保证新闻作品更加客观、公正、
令人信服。精确新闻强调用数据说话,因为它认为数据是所有话语中最精确的表达,这是在用科学
的思维追求客观地表达,在人们的认识范畴内,这似乎还是唯一通达客观的途径。这里且不论数字
是否客观,数字所在位置与前后文的关系是否还可以使其独立的问题,只是说明客观是新闻作品创
作者的一种追求,也是新闻事业的要求。那么,在符号学的理论视野中,这种客观只能够是一种理
想,是一种看似自然的创作。
客观是指作者的创作态度。创作者能否能够达到客观地创作的要求呢? 或有不带任何主观色
彩、忠于事实本身的文字描述呢? 对于新闻作品的创作而言,最终是否达到不重要,客观作为一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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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必须确认的。这是创作者的一种自觉,一种境界,全在于他们对此的理解和实践能力。达到客观
和“写作的零度”要求一致,这样必须有两个前提,即语言是透明的,人可以抽离已有的意识进行创作。
在符号学中罗兰·巴特专门论述过“写作的零度”问题。罗兰·巴特针对一些作家为使作品创
作真实可信,认为作者是可以达到零度创作的境界的论说展开论证。罗兰·巴特从符号学的立场
予以否定,他说:作家在徒劳地创造一种自由的言语活动,而人们却丢给他一种加工过的言语活动
……因此,便出现了写作的死胡同,在作家看来,寻求一种非风格,非口语风格,即写作的一种零度
或一种口语程度,[4]41-48成为一种写作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这是使用文字却又试图摆脱已有文
字写作格式的一种挣扎,这种挣扎是人希望客观的努力方式。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自然包括我们
自己,都是文化的人,即意识形态化的人,因为这个特点,我们可以沟通,可以共同理解彼此的意义,
这也说明我们共同受制于我们臣属的这个文化。要做到零度创作,意味着要从自己从属的文化领
域拔地而起,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闻作品的体裁多样,不同题材形成各自的叙述形式,在新闻创作实践、在课堂教学活动中,
采、写、编、评四大业务都有较成熟的教程,但是,这些教程教授写作不同题材的基本要领,也规范作
者的创作,并且规范着人们对新闻作品的解读方式。即使是网络信息传播,也难脱羁绊,不过网络
是一种更加复杂的“风格”。
网络传播以互动、快捷、人人传播的形式使大众传播媒介的创作进入网络话语传播的程式控制
中,包括关注的事件、用语和思考路径。例如,微博140个字的限制,使微博的信息变成快餐信息,
微博的迅速转发和广泛影响,又使这种信息更加程序化。微博的关注人气的统计或明或暗地操纵
着各种话语。福柯认为,话语构造了话题。话语采纳了某些特定方式谈论一个话题,限定一种可接
受和可理解的方法来谈话、写作或为人,所以,话语也排除、限制和约束了其他的言谈方式,与该话
题有关的为人方式或建构有关其知识的方式。[1]44网络传播也不例外。
大众传播媒体在微博时代,在微信息传播的推动下,摆脱了原有的报道风格,却又陷入网络言
语的混乱中,人云亦云。“言语活动的多样性就像一种必然性在起作用”,在人人传播的多样性中,
新闻作品从一种风格的限制中迈入一种非风格的,却又是形式感极强的写作模式。两者不同在于,
前者因袭传统新闻创作规律,后者表面看无规律可循,但是,必须不断迎合一种网络时尚风格———
关注什么、如何表述、传播热度等,这样的迎合使新闻作品更加青睐于形式,例如“标题党”一说,使
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内容是如何嵌入形式的要求之中。
尽管,新闻作品对“零度”创作的追求是那么地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新闻作品如果能够实现
这种创作的零度,就有可能具有客观报道的美誉。但是,要实现“零度”创作又是遥不可及的。因此,
新闻作品创作的客观是一种创作者的态度,而不是结果,网络传播时代使非零度创作更加赤裸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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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媒介·话语:城管困境的传播学解读
胡雨濛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在街头执法的过程中,“城管”话语被建构为讽刺意味的符号,被赋予了“野蛮”、“暴力”等能
指。城管并非现代城市所独有,类似概念古已有之;但为什么会在当下社会面临诸多形象困境? 本文先对
城管的执法逻辑进行分析,发现自诩代表市民利益的城管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地方政府对秩序美学的追求;
加上城管在公务活动中观点、程序、方法上的失当以及其执法对象“弱势”意义的生产,造成了该群体的民
意丧失。随后,本文从符号学和话语的角度入手,对城管困境进行传播学解读。城管形象的建构主要依赖
于亲身印象、媒介形象和网络形象。公众对暴力事件给予较多记忆;媒介建构了失真的“拟态环境”;网络
的特点又使舆论更趋极化:共同书写了城管的负面符号。在符号形成过程中充斥着大量官方话语、媒介话
语与民间话语的博弈。新媒体的兴起造成民间话语抵抗官方话语的力量加强;媒介话语在承载这种对立
的基础上,发挥媒介本身的话语力量:三方博弈的结果使城管身份不断定型,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为走出
困境,重构城管话语意义,城管尝试采取了“归罪于临时工”和“异化执法”等策略,但收效都不如人意。
[关键词]传播;城管;符号;媒介;话语
Symbol,Media,Discourse:CommunicationStudiesonUrbanManagementDilemma
HuYumeng
(ColegeofMediaandInternationalCultur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Inthelawenforcementprocessonthestreets,thesymbolicmeaningof"urbanmanagement"is
consideredironicaly withthedesignatum of"savage"and"violence".Urban managementisnotaunique
phenomenongeneratedbythemoderncity,andsimilarconceptshaveexistedsinceancienttimes;butwhythis
signansisfacingso manydifficultiesinthepresentsociety? Thispaperfirstanalyzesthelogicofurban
management’slawenforcement,andfindsoutthattheurbanmanagementwhichclaimstorepresenttheinterestsof
thecitizensismoreforlocalgovernmentstopursuetheaestheticsorder.Withsomeimproperinterpretationsofthe
concept,programandmethodinthelawenforcementprocesswhiledeveloping"vulnerable" meaningtowards
peddlers,theurbanmanagementisgradualylosingcontroloverpublicopinion.Subsequently,thispapermakesa
communicationalinterpretationontheurbanmanagementdilemma,intheperspectiveofsemioticanddiscourse.
Constructionofurbanimagemainlydependsonthepersonalimpression,mediaimageandnetworkimage.Many
memoriesofviolencegivenbythepublic,thedistorted"pseudoenvironment"constructedbymassmedia,andthe
grouppolarizationmadebythecharacteristicsofthenetworkarethreeelementswhichhavemadethissymbol
negatively.Therefore,thesymbolformationprocessincludesthestrategicdecisionmakingamongofficialdiscourse,
 
mediadiscourseandfolkdiscourse.Theriseofnew mediacausesfolkdiscourse’sgrowingstrengthagainstthe
officialdiscourse,andmediadiscourseplaysitsownpower,resultinginurbanmanagement’sidentitywhichis
constantlyshapingthesocialconsensus.Inordertogetoutofthepredicamentandreconstructthediscourse
meaning,urbanmanagementtriestotakethe"blametothetemporary"and"alienationoflawenforcement"
strategies,whicharenotsatisfactory.
Keywords:communication;urbanmanagement;symbol;media;discourse
引 言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古已有之。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外来人口和失业人员迫于
生计成为流动摊贩;其中部分占道经营、堵塞交通,成为城市的痼疾。城管作为城市的“管家”,走街
入巷,根据地方政府意志对城市秩序进行维护。不同于工商、卫生、交通等部门,城管权力产生的地
方性,决定了它要经常为地方利益开路。在很多情况下,城管行使“集中处罚权”时往往缺乏坚实的
法律立足点;执法环节中的运动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弊病和难以彻底杜绝的野蛮执法给了大众负
面观感;在与普通民众打交道时,这些“街头官吏”与商贩难免发生冲突,上演“猫鼠闹剧”甚至演变
成街头惨案,并直接为民众所围观和评判。以上诸种因素糅杂,造成城管的执法困境和形象困境。
城管是中国特有的城市管理体制,代表一类执法队伍,是街头和虚拟世界里围观性公共事件的
主角,更在民间话语、媒介话语的双重参与下成为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符号。城管身份生产是融
合的媒介权力的产物,无论是流动摊贩、城市公众还是执法者自身,都对城管形成了刻板的认识。
围绕城管执法所出现的民意与司法的对垒预示着城管体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
一、接手“街头执法”的“烫手山芋”
  城管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兴起的,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行政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多头执
法、重复处罚、职责交叉、效率低下等问题。按照“集中行政处罚权”,城管将原属工商、环卫等职能
部门的处罚权分割包揽过来,负责城市规划、市政设施、公用事业、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五块
的行政执法①,维护城市秩序。
城管部门处于城市治理的末端,其职责错综复杂,承担着政府职能中最艰难的部分,如原属环卫
部门管理的“三乱”治理、原属规划部门管理的违章建筑拆除、原属交警部门管理的“黑车”取缔等。由
于这些职责与公众接触最直接,且执法地点大多在开放的、容易引人围观的街头闹市,因此城管经常
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交集点,化身为政府部门的一个符号来集中承受民众的不满和怨怼。
其中“街头执法”最“烫手”的一个“山芋”就是对乱设摊的取缔。流动摊贩大多属于社会弱势群
体。一旦在执法过程中发生冲突,围观民众会基于对弱者的同情而不支持城管执法。几乎每一个
生活在城市的人都或多或少目睹过城管的“运动战”及其与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城管来,摊贩
跑;城管走,摊贩回———这种闹剧执法留给民众滑稽的亲身观感。此外,也有一部分市民亲眼目睹
过城管暴力执法、野蛮执法的行径。总之,民众结合自身体验、媒介报道、网络参与,综合形成了对
城管的刻板印象。“城管来了”成为一个极具呼号意义和讽刺意味的话语。“城管”一词,不再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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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职业指称,而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被赋予了“野蛮执法”、“缺乏人性”等特殊的能指。意义最终
建构了城管的群体身份,并通过话语的建构和媒介传播得以进一步巩固,使得城管的身份被固定下
来。城管队员本身也被“城管话语”所规训,顺延、书写“城管话语”所建构的种种执法时野蛮、暴力、
颐指气使等的主体特征。
二、“城管”考古
  城管并不是现代城市所独有的话语符号。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城管”一词,但如“监市”、“街
道司”、“督理街道衙门”等机构,承担相似的城市管理职责。《庄子》中记载:“监市履狶也,每下愈
况”①,其中“监市”指市场的监管者,与今之城管相似。《旧唐书》亦载:“监市践于衙,理市治序”②,
说明“监市”的城市管理职责。北宋初期,城市商业更加发达,地方政府成立“街道司”来维持城市街
道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管理违章搭建、占道经营的商贩③。清代的北京,专设“督理街道衙
门”④负责街道管理等。
“城管打人”之事在古代也并非鲜见。但大多都是有法可依,“杖打”或“鞭打”是明文的管理手段。
如针对占道经营,宋代《宋刑统》“侵巷街阡陌”条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明朝《明会典》则令
“凡侵占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⑤。除此之外,关于其它城市管理规范的
立法,古代亦颇为成熟。《唐律》规定:“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⑥;宋代在沿街
要道旁立“表木”⑦,标记可设立摊贩的范围。凡此种种,成为古代城市管理者执法的依据。
三、执法逻辑与困境
  在谈及城管时,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城管究竟为谁执法。如果为百姓执法,那么为何反而招
致坊间诟詈———而其执法对象,那些占道经营的摊贩,则会得到普遍的同情:似乎流动摊贩对百姓
而言并不是困扰,反而为生活提供了便利;如果说城管在为地方政府执法,那么这种秩序美学,是否
造成了对公务暴力的召唤,是否成为城管话语意义嬗变的根源? 城管的执法,究竟遵循何逻辑,其
困境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
(一)“秩序美学”的驱使
“秩序美学”是人类在现代社会中因为对陌生、具有流动性的“异质”感到不适,便想通过建构一个秩序,
来排斥、控制这些“异质”,获得一种对和自己有关的一切的确定性、掌控感的渴望。[1]按照鲍曼的理论,城市
政府往往会把对秩序美学的先验渴望,渗透进对“异质”、“他者”进行控制、驱逐的制度设计中。在这种制
度的驱使下,摊贩成为被防范的对象,因为他们玷污了城市的美学景观,混淆了城市的功能分区。
在这场漫长的街头拉锯战中,政府对秩序美学的渴望直面的最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小贩的生
存权———作为社会弱势人群,他们需要以这种方式谋生。这一困境看似仅是少数个体间的矛盾,实
际却带来整个城市结构的痉挛。更通俗地说,城管对流动摊贩的驱逐、处罚和没收工具,体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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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出自《庄子·外篇·知北游》。
出自《旧唐书·三卷》。
参见关山远《说一说宋朝的城管》,《人民文摘》2013年第9期,32-33页。
参见倪万六《古代城管的立法与执法》,《协商新报》2013年8月31日00E版。
同上。
参见陈亦权《城管在唐朝》,《国学》2009年第5期,79页。
参见吴钩《宋代的“城管”与拆迁》,《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80-81页。
种病态的政绩观。在很大程度上,城管执行的不是公众意志,而是领导意志,是精英阶层和既得利
益者对城市秩序的设定。但处于社会底层的谋生者不会关心城市规则,而是基于生存逻辑来考量
问题。这种逻辑上的偏差造成了城管执法的困境———他们作为公权力在街头最直接的代表和符
号,接受民众最多的审视和拷问。
(二)观念、程序与方法的失当
中国人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或多或少地带入到城管符号书写和话语建构中,形成官民二元对
立的社会符码。城管执法人员在这一语境下执法,往往形成扭曲的执法观念,将自己作为管理者和
执法者,扮演“街头官僚”的角色[2]。
观念的失当导致执法程序的不尽规范。城管队员普遍缺乏程序意识,在执法过程中不出示证
件、不履行相关告知义务、不举行听证会。此外,在实际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城管拥有很大的自由
度,“运用他们手中自由裁量权来管理他们的工作环境,从而使得他们的工作变得容易和安
全”[3]613。在实践中,则表现为滥用执法权、随意执法,凭个人意愿决定处罚力度,对有利益关联的
执法对象施行象征性执法等。
最后,执法方式也存在失当现象。如手段单一,重“堵”轻“疏”、重“罚”轻“劝”。“猫鼠闹剧”产
生的根源即是城管的“运动式”、“突击式”执法。通过“专项治理”、“集中整治”,看似硕果累累,实际
治标不治本,既浪费了执法资源,又助长了违法者的投机心理,更有损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三)流动摊贩的“弱势”符号与城管的“民意丧失”
流动摊贩这个词与“底层”、“他者”等意义相关,这种意义在以城市为主导立场的大众媒介传播
下,不断固化其身份和现有的官民对立二元结抅。虽然少数情况下,这一职业可能可以带来较高的
经济收入,但持续的意义书写已经赋予了其被同情的姿态,流动摊贩成为了“弱势”的代名词。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农民大量失地,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促使他们作为外来者迁移到城
市。又因为大多数农民缺乏技能,只能从事低成本的摆摊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企业改制等因素
带来大批下岗工人,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部分失业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摊点生意。从这个角度
说,流动摊贩的生计选择大多是无奈之举,是在社会保障体制有缺陷的背景下的自我救助,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便利。基于这一点,不管是流动摊贩本身,还是其他市民,都普遍
认为摊贩是底层的、友善的、值得同情的,同时也是正义的。流动摊贩的“弱势”符号由此产生,并对
应地生产出了城管的“强势”、“非正义”符号。这样,无论是否有“执法依据”,城管如果超出了“文明
执法”的范畴,就碰触到了民众的敏感神经。再加之公众对公权力的普遍警醒和防御,小贩往往能
获得民众的社会支援,一起形成一个谴责城管的心理共同体和舆论阵线。
四、形象建构:亲身印象、媒介形象与网络形象
  城管执法大多是常态工作,但这些常态工作无法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更难以进入媒体场域
或成为网络讨论的议题。一旦恶性事件发生,不管是小贩受伤害还是城管队员成为受害者,都能迅速
为媒体所捕捉,进入媒介议程和网络舆论圈,修正公众对城管的印象,最终形成难以轻易动摇的刻板
印象。
在小贩受到打骂甚至发生伤亡的惨剧中(如2013年临武卖瓜小贩邓正加身亡),城管固然受到
公众激烈的批评;在城管队员成为受害者的事件中(如2006年北京小贩崔英杰挥刀刺死城管队员
李志强),小贩获得了普遍的舆论同情,民意与司法严重相悖,这隐喻了:城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污
名”。城管的身体形象直接出现在民众和媒体的视野里,以肉身“执法”,这种形象通过公共领域的
传播成为城管整体形象的具象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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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身印象
城管工作的开放化、公开化,使城管活动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社会公众通过与城管亲身接触
的经验,建构了一个狭小范围的城管形象,这种接触一般是通过遭遇和围观所获得的,既可以是城
管日常的工作管理,也可以是恰巧遇到的执法事故和街头冲突。因此,通过亲身印象获得的城管形
象往往是褒贬参半的。
但是由于公众对特殊的、甚至暴力的事件给予较多的关注和记忆,这种亲身印象会向负面的方
向偏倚。再加之公众作为被管理者所直面的城管事件往往是冲突的事件,如临时停车等,更固化了
对立的形象。
(二)媒介形象
如果说公众通过直接接触对城管形成的印象还是相对公正的,那么媒介所建构的城管意义,则
带有了强烈的负面色彩。因为城管兢兢业业的形象毕竟是常态,对媒介而言没有足够的戏剧冲突
和新闻点;在报道城管相关的新闻时,媒体一般会选择能够挑动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的立场,将其
塑造成暴力执法者的形象,将公共舆论引向不利于城管的一边。
这种媒体的报道日益掏空着“城管”一词的原有能指而赋予了新的所指,并极大影响了公众头
脑里的城管形象。受众“过多地接触‘新闻’(那些非常的、反常的事件)会使受众对社会上究竟什么
才是通常的、合乎常规的事情知之甚少。[4]210”媒介拥有的话语霸权导致拟态环境生态失衡,其对
城管故意或无意的非公正报道让公众形成刻板偏见。
(三)网络形象
网络社群对于城管议题的讨论则更加赤裸和极端。由于匿名性,言论在自由和随意、肆意之间
游走,网络成为部分网民发泄情绪的空间,“城管打人”的题材恰合了发泄的着力点。情绪化的网络
言论抛弃了理性、客观的束缚,并在群体之间感染、发酵。
同时在公共舆论场域中,值得广泛议论的城管议题往往是影响较大的城管事件,这种事件因为
触碰到了公众预设的道德底线,会带来全国范围内的讨论和评价。在“极化”现象的辅助下,网民建
立起彻头彻尾的负面城管形象,城管成了一个有“原罪”的群体。
五、话语博弈:官方话语、媒介话语与民间话语
  话语具有建构性的力量。城管尽管是一类既有群体,但“城管”话语的意义却不是先验存在的,
从1996年这个群体在北京宣武区诞生起,各种新的所指进入“城管”的能指,“并以合理的方式建构
出多重意义,这些意义通过某些话语策略变成一种自然化”①。
那么“城管”这个话语在现实社会语境中是如何被赋予意义的? 这些意义的所指被置入进“城
管”这个能指之后,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进入社会,成为“城管”群体的社会身份的呢? 要考察“城管”
的话语博弈,必须至少从官方话语、媒介话语和民间话语三个维度入手。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三种
话语是完全隔绝的。舆论在三个话语空间中交错、互动,占主导位置的言论常常在官方话语空间和
民间话语空间之间流动;媒介话语更是融合了政府、商业、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博弈,形成变动不居的
话语景观。
(一)官方话语
政府话语由党和政府传达公共政策、发布权威信息而形成,以政府文件公告、法律法规、新闻发
布会等为传播载体。党报的大部分关于城管的报道显露出官方话语运作的痕迹———以正面报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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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赵凌《媒介·话语·权力·身份:“农民工”话语考古与身份生产研究》,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2013年博士论文。
主,消息来源主要来自城管局、市政府等官方机构,围绕着城管执法活动进行。而随着媒介融合的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官方话语的发布也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媒体,开始向网络等新媒体平台延伸,
政府网站等机构充当了官方表达的角色。
(二)媒介话语
媒介话语是以大众媒介为主要载体的话语体现。“大众媒介往往同时承载着官方话语和民间话
语”①。城管的媒介身份呈现出一种矛盾,媒介建构的城管的各类身份彼此并不完全统一。这种矛盾
本质上是各种话语在城管媒介话语场域作用的结果。政府希望建立的城管正面形象,与民间、坊间对
其的策略性抵制、反抗相互博弈,体现在媒介的话语权力运作之中。当然,媒介在城管话语博弈场中
并非是被动的载体,相反,它会在话语实践中充分融入新闻价值、专业主义等因素。尤其是一些标榜
社会化或市场化的媒体,在受制于出版周期、审査、新闻管制的时候,会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突围”,
帮助民间话语一起对抗官方话语,甚至有时能够“带动民意”、“激起民愤”,在话语场域中占优势地位。
通过种种的媒体话语实践,“城管”一词预设了主体身份,这种主体身份成为城管的群体特征,
把其中的个体束缚在固有的特征之内。当发生与城管相关的新闻事件时,媒体会套用先前既定的
话语框架来进行叙事。通过这种不断的媒介意义的建构,城管的主体身份被不断定型,不断固化,
最终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三)民间话语
民间话语包括———并且最主要地体现为———网络话语,此外还包括一些以手机短信或人际传
播渠道为载体的坊间话语。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前,官方话语处于霸权位置,民间话语主要存在
于饭局、出租车、街头巷尾之中,以一种隐晦的、私密的、非正式的方式,通过人们口耳相传。随着新
媒体兴起,互联网成为民意表达的主要场所并且形成了集体性的话语力量,对官方主流话语进行消
解、颠覆与解构。“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在网络这个公共话语空间中就话语权利和权力进行激烈的
交锋和碰撞。”[5]35
通过互联网平台,公众开始成为言说和行动的主体,具备了影响最终意义形成的力量。政府成
为“被言说”的对象,尤其是直接与普通民众打交道的城管,成为官民矛盾的宣泄口,决定了“城管”
话语的民间意义走向。
六、“替罪羊”策略:恶性事件的“临时工”归因
  在城管恶性事件发生后,面对气势汹汹的民意,政府和城管局势必需要有所回应———往往采取
“替罪羊”策略———将事件归罪于“少数素质不佳”的“临时工”。舆论对这种“临时工”归因抱有极大
的怀疑,认为不过是找人顶罪而包庇了“真凶”。然而实际上,“临时工”制度确实是“暴力执法”的要
件之一。“临时工”是一线执法队员的主要构成部分。一旦出现城管“暴力执法”的案例,“临时工”
也总是占大多数。并且“临时工”的构成人员非常复杂,对其教育和管理相对困难,造成部分“临时
工”行为随意,缺乏执法经验,容易造成恶性事件。实际上,“临时工”并不享有街头执法权②,“临时
工”和“正式工”也不再是划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合同的期限划分③。然
而,城管的“临时工”现象依旧存在,主要是因为在政府“简编定岗”的背景下,编制有限,为保证城市
管理能够低成本地进行,城管局不得不雇用大量无编制人员。
66 中 国 传 媒 报 告 第13卷
①
②
③
参见卞清《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互动与博弈》,复旦大学2012年传播学博士论文。
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参见《合同法》第十二条。
那么这种“替罪羊”策略对城管话语困境的消解确实行之有效吗? 不管产生公务暴力的根源果
真是“临时工”的过错,还是以“临时工”为借口摆脱行为失当者和城管的关系,这种策略都只能在对
独立的城管事件解释时发挥些许作用。对于城管话语的整体困境而言,该策略不仅不能彻底扭转
城管的负面形象,书写正面的意义;反而容易使其陷入更为不佳的评价中,造成民间话语和媒介话
语对其更多的指摘。因为对频频发生的城管事件,话语已跳出对少数执法队员的身体暴力的关注,
而上升到对体制问题的警醒和批评。
七、异化执法:能否重构意义
  话语是对意义的建构,同时也生产对象和主体。关于城管暴力话语的建构形成了当下的城管
主体。为了重构意义,城管势必要有所变革,修正话语场域。对此,部分城管执法走向另一个极端:
用与“暴力执法”相对的有噱头的方式来进行执法。如武汉市城管局的“注视执法”,昆明市城管监
察女子中队的“美女执法”,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稠城大队的“无情绪执法”,宁波市北仑区城管霞
浦中队设立的“委屈奖”等。那么,这些异化的城管执法方式究竟是否可以重构城管话语的意义,打
破城管媒介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既定符号学内涵呢?
诚然,城管执法模式从“暴力执法”到“温和执法”,确是有益的尝试,可这些执法方式不过是自
我抑制的态度收敛。从社会层面而言,异化的执法方式使商贩没有了暴力抗法的理由,可“猫鼠现
象”依旧继续上演,这日渐消磨了采取异化策略城管的耐心,最终必然重归强制执法之路。如果从
理论层面探讨,那么城管采用的异化策略,无疑是从反面强调和印证了“‘暴力执法’才是常态”这一
命题。城管主体为了抵制当下的话语指向,绞尽脑汁标榜和展示自己种种温和的执法策略,但不管
是“眼神执法”还是“美女执法”,“他们在为自己命名的过程中就排除和抛弃了神话”[6]208。在抵制
话语的实践过程中,城管一边愈加想要摆脱“暴力”之名,一边其实“自己指出了自己的面具”[6]209,
强化了原有的城管话语意义。
城管为了抵制民间和媒体话语的建构,与其采取别出心裁的执法方式,倒不如将部分管理权让渡
给市场和社会组织,不要时时“在场”。当城管从对“人”的管理变为对“事”的服务时,当它从“规定秩
序”转变为“提供秩序稳固的条件”时,社会对城管的敌意才可能有所消融,意义才有可能发生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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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野下的女性形象生产
———以情色贪腐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为例
江素珍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情色反腐”成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腐方式和媒介现象。在情色贪腐报道中,女性被塑
造成“祸水”、“反腐先锋”等形象。这实质上是媒介利用隐喻的框架等手法所制造的一种新闻神话,在这一
神话中,女性被充分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从符号学的视角来分析情色贪腐报道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是基于
罗兰·巴尔特的符号神话理论和雅各布森的隐喻模式。在“女人是祸水”这一神话的制造过程中,女人的
历史真实性被掏空,变为一种空洞的形式,媒介再将关于女人的新的意义填充到这一形式当中,以帮助受
众形成“女人是祸水”的概念。而媒介关于女人隐喻的框架则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和系统性,女人一旦进入
到这种媒介所设置的框架中,便无法逃脱被谴责和消费的命运。
[关键词]符号学;情色贪腐报道;女性形象;神话;隐喻框架
TheProductionofFemaleImageinthePerspectiveofSemiotics:
FemaleImageinEroticCorruptionReportsasanExample
JiangSuzhen
(CollegeofMediaandInternationalCultur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2,China)
Abstract:TheChinese-styleeroticanti-corruptionhasbecomea mediaphenomen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theeroticcorruptionreports,womenwereportrayedas"troublemakers",“anti-corruption
pioneer”andothernegativeimages.Thisisessentialybecauseoftheuseoftechniquessuchasmetaphorframework
createdbythemediaasanewsmyth.Inthismythology,womenarefulystigmatizedanddemonized.Theattempt
toanalyzetheimageofwomenintheeroticcorruptionreportsismainlybasedonRolandBarthes’myththeoryand
Jacobson’smetaphormodel.Inthemanufacturingprocessofthemyth"Womanisthesourceoftrouble,”the
woman'shistoricaltruthisemptiedintoanemptyform,andthenmediawilfilintotheformwithnewmeaningof
womaninordertohelptheaudiencetoformtheconceptof"womenaretrouble-makers".Themedia’smetaphor
frameworkofwomenhasbeenprofoundlyhistoricalandsystematical;onceenteringtheframeworksetinthe
medium,womenwilneverescapethefateofbeingcondemnedandconsumed.
Keywords:semiotics;eroticcorruptionreports;femaleimage;myth;metaphoricalframework
 
一、引言:情色贪腐报道中的女性
  长期以来父权语境都是作为控制社会话语动向的主流语境发挥着作用,在这种语境的作用下,
女性意识一直处于一种半蒙昧和半觉醒的状态中。一方面,大部分女性接受了这种历史传统和现
实状况,没有对自己的社会文化角色进行深刻的反思。另一方面,少数女性进行着相当无力和虚弱
的反抗,试图改变自身的境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当男性作为社会主流人群出现时,他们既代表
着自己的利益,也代表着社会的利益,话语总是倾向男性。”[1]105男性的主体地位仍然不可撼动。
在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意义世界中,女性不仅仅处于被动位置,她们的形象还存在着被污名化和妖
魔化的危险。媒介作为社会话语和社会意义的重要制造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一些贪腐报道中,女性被描绘成与腐败和欲望有着天然联系的形象,这类报道的潜在话语
是,“女人是祸水”,“女人是男人腐败的根源”。并且这种话语模式已经被社会作为一种事实普遍接
受了下来。
情色反腐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媒介的迅速发展而逐渐盛行的,最早是通过曝光官员的性丑闻,
而后由相关部门介入,对官员进行调查,最终查出官员的腐败行为的一种反腐方式。在中国的社会
环境中,性丑闻与腐败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绝大部分涉及性丑闻的官员都存在腐败问题。例如
2012年引起较大反响的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就是因为被举报包养情妇而被调查导致最
终落马;另外还有重庆市涪陵区综合执法局文化执法支队干部吴红也是因为不雅照片被曝光而被
立案调查;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人大代表孙德江被双城市女记者王德春在微博上实名举报,
称受到孙要挟,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还举报孙德江存在以权谋私等行为,孙德江也因此而接受调
查。像这样的因情色事件而接受调查最终被查出腐败行为的反腐行动就被称为情色反腐。媒介对
于这些情色反腐事件的一系列报道在本文中被定义为情色贪腐报道。那么在这些情色贪腐报道
中,媒介是如何塑造涉及其中女性形象呢? 媒介又是如何将这些女性形象神话化的呢?
二、神话立场与隐喻框架
  霍尔在《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一书中考察了关于语言如何被用于表征世界的三种不同
的解释或理论,第一种是反映论,第二种是意向论,第三种是构成主义论。反映论是指语言单纯反
映已经存在于那里关于人、事、物的世界的意义。这种客观反映论有一种先在的前提,也就是由人、
事、物所构成的客观世界是有本质及稳定的意义的,语言则是客观地将这些意义反映出来。意向论
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论断,是对反映论的反动与否定。它认为语言仅仅表达语言使用者想说的,
表达他或她个人意向的意义。语言并非是客观的反映,而是经由使用语言者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
是通过意识通道来认知他人以及整个世界的。构成主义论认为意义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建构
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意义是被生产和建构出来的。这种论断并不否认客观,但它不关注客观,它
只关注由语言符号所建构的世界的意义。[2]33-36这种构成主义的方法和视角是很多文化研究学派
的理论家所采纳的基本视角。例如符号学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都是基于构成主义方法与视角的
理论。
本文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就是基于构成主义方法的符号学理论中的神话视角和隐喻模式。符号
学是在索绪尔语言学基础上建构的一种理论派别。索绪尔语言学研究言语/言语、能指/所指、历时
性/共时性等二元组合概念。结构主义符号学在此基础上研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及由二者所构
成的符号的特征,其中以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研究最为突出。其他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及理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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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森的转喻与隐喻理论以及他所归纳出的言语交流中的六种元素及其相互的关系等。罗兰·
巴尔特与雅各布森的两种理论在媒介实践中运用得比较广泛,因此本文将结合这两种理论视角来
分析情色反腐报道中的女性形象。
(一)神话学的基本立场
巴尔特在其著作《神话修辞术》一书中对神话以及神话的修辞方式进行了较为集中的阐述。巴
尔特所论及的神话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言的虚构的传说或故事,这里的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
是一种修辞术,是将虚构转换为真实,将历史转换为自然的过程。一个完整的神话包含两种符号系
统,一种是作为原生系统的语言系统,一种是作为次生系统的神话系统。原生的语言系统即我们日
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巴尔特称其为抽象的整体语言。次生系统即神话本身,巴尔特称其为
释言之言,是用来解释原生系统的材料。原生系统中的符号是单纯的语言符号,进入次生系统后,
就会演变为文化符号,因为它经由人们的解释后,就会投射出意识形态的面貌。
世界上的意义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被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惯例所建构的,神话就是建构
方式之一。依据这种视角,新闻报道也并非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而是一个建构意义的神话过程,
它通过对材料的选择和组织,修辞方法的运用等方式向人们呈现了一个看似真实的社会图景。在
贪腐报道中,尤其是情色贪腐报道中,女性的形象就是媒介利用各种手法所制造的一种新闻神话。
(二)隐喻的框架
转喻和隐喻是利用符号表达意义的两种方式。“雅克布逊认为符号意义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运
作,其表达意义的主要手段是转喻和隐喻”。[3]429转喻是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属性或部分喻指此物
的全体,转喻强调毗连性关系”,例如在电视广告画面中,常常用女人身体的某一部分来指称作为整
体的女人。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
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4]28。雅克布逊在1962年发表的文章《两种
语言观和两类失语症》中,将隐喻与转喻区别为:在符号的双轴运作(聚合与组合)中,隐喻按照联想
关系(聚合秩序)运作,即把未知的东西潜入一种新的联想关系,使得未知的东西由此获取部分新的
意义,转喻的重点不在“相似”而在“邻接”(组合秩序)。[5]25台湾学者认为存在一种隐喻的框架,它
是以达成共识为基础的。它是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惯例而形成的,是通过有选择性和偏
向性的取舍所编织的意义网,可以将一类事物放在其中进行解读,从而获得编网者预设的意义。在
媒介的新闻报道中,对于这种隐喻方式的利用也十分普遍。例如在情色贪腐报道中,媒介建构了
“官员与女人的关系”、“贪腐与女人的关系”等隐喻的框架。本文也将要讨论这种隐喻的框架具体
形成的过程。
三、情色贪腐报道中的女性形象
  在女性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媒介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在情色反腐的相关报道中,女性的角
色已经被充分地妖魔化和污名化,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被广大的受众———尤其是男性受
众———所消费。女性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真实,成为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共享意义。
(一)作为“祸水”的女人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存在着“红颜祸水”这一说法。红颜代表女性,祸水代表一种摧毁
和破坏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直接对历史事件起破坏作用的,而是借助男人这一中介。这一话语
的隐喻是,男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建设者,女人通过影响男人来影响历史的进程,阻碍历史的发展。
它既肯定男人的主导地位,又强调女人的破坏力量。如中国封建社会中著名的“祸水”有,引诱周幽
王“烽火戏诸侯”的褒姒;葬送商王朝命运的纣王宠妃妲己;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的玄宗宠妃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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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网络上也曾经盛传一个帖子,描绘潘金莲如何改变中国历史:
“潘金莲撑开窗户,遇到了西门庆,导致她出轨。不出轨,武松就不会怒而杀之,被逼上梁
山。不上梁山,就不会擒住方腊。不被武松擒,方腊就能取得大宋江山,这样就不会有靖康耻,
金兵入关。金兵不入关,就不会有大清朝。没有大清朝,就不会有闭关锁国、鸦片战争、慈禧太
后,自然也不会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没有这些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中国说不定凭借五千年的
文化首先就发展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说不定中国早就超过了美国、小日本,已
经是最发达的最强悍的国家了。”[6]
这虽然只是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帖子,却十分明显地包含了女人是祸水这样的逻辑。这个帖子
在网络上的热传也说明了受众对这一观念的认同。在今天的贪腐报道中,红颜祸水的陈腐观念仍
然存在。一些报道刻意夸大女人在官员腐败中的作用,大肆渲染贪官与女人的关系,造成一种“女
人引诱男人犯罪”的印象。
(二)作为“情妇”的女人
在情色反腐报道中,“情妇”一词的出现频率是极高的。有的是直接出现在新闻标题中,如
2000年8月10日,《南方都市报》头版刊登《成克杰情妇被判无期徒刑》。2011年5月26日,长城
网上的一则评论,标题为《官员炫情妇:不羁权力成催情剂》,直接将女人视为男人的私人物品和财
产,视为炫耀的资本。2012年12月17日,中国青年网上的一则报道《官员养情妇,起于蜃楼止于
毒手》,在其核心提示上,有这样一段话:“那些用贼毒的眼光瞅准了官员的权和钱,才投怀送抱的
‘情妇’、‘二奶’和‘小三’们,不会甘于做赔本生意的,她们脸色一变,抛掉幽怨,甚至不惜搞得对方
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或索性玉石俱焚,也要换得心理平衡!”这些媒介报道中,充斥着对女性的偏见
与歧视。
(三)作为“欲望”代名词的女人
在媒介的视角里,女人为什么会成为“情妇”,成为“祸水”,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欲望”,尤其是物
质上的欲望。所以在媒介长期以来的报道中,女人被塑造为“欲望”的代名词。例如2000年9月
17日《江淮晨报》以《李平:我是这样与成克杰勾结的》为题原文刊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对
李平的采访实录。在该文中,一名采访对象甚至说:“……转折点就是与情妇李平相识,贪色加剧了
他这种腐败蜕变,要贪色导致他贪财。贪财,必然手往外伸,捞取不义之财,采取各种手段,非法地
赚钱敛财。”南方网2010年10月19日的报道《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情妇李泳受审》对陈绍基
的腐败过程是如此描述的:陈绍基的情妇李泳羡慕同事开吉普车,遂向陈绍基提及,陈绍基为了满
足她,出资给她购买了一辆路虎,并指出“李泳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辆路虎牌越野车”。这些报道
中,将官员贪财敛财的目的完全归因到女人的贪婪和欲望上,人为地制造出这样的逻辑关系:女人
因为欲望,因为想要获得金钱和地位而去勾引男人,男人为了满足女人无止境的欲望而不得不采取
一些非法的手段获取钱物,由此才导致贪污和腐败。
四、媒介如何塑造女性形象
  (一)女性形象的神话化
神话的过程 ,简言之,就是掏空历史真实,填充新的意义,形成新的概念的过程。同时也是将
历史自然化的过程。在神话化的过程中,存在几个核心要素:一是作为意义的能指,也就是历史真
实性;二是作为形式的能指,也就是意义被掏空后的能指;三是概念;最后是作为形式和概念相结合
的意指作用。女性形象神话化的过程离不开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和建构。
1.作为“意义”的女人
17第4期 江素珍:符号学视野下的女性形象生产———以情色贪腐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为例
这里的意义,是从神话的层面上谈及的,也就是贪腐报道中女人的历史真实性。女人在未被神
话之前,她的意义是完满的、充实的。那么,需要追问的是女人的历史真实性。
抛开具体的女性角色不说,我们在论及女性这一群体时,脑中所浮现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人们
可能会用以下话语进行描述:“女人是与男人相对立的”、“女人应该成为贤妻良母”、“女人要拥有自
己的独立地位”等。这些描述主要是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界定女人的,首先是从与男人的对比中来界
定女人,这种男/女的二元对立概念中,男人是占据主体地位的,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其次,女
人的角色是为男人和家庭服务的,成为男人的妻子以及孩子的母亲似乎是女人的天职,背弃这一职
责的女性则会被视为不称职或不道德。再次,试图从脱离女人当下社会地位的语境中界定女人,这
种界定首先承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传统上的女人是不独立的,是附属于男人的,而对于这种独立
地位的追求更加体现了女人无奈和被动的境遇。
这些描述显然不是女人的历史真实,而是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所强加给女人的种种限制和要
求。当下,媒介对于女人的形象的塑造也功不可没。这些限制和要求是对女人历史真实的扭曲和
变形。要充分认识女人的历史真实,就要从本质上表述女人,继而可能还原女性的历史真实。
首先,从性别的二分法来看,将人类划分为男性和女性只是一种区分原则,而非评价原则。女
性和男性只是存在“功能”上的差别,而非地位上的差别。所以作为历史真实的女性是不应该被追
加描述的。女性就是女性,而非作为男性对立面的女性。其次,作为生物性别的女人,它的历史真
实应该是具有特定女性生理器官和生理特征的生命体。再次,作为社会性别的女性,它的历史真实
应该是独有的女性气质,而不是迎合男人需求的“女人味”。综上所述,女人的历史真实应该是独立
的,普遍的和对等的,而非附庸的,特殊的和强加的。
作为意义的女人,也就是语言学层面上的女人。这一维度的女人的意义是充实的,丰富的,具
有历史真实性的。联系到具体的情色贪腐报道中的女性,她们的历史真实是作为现实个体的姓名、
年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等等一系列的与个人相关的信息。
2.作为形式的女人
作为形式的女人它是空洞的,变成一种符号,等待新的意义被填充进去,而新的意义就是由媒
介所建构和添加的。在情色贪腐报道中,女人的历史真实性是被掏空的,媒介在报道中极力地渲染
女人是借助男人上位,因为贪婪而依附男人,并且借助自己的美色帮助男人获取财物等。总之,女
人被塑造成一种工具和手段,人们不再关注她们的姓名、成长背景、生活经历等。她们在媒介报道
中成为空洞的形式,等待媒介的进一步加工。
3.作为概念的女人
即已经被概念化、神话化的女人,女人成为“祸水”“情妇”“欲望”的代名词,成为扳倒男人的工
具。这些概念是媒介在其报道中通过各种形式强加给女人的。
4.“女人是祸水”这一神话的形成过程
巴尔特认为神话的能指具有双重性,它既是语言系统里的符号,又是神话系统里的能指。作为
符号,它是充实的,作为能指,它的意义被掏空,变成空洞的形式。因此神话的能指是联结两个系统
的中介,它既被称为意义,又被称为形式。神话的过程就是意义被掏空,变为形式,新的意义入驻,
形成概念的过程。[7]178
依据巴尔特的观点,媒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掏空女人原有的意义,使新的、它所需要的意义入
驻,也即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是巴尔特神话系统的两个方面。所谓直接意
指就是语言学层面上的意指行动,也就是通过语言来直接表明事物的意义。没有转化和曲折的过
程,意义是明确的,一目了然的。这种表述意义的方式在媒介报道中较为常见。尤其是在情色贪腐
报道中,会用最直白的语言来刻画女人的形象。例如,“这个女人太讨厌”、“正是这个女人,使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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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不归路”、“祸起女人”等。直接将女人塑造成邪恶的、负面的形象。含蓄意指则是神话系统的
第二个层次,也是神话形成的关键环节。它建立在直接意指的基础上,例如情色贪腐报道中,会通
过一系列的图片来配合报道,而这些图片一般都是关于女性的,以兜售女性身体的方式来吸引受
众,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强加给受众这样的刻板印象:即女人是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来俘获男人的。
这些观点或概念虽然没有通过直接的言语表述出来,但还是经由被媒介精心选择过的图片传递给
了受众,并且被受众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其实就是媒介通过含蓄意指所制造的神话。
(二)隐喻女人的框架
隐喻与我们的“认知历程和构思方式”有关,关于“女人是祸水”这一隐喻的框架的建立是一个
历史的过程,这其中既有传统观念上对于女性的偏见,又有现代大众媒介强大的话语建构功能的作
用。它的形成过程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我们就以贪腐报道中“女人是祸水”这一隐喻为例,来探
讨媒介关于女人隐喻框架的建构过程。
1.传统框架的再加工
“女人是祸水”所隐喻的是女人对男人所起的负面的破坏和摧毁作用。这一隐喻的最初版本是
“红颜祸水”这一成语。“红颜指年轻人红润的脸色;女子艳丽的容貌 ;单指美女”。“祸水”出自《赵
飞燕外传》:“[汉成帝]使樊昵进合德(赵飞燕妹)……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淖夫
人,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①。据五行家说,汉以火德而兴,此谓合德得宠将使汉亡,
如水之灭火。后因以“祸水”称惑人败事的女子。红颜祸水则是指美女贻误国家的意义。后并不专
指美女,而延伸到一般的女子身上。从祸水这一词语的来源可以看出,水因为灭了火而成为“祸”,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火一般都意指“兴旺发达”,我们经常会使用“红红火火”这个词语,它象征着
一种美好的愿景。而“水”这个词则一般是用来指涉女人的,常有“女人是水做的”这种说法。“女人
是祸水”这一隐喻中就带有“男人代表历史发展的力量,女人则代表阻碍历史发展的力量”,因为水
火是不相容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给女人的定位,媒介正是利用了这种定位,对其进行再加工,把
它渗入到贪腐报道中,通过一系列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报道,形成了关于女人的隐喻框架。
2.图像的解释框架
图像符号是媒介在进行新闻报道时经常会使用的一种符号形式,因为在图像符号系统中,能指
与所指的对应关系是十分显在和易辩的。所谓的“有图有真相”这一说法就意在表明图像符号的真
实性。特别是在以微薄、微信等网络社交工具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信息呈现逻辑下,图像的重要性似
乎已经无可取代,“读图时代”已经到来。图像符号具有其自身的对应原则,如烟代表火,舒展的旗
帜代表风等。这些图像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确立有传统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
人们便可以利用这种习惯原则来制造假象,这也是媒介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所常用的手法。例如在
贪腐新闻报道中所配发的图像已经具有了解释框架,一般都是当事人被捕或在庭审时的正面照片,
这种照片意在说明当事人的贪腐行为已经确凿无疑,并且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当这些贪腐行为
与女性发生关联时,新闻媒介在报道时则会配以女性身体的照片,意在说明官员的贪腐行为的发生
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女性身体的诱惑。这种解释框架一旦产生,就为新闻媒介寻求故事性
和可看性的叙事原则提供了工具。新闻媒介之所以对贪腐丑闻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是很好的故
事素材,因为“只有‘坏消息’,即涉及到冲突、戏剧性、不法交易、不良行为的消息,才是有趣的新闻。
新闻要有戏剧性、悬疑、性、冲突、竞赛、贪婪、欺骗、输赢;如果可以,还要有性和暴力”[8]371。因此,
女性身体所隐喻的“色情”和“性”要素就成为媒介所追寻的故事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在贪腐
新闻中配发女性图像就成为媒介吸引受众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女性图像已经形成媒介报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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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解释功能。正因为如此,媒介在报道过程中会采取一些替代原则,例如配
发一些吸引眼球的女性照片,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照片中的女性与新闻事件没有任何联系。这种“图
不配文”或刻意选择符合其报道倾向的图片成为媒介制造意义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图像的
解释框架将女性形象再一次定型。
3.社会语境的解释框架
在情色贪腐报道中,媒介为什么想当然地这样报道,受众为什么想当然地就认同媒介的报道,
这与一段时间内的社会语境存在一定的关系。所谓的社会语境,就是构成社会文化的诸要素,这些
要素包括制度、法律、文化、道德等方面。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人们会依据具体的社会想象对某
一种要素或某些要素谈论得比较多,这些要素就会成为支配性的要素,也会成为媒介报道时的核心
要素,这种契合社会语境的解释框架的方法自然会得到受众的认同,即使在这一框架内的某些具体
的新闻事件与事实并不相符,也会被受众忽视。例如,在某一段时间内,贪腐行为的曝光率很高,并
且这些行为中很多是与“性丑闻”有关的,这就形成了有关贪腐行为的一种社会语境:即贪官总是与
女人纠缠在一起。于是在以后的媒介报道中,即使媒介所建立的贪腐行为与女性之间的联系是虚
假的、不真实的联系,受众也会信以为真。
五、结语:识别媒介隐喻、破解新闻神话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本书中强调,“我们借以展开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
念系统,究其本质,基本都是隐喻式的”[9]3。隐喻因此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话语表达的重要手
段,成为新闻媒体构建现实和生产意义的常用方式。媒体在进行贪腐报道时,出于不同的叙事目
的,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对女性的形象进行隐喻。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隐喻是媒体对女性进行意
义再生产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立场或文化倾向。我们在识别这些隐喻方式的同
时,也要对媒介隐喻所制造出的新闻神话进行破解。
巴尔特在阐释神话制造方式的同时也指出了神话的破解方式,即从神话能指的二重性出发(神
话能指的意义层面和形式层面),可以分解出三种不同的神话读解方式,即关注形式的、关注意义
的、以及同时兼顾形式和意义的第三种解读方式。依据这三种方式,我们便可以破解情色贪腐报道
中媒介所制造的关于女人形象的一系列神话。
首先,只关注空洞的能指,也即神话的形式,然后用概念去填充这一形式,从而完成神话的意指
作用。在这一系统中意指作用呈现为原朴(也即元语言)的状态,即自然顺应神话制作过程的状态,
顺应神话制造者的意图,将女人解读为祸水。这种关注形式的方式,巴尔特称其为神话制造者的方
式[7]189,即从概念出发去制造形式———为了得到某种概念,会依据概念的要求去寻找填充这一概念
的形式,例如为了得到女人是祸水这一概念而塑造贪腐报道中有关女人的种种形象。
其次,只关注充实的能指,也即神话的意义,将能指的意义与形式区分开来,关注意义使形式变
形,或让形式变形意义,即理解神话制造者的意图,但是以反抗的方式去理解神话,将其看成是假
象。贪腐报道中的女人不再是祸水的象征,反而是男人强权政治强有力的证据。巴尔特认为,这种
读解类型是神话修辞学家的类型,他们揭示神话制造者的意图,揭示神话的制作过程,从而将神话
拉下“神坛”,破译神话。
最后,将神话的能指看成是既包含意义,又包含形式的统一整体。既关注能指的意义,又关注
能指的形式,从而去接受模棱两可的意指作用:一方面理解神话制造者的意图和动机,成为神话的
读解者,如在情色贪腐报道中,认识到“女人是祸水”的形象是由媒介制造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另
一方面,将能指的形式充分地概念化,成为神话的“驯服者”。对于大部分受众,尤其是男性受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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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他们清楚贪腐报道中的女性形象是由媒介制造出来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消费这种女性形象,
他们在虚拟与真实的故事之间享受着神话。
巴尔特认为,前两种关注方式属于静态、分析的范畴;第一种关注方式是一种冷嘲的方式,它揭
示神话的真实意图,并且以顺应这种意图的方式来读解神话;第二种关注方式是一种揭秘的方式,
它揭开神话掩饰的假象,以反抗神话制造者意图的方式来读解神话。第三种方式是一种动态的关
注方式,它即理解神话的意图和动机,但却不将神话看成是一个虚构的东西,而是将它看成一种真
实的故事来读解和欣赏。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游刃有余地去理解神话。对于情色贪腐报道中的女性
形象的神话,我们则需要采用第二种方式去解读,即反抗媒介的意图,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去看待媒
介中的女性,不要轻易地被媒介所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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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研究专注于视觉教育实践以增进对于华语电影的认识。自2013年春学期开始,罗得
岛大学的学生一直在通过提高视觉素养来解读华语电影。他们从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
探索华语电影。通过了解电影和中国电影业,培养学生熟悉中国解决现代化问题及其与世界联系的方
式,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定义华莱坞以及视觉互文性,
鼓励学生研究华莱坞电影及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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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了响应华语电影市场的上升与华语电影业呈现主导态势这一巨大变化,罗得岛大学金斯顿
分校哈林顿传播与媒介学院电影/媒介项目从2013年春学期开始,开设了“透过视觉素养的镜头看
 
华莱坞电影(课程编号FLM495)”(FLM495ChineseHolywood—ThroughtheLensofVisual
Literacy)课程,以满足学生与教育事业的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勃兴,华语电影业也在逼近好莱坞,或者说,华莱坞在发展壮大,与美国的
电影业形成竞争。本研究项目对通过培养视觉素养以探索华莱坞电影的实践加以研究。学生从历
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考察华语电影。基于学习体验,他们把华语电影作为视觉文本进
行文化批判分析。通过了解电影和中国电影业,培养学生熟悉中国解决现代化问题及其与世界联
系的方式,来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
“好莱坞是什么?”这是学生面临的许多需要确定的问题之一。除了是位于洛杉矶市区作为美
国电影业的诞生地,好莱坞还塑造了美国文化。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享有社会地位、特权,为全世界
所认可,而且名利双收,所以成了许多美国电影观众的偶像。
在定义华莱坞的过程中,发现美国好莱坞在内容上或者说实质上与华莱坞相去甚远。中国没
有一个地方的一家电影制片厂能视为中国电影业生产本土影片的诞生地。从1996年起,横店开始
电影生产,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电影制作机构群,位于中国浙江省,占地650公顷,相当于1600
英亩[1]20-30,“中国媒体称,含广告在内,去年这里摄制了30,000部作品。这个集团资产众多,还拥
有北京紫禁城的全面翻版。”[2]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七星娱乐将投资超过12.7亿美元,在天津建
设中国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这个位于北京远郊的新的娱乐和媒体复合体将命名为“中国坞”。当世
界还在等待这个“中国坞”诞生之际,《洛杉矶时报》报道称,“中国首富王健林宣布斥资82亿美元建
立他兜售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该项目将命名为‘东方影都’,包括二十个工作室和一个永
久水下舞台,距离青岛一小时车程,青岛是个滨海城市,人口八百七十多万。”[3]此外,预计“中国于
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4]。至此,可以断言,随着中国重塑自身,华莱坞的
定位同样也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建立这个可见的华莱坞的意义也在变化、演进。中国与世
界都在见证着想象、计划、设计、规划、建造、确立、管理以及梦想成真的华莱坞的客观位置(发祥地)
和身份。位置意指一个国家的电影业的重要性或者说华语电影制作的新开端吗? 除了经济、文化
实力的象征意义,世界最大的影视基地给中国发展电影业、开发市场提供了什么类型的机遇? 这些
影视基地会吸引全球一流的制片人和导演来中国来制作电影吗? 电影市场在哪里? 这个有形的华
莱坞会如何形塑华语文化? 教育工作者如何培养学生为这样的机遇做好准备,如何让观众可以接
受从新的电影生产线上产生的电影新浪潮?
从历史、文化和全球的角度看,华莱坞的物(地?)理位置也许不如美国的好莱坞那样重要。中
国的好莱坞命名构成了多重因素的挑战。哪个名字能够最佳定义华莱坞,包含中华民族的人口、文
化、文明、遗产、历史、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全球包容性? 有如下可能的名字用来命名华莱坞:
Chinawood规定了中国的身份认同,与好莱坞、宝莱坞押韵,但也与和树木相关的“wood”押韵;
Chywood或Chiwood从语音上讲也是可行的;Huawood或者Hualywood能够包含全世界丰富的
中华文明和文化。“Hua”(华)意指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依本文作者之见,Hualywood是首选的
名字。本文中,Chinawood和 Hualywood交替使用。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在世界任
何地区摄制的讲述中国的电影均可置于代称“中国”的“华夏”、“中华”这个总称“Hua”(华)之下,通
过各种类型的电影风格、电影技术、运用符号编码的视觉文本来展现中华文化。从本质上讲,华莱
坞,即中华电影,是中华文明、文化、遗产、哲学、历史、政治甚至当代世界华人日常生活的表征。
如果说好莱坞超越地理和文化疆域以其电影生产和电影明星在不断塑造着美国文化、影响着
世界文化,那么中华电影和电影产业是否也已达到同样的目的? 中国准备在一个地方建设影视基
地代表华莱坞主导世界电影产业与市场进而通过电影传播文化并影响世界的理想吗? 好莱坞蜚声
世界,凭借的是其自身电影制作体系/历史、身份认同、文化、价值观、名星大腕、奥斯卡奖、金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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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华莱坞,将遵循相同的模式,还是踏上不同的路径? 好莱坞是一个全球舞台,是一个演技、
导演、电影制作得到认可的象征。中国会在华莱坞设立华斯卡奖来吸引电影行业的一流人才吗?
好莱坞明星是许多美国电影观众的偶像、英雄。好莱坞明星有人做过加州州长,甚至美国总
统。许多人梦想着成为好莱坞明星,以期获得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地位。纵观历史,中国的演
员或艺人,无论能力、声誉,无论表演类型,社会地位低下,直至近来情况才有所改观。表演是中国
青年人最不愿意从事的一大职业。虽然西方的影响改变了这一传统,但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仍然存
在,即是说,追求知识,成为一个学者或一个有学问的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更加优越的职业
道路。(中国古话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如何促进、鼓励与提高电影明星和各演艺
行当艺人的社会地位,仍将有待检视和研究。
好莱坞有甄选电影最佳脚本的体系。中国放松了电影剧本审查的政策。审查就是由政府部门
决断每部电影如何摄制,或者如何选择每个脚本。审查既是为了捍卫国家的政治立场,又是能够保
护道德标准与教育的意识形态结构。对于希望在中国拍摄电影或者瞄准华人电影市场的电影导演
而言,研究中国政治和文化以获得信任和接受是一门入门的功课和艺术。
所有这些话题和议题,在2013年春学期“透过视觉素养的镜头看华莱坞电影”课堂上分析、研
究十二部华语电影时讲到过。本研究用以说明解读华语电影方法的即是其中由彭小莲导演的《假
装没感觉》(2001)。彭小莲从北京电影学院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是中国著名的“第五代”导演成
员。大学毕业后她成功导演过包括《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女人的故事》(1989)等多部影片。
彭小莲后来留学纽约大学并获得艺术硕士学位,1996年回到上海再次开始拍摄电影。她导演了几
部故事片,包括在美国发行的《上海往事》,《假装没感觉》,后者在日本大获成功。近来的《上海纪
事》(2004),获得了有中国奥斯卡之称的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配角等奖
项。2006年她拍摄了《上海伦巴》,2010年导演了其它影片。《假装没感觉》探究了当代上海三代不
同女性的不同生活。
二、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应用的研究方法,比如调查法用以收集关于中美观众的反应的数据。研究设计包括
两部分,一是对于编码信息的结构分析,一是运用接受理论来分析观众被导演创造的视觉。对文本
(《假装没感觉》)加以结构分析的研究设计如下。首先,焦点问题如下:(1)为什么美国人喜欢或不
喜欢这部影片? (2)本部影片在向谁述说? (3)本片是如何定位观众的? (4)影片里有 哪些文化代
码? (5)观众和《假装没感觉》互动时,被建构的是什么意义? (包括华人观众和美国观众)(6)“观众
作为个体与作为社团中能接触到那些符号的社会成员分别如何解释影片中的文化代码?”
其次,中国导演彭小莲是如何建构他们的主体的? 或者说,电影导演认为他们的观众是谁? 这
些问题在最近的华语电影研究中研究不够充分,不足以吸引后来的电影导演为将来的拍摄经验做
准备。本研究的目的是运用读者-反应批评来考察美国观众与华人观众解读华语电影时建构意义
过程。本研究探究了导演、文本以及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了导演的意图,通过调查考察了观
众获取的意义,比较了导演意图与影片的异同、导演与观众观点的异同。
三、理论背景
  本研究采用的接受理论最初起源于德国的读者反应理论。接受理论在这里是个总括的词语,
包含了诸如读者理论、读者-反应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这样的术语。这些词语本研究中互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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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研究征用了文学阅读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家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只存在于文本之中(即文
本把作者赋予的信息编码。),阅读过程就是读者参与文本意图的过程。读者反应论的历史在
HansRobertJauss[5]、Roman Ingarden[6]、StanleyFish[7]与 WolfgangIser[8]中均有讨论。这
些论者均强调读者、文本与作者讲的关系。和结构主义论者不同,“所有的读者-反应批评家都关
注阅读过程中的读者”。[9]20美国读者-反映理论家StanleyFish摆脱Jauss提出的读者理论现象
学模式,转而提出读者理论社会学模式。通过考察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影响读者主
体性———Fish提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建构意义。他提出的概念“诠释社群”为分析共享利益的社
群中来自不同社群的读者提供了理论基础。读者-反应理论“以讨论阅读过程,即读者与文本的
‘互动’,取代了对文本自身内部的考察”,[9]审视“实际读者在确定文学意义的过程中的作用,阅读
惯例与文本阐释的关系,以及读者自身的地位”[10]164-184。DeVaney对于后结构读者理论与结构
理论之间的差异的解释是[11]241-280:
后结构读者论是对于把媒体文本本身作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结构分析的反拨。结构分析者
认为,信息编码在媒体文本之内,观看过程不过是解码确定信息的过程……思考传播行为时,
媒体文本仅仅是该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任何传播中,信息都是由信息发出者或作者创造,被编
码在文本内,由读者或观者差异化解码的。因此,信息发出者或作者的意图、文本和读者/观者
成为分析程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结构读者-反应论已在考察电视教育节目[12]、电脑节目、交互多媒体和后现代艺术作品的
作者、文本与观者之间相互关系中得到应用。DeVaney特别指出,在和被编码的而且嵌入作者意
图的媒体文本互动时,读者/观者创造意义。[13]181-196为了应用接受理论分析华语电影,本研究给出
下列概念的定义,以期有助于解释理论及其在本研究中的调适。[14]39-72
阅读:在本项研究中,指与文本(即华语电影)互动并创造意义的过程。创造意义的是读者
或用户。
文本:在本项研究中,指由导演建构的一个传播行为,即《假装没感觉》。
观众:在本项研究中,指参与观看本研究选择的影片的观影者。
导演:本项研究的对象是彭小莲导演。
观众社群:指有相似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地位的一群人。16名美国大学生与10名中
国大学生参与了有关这部所选取影片的调查。
这项研究分析了符号学和文化代码。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科学,研究形势与意义之间的关系。
符号组织成意义的系统,并由代码得以实现。基于在社会/文化群体内得到认可的用法的历史模
式,符号被赋予意义。这些用法的模式叫做代码。一个符号由两种意义组成:横组合意义和纵聚合
意义。横组合意义指依据句法或者依据符号间关系所赋予的意义。纵聚合意义源自其它系统或者
代码。例如,白色在西方文化中往往用以象征纯洁。新娘穿戴白色婚纱。而在东方文化中,白色象
征忧伤和悲痛,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东方文化中新娘穿戴红色服饰,传递的意义是喜庆、吉利、幸
福、昌盛。可是,红色在西方文化里往往意味着危险、停止。[15]141-146电影、电视节目和视觉图像都
是视觉文本,都负载着社会文化建构的代码,这些代码形塑了视觉文本传达的信息的意义。一个社
群中的观众能接触到那些记号和符号的代码。DeVaney提出,这些代码是一个有层次的或排列有
序的传播行为的语法,无论一句话还是一个视觉场景。当一种排列持续在一种传播行为里重复出
现,就形成了一种代码。[12]大部分中国电影的视觉语法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雷电和暴雨。这常常暗
示悲剧即将发生。影视节目里代码的另一例证与现实主义代码有关。[16]DeVaney认为摄像机和
结构代码用于模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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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 析
  我们收集了对美国罗得岛大学、中国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19名本科生的在线问卷调
查。调查问卷有10个开放式问题组成,其中7个问题包含有取自影片的场景截图。
(一)问题1:你认为美国人为何(不)喜欢影片《假装没感觉》?
美国大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例如:1.“我认为美国人会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影片展示了在上海
生活的人的生活方式。”2.“我觉得美国人真的会喜欢这部电影,因为触及了与我们的恩华相关的的
话题,比如离婚、单亲父母抚养孩子。(演员的)演技不错,影片具有美国风格。”3.“我想多数美国人
不会对片子感兴趣,因为影片文化性相当强,难于传达给对这个主题不很熟悉的观众。”4.“我觉得
美国人会喜欢《假装没感觉》,因为这是一部新影片,讲了一个女人和她女儿的故事,很有意思。即
使今天,离婚和女性独立在西方文化中被认为比在中国是更加正常的事儿,所以我认为许多美国观
众会对影片中提出的问题产生共鸣。我们也知道,彭小莲在纽约大学留过学,更能接受美国文化的
某些方面,并且会在《假装没感觉》这样的电影中加以探索。”5.“我觉得美国人因为差强人意的内
容———尤其是和女性主义运动有关的女性———就不会喜欢《假装没感觉》。”6.“我感觉,美国观众会
喜欢这部电影的,因为导演处理上海背景的方式。她着意在银幕上把城市处理的像演员一样具有
性格。”7.“我觉得美国人会欣赏这部影片的。我认为故事有意思,足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让他们
不忍离开。”8.“我觉得美国人不会迷上这部影片。我这样认为,根据的是这部片子的叙事结构。影
片并不对美国人的口味。”9.“它的故事情节在大多数家庭里显而易见,普遍而具有多文化性,,有不
好的功能。”10.“他们不会喜欢这部电影,因为片子表现了中国许多中产阶级女性煎熬的粗暴的性
生活。这不讨美国观众喜欢,因为美国人更支持女性平等。”11“我觉得美国人不会喜欢《假装没感
觉》,因为这是一部展示资本主义中国里华人女性的苦难的电影。如果你在研究华人或者对中国感
兴趣的话,那我建议你看这部片子。”12.“我觉得刻板的美国人不会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天性狭,难
以容忍这部女权主义主题的电影,更别说这部外国影片了。许多人无法理解本片涉及的种种话题。
我想,这样讲有点泛,但是我以为多数人不会喜欢这部影片。”
中国学生的回答如下:1.“我想美国人会喜欢这部电影的,因为影片再现了上个世纪真实地中
国。”2.“西方人有关中国的印象就是上海旗袍,一种东方的象征。这部电影不一样,外国人会喜欢
的。”3.“文化差异会吸引美国观众的。”4.“我觉得美国人会喜欢本片的,因为影片触及了人性和生
命的本质。”5.“影片表现了典型的上海女人。故事没意思。”
(二)问题2:你为何(不)喜欢这部电影?
美国大学生这样回答:1.“我喜欢这部电影。美国人不喜欢这电影的理由,正是我喜欢这部电
影理由。叙事以及电影内在的声音真心好极了。你看到两个世界在碰撞,这正是本片的亮点所
在。”2.“因为它让我想到我的家人,想到我们的分歧。”3.“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其背后的现实主
义。影片关注当代中国女性,真实描述了女性的生活方式。这使我能洞察我否则永远不会接触的
那些生活和文化。”4.“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其中的主题我能讲述,比如离婚,比如童年,那时你想
独立可是年龄太小又无法不依靠父母。这部电影不错,还因为演员的演技和影片的整体制作质量
都很出色。”5.“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所以喜欢这部电影。影片对人物性格的探索吸引了我。”6.
“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私人的原因。我十一二岁大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所以我知道熬过不幸福的
婚姻是怎么回事,更别说两次离婚了。我了解一个女人感觉婚姻不幸福的个中滋味,而我很开心,
那位母亲并没有觉得自己非得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才感到开心。而且,我也喜欢中国人学会了年
少独立。我母亲做过好多年老师,所以影片描述的情形对于我同样很个人化。”7.“我喜欢这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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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因为它深入了即使在当代中国依然存在的性别歧视,很有趣。”8.“我个人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很
有视觉冲击力。在帮助更好地揭示角色的框架内总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收获。由于是中文电影,
其中的视觉效果对于(我)理解人物的动作很有帮助。”9.“我个人喜欢本部影片,恰恰因为如上我列
出的原因。故事的确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重新意识到观察的意义。”10.“这部电影我说不上喜欢
还是不喜欢。有些镜头和话题挺有趣,也有些部分我觉得本来可以改进的。据我理解这是一部来
时的东方电影,所以很难讲,但是我想说我比一般‘美国人’心态更开明。”11.“我喜欢的是,这是一
部当代片,触及真实的人生种种问题(片子本身是现实主义的)。”
中国学生的反应是:1.“我对这部电影没啥感觉,因为关于上海的元素太多。影片是关于(上世
纪)三十年代的上海。”2.“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它真实描绘了生活的艰难困苦和人性的迷人之
处。”3.“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影片让我了解了上海女性和让我们这代人了解了她们的生活。这些
女性形象与典型的上海女性优雅、沉静但精明的形象形成显明对比。”
(三)关于场景1(图1)的问题:下面这个场景会让你想到什么?
鉴于本文篇幅,作者从该部电影中只选取了三个场景并调查了观众的反应。
图1 场景1:下面这个场景会让你想到什么? (代码:这是一幅上海普通居民楼的照片)
对于场景1的问题,美国学生的回答如下:1.“让我想到像纽约、费城这样的大城市里紧张的生
活空间。”2.“我喜欢这张场景图。它让我想到好多影片,都是在低收入地区的高层公寓取景的———
我最喜欢的是希区柯克的《后窗》。这张图片好极了,能让你看到芸芸众生的生活纠缠有多深,不管
你情不情愿。铁栏增加了那种凌乱感。”3.“他让我想起我会见到的纽约市的贫民窟,我是在那儿长
大的。很像上海。”4.“这个场景表现了上海的贫困,也令人想到美国的移民早期的情形,空间狭小、
生活贫困、社区人满为患。”5.“这张场景图让我想到马丁·斯科西斯的一部电影,他的任何一部电
影。斯科西斯所有的影片都以纽约为背景,这张图片令我想到多伦多市的‘小意大利’社区。图片
显示了许多内容,但是图片显示内容的背后有更多地事在发生,很有意思。”6.“这个场景使我想到
纽约市。高楼耸立,在这张图片的场景中长大总是与永远那么忙碌的纽约市相联系。”7.“它使我想
起工程开发与低收入社会。许多电影都有这种故事背景,这顿时给角色一种刻板形象。许多人视
之为脏兮兮、油腻腻的渊薮。但是如同任何地方一样,败絮其外,金玉其内。这个地方让人联想起
罗素·克劳的名人传记影片《铁拳男人》里的场景。”8.“这让我想到经常在脑海里萦绕的纽约某个
地方的一张照片。虽然影片故事发生在上海,这张照片可以看做突破了文化与空间界限。(照片)
把目标对准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调整地点,把照片里的场景置于据我们更近的地
方,这会让我们更能体会氤氲在影片中的情感。”9.“多数大城市的市区面貌。”10.“这让我联想到纽
约早期类似于出租公寓的拥挤的贫民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拥挤的住房,糟糕的经济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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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都是能在全世界产生同情的。”11.“它让我想起他们是如何生活、条件有多差。看到那么多的人
住在逼仄的空间里,真有趣。五个甚至更多人住在一居室的公寓里。可是呢,仅仅因为美国人喜欢
空间宽大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一定也如此。我觉得,这是中国(尤其是上海)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
有趣的对比。”12.“这使我想到上海的生存条件。”
对于场景1的问题,中国大学生的回答是:1.“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2.“拥挤的住宅区。”3.“它
使我想到过去中国城市鲜活、复杂而难忘的生活。”4.“现今的住房紧缺境况可追溯到过去。”
关于场景1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回答呢? 我们认为互文性指的是一个人可以依
据以前的众文本推演当下的一个视觉文本蕴涵的意义。本文作者提出,视觉互文性使得观众可以
依据以前的文本推导出正在与之互动的视觉文本的意义。一个社群中的观众建构意义的过程相
同,他们通过视觉互文性创造出相似的意义。本场景中的文化代码:这是一幅2000年上海的普通
居民楼的照片。对许多居民来说,上海的住房非常困难的问题。有些美国观众在问卷反馈中回答
说,根据自己的先前视觉文本和文化体验,这个场景令他们想到纽约的贫民窟。同龄的中国观众回
答称,这幅场景是他们想到故去的居住条件。
(四)关于场景2(图2)的问题:下面这个场景会让你想到什么?
图2
对于场景2(图2)的问题,美国学生的回答如下:1.“一场美国式婚礼。”2.“这使我想到许多美
国婚礼,新郎新娘拍结婚照此时。看到这个女儿低着头,有些落落寡欢,不合气氛,这令我想到父母
再婚时孩子们经历的煎熬。”3.“这使我联想到美国的军人婚礼。白婚纱,军装。我差点忽略了,这
不是一场真实的婚礼。”4.“从文化的角度看,它使我想到婚礼正面看是在美国文化中举行的。当我
们注意图片的构图时,这里有两个新人在婚礼上摆姿势,而一个年轻女子在景框的左下角阴影处。
在美国,吸引眼球的大事是婚礼,所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看这张图片就有趣了。在中国,值得庆祝
与荣耀的是婚姻,所以图片中新人双双在为结婚照摆造型,这可是重要的‘待办事项’;而孤独的女
孩在暗处,在角落。”5.“这幅场景令我想到听不舒服的东西。太拧,太不得体。我的意思是,中国文
化中,结婚时种社会价值观,好像被看成是成功的标志。所以你肯定能感觉到这场婚姻中对立情绪
在积聚。这张图是个很好的例子。”6.“传统的中式婚礼。和美国式婚礼很相似。图片左边的女子
看上去很郁闷,是渴望爱情。”7.“这位母亲再婚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再婚,会生活更好,对女儿更
好。”8.“这场景很像一场美国式婚礼。”9.“这是很有意思的场景。这两人是结婚了,但是显然他俩
彼此没感情。”10.“这使我想到了东方文化中常见的包办婚姻。尽管这场婚姻根据故事情节不是如
此,可是整个场景你能看得出是实质上是一样的。场景中的灯光设计让我觉得怪异。它没有正常
的婚礼给人那种温暖朦胧的感觉。我认为是导演刻意的设计。”11.“这让我想到一次非传统的中式
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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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场景2的问题,中国大学生的回答是:1.“这是一张当时婚礼的照片。”2.“中年人的婚礼
梦。”3.“那时候,人们都没钱。但是,婚礼照还是必须照的,因为婚礼照代表的是两人走到一起的见
证。这也是时代的见证。”4.“上海人已经接受西式婚礼了。”
关于场景2,作者认为,场景2(图2)的文化代码:这是一张西式婚礼照片,十几岁的女儿可以
在椅子上等待。多数美国观众在问卷回馈中称,这个场景让他们联想到美国婚礼。而中国观众在
问卷的回答中证实,照婚礼照片,尤其是西式婚礼照片很重要。
(五)关于场景3(图3)的问题:下面这个场景会让你想到什么?
图3
对于场景3(图3)的问题,美国大学生作如下回答:1.“这场景让我想到电影里女人们聚集在芮
妮·齐薇格家八卦‘完美男人’。在这幅场景中,女人们在就婚姻和选择如意郎君献言献策,这似乎
让人想起《甜心先生》。站着的女子长得甚至有点像芮妮·齐薇格。似乎有一个形象,无论你是哪
国人,电影制作者总喜欢把它与女主角放在一起,不至于偏离太多。”2.“女性主义冲突的讨论似乎
是这部电影的部分主题。通过相互的交往,这些讨论显示了角色间的关系。有很多这类美国电影,
虽然其本质上未必有女性主义倾向。”3.“这场景让我想到所偶家庭成员是多么亲近(空间促狭,同
居一处)。我觉得,这是这个特定镜头所极力包容的内容(手段是:让家里所有的女人紧密出现在一
个镜头)。”4.“这个场景使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作为群体的女性。这张图片中,我们中国女性的三
种不同视图:老年,中年,青年。都在体验或者体验过在中国做女人的经历。”5.“几代同堂的家庭美
国式交流。”6.“同一个家里几代女人们在一起,在探讨正确的生活方式,年轻女孩并不认可的生活
方式。年轻思想更自由、独立。”7.“这使我意识到,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隐私时会多么尴尬。明
白了她们在家里说话所有人都能听见你在说啥是怎样一种情形,甚至隔壁的人都能听得见。”8.“这
幅场景恰恰是本影片的文眼。这就是你们上海女人。几代人同居一室。”9.“丈夫们为赚钱发愁而
顾不上考虑婚姻,上海女人们关系就近了。”10.“它让我想到,那位母亲离开第二任丈夫,离了婚并
回了娘家。嫂子的风凉话使她觉得这次离开男人心情更糟。”11.这餐饭象征着中国家庭的结构。
做母亲的在训斥女儿,奶奶在打圆场,孙女乖乖听奶奶的话。”
对于场景3(图3)的问题,中国大学生作如下回答:1.“上海女人。”2.“女人们的八卦。”3.“对家
庭关系的深刻解读。很难说得清,但是能感觉得到。”4.“不同年龄上海女性的着装风格。”
下文将简述关于场景3(图3)的问卷反馈的分析。场景3(图3)的文化代码:这是影片中四位
女性的一个镜头。分析这镜头角度、每个女性的位置、她们的脸部表情可以掌握这个家庭/点听众
的权力和关系。美国观众运用互文性进行的分析令人惊讶。与美国观众同龄的中国观众对这个镜
头场景的反应充满了文化体验和对上海女性的刻板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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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导演的意图何在? 本部影片的导演的意图是刻画上海乃至中国三代女性的价值观。历
史上任何时候,女性总是在寻找她们在生活中的空间。“这是根据一个中学生参加‘新概念’作文比
赛的得奖文章改编的。原文好像叫《站在19岁的尾巴上》。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里面写了母亲
和女儿一直在搬家,因为离婚以后,空间的生存问题。这是上海人一直焦虑的问题,上海的住房一
直很紧张。直到90年代末,有了商品房以后,才逐渐改善。但是,这是一个八零后的孩子写的,她
的那种独立的意识,让我非常感动。作文才3000多字,里面也只提到了外婆几个字,就是不欢迎她
们回家住。我被她们真实的困境打动了,特别是一直在那里搬迁的行为,给电影、drama提供了很
好的视觉的东西,所以,我就找到了那个孩子,她还在读高三,我们买了版权,就开始改编这个故事。
直到剧本出来以后,我的责任编辑孟森辉,觉得我应该把外婆的戏加强,看出三代女性在独立意识
上的不同和变化。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所以我把这三代人的价值观表达出来。实际上,不管
在任何时期,女性,依然都是在精神和生存的同时,在寻找自己的空间。”①
意义来自文本,是该视觉文本与社会情境中的观众共同建构的。观众通过视觉互文性与各个
视觉文本互动而创造了意义。观众先前的知识与经验影响意义的创造。美国文化背景的观众社区
内部对于这部电影的诠释颇为相似。中国文化背景的观众社区内部对于这部电影的诠释同样颇为
相似。两国的观众的彭导演对本部影片的理解都按照观众的文化背景,通过视觉互文性与各个视
觉文本互动而创造了与导演一致的或新的意义。研究的方法与结果给华语电影的创新与发展提供
有研究的价值与与意义。该影片也美国学生提供学习中国电影,文化,历史,社会的视觉文本和机
会。
五、结 论
  华莱坞电影是中华文明、文化、遗产、哲学、历史、政治和当代世界华人日常生活的表征。历史
上,中国的电影为艺术而艺术。电影制作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为市场。电影是政府全面工作的
一部分。私人电影公司为数不多,是新兴行业。电影研究专业只开设在专门的电影学术机构,招收
极富才华的学生;综合院校里并非常设专业。市场并非电影制作者优先考虑的对象。电影是按照
预定的目的拍摄的,所以国内市场总是存在。当中国进入市场驱动的世界电影圈,这又将发生怎样
的变化? 如果中国于2020年前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如何教育并且使得电影导演为世界市场
做好准备将成为一个紧迫的教育议程。同时,中国电影业要想赢得世界市场,培育、引导观众将成
为一种教育事业。
注:本文作者感谢“透过视觉教育的镜头看华莱坞电影(课程编号 FLM495)”(FLM495
ChineseHolywood—ThroughtheLensofVisualLiteracy)课程学生参与电影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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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传播与社会认知相关文献梳理可知:媒介接触、社会接触与人际接触均可能对外国青年
的中国评价产生影响,那么当同时考察三者对外国青年中国评价影响时,其发生作用的机理为何? 通过对
495名14-34岁在华外国青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回归分析发现:媒介接触中的电视与
广播接触、社会接触中的地理接触范围广度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有显著影响,人际接触对外国青年的中
国评价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与传统认为人际传播对外国青年中国评价具有更大影响力的相关判
断相左。文章最后讨论了三者在解释外国青年中国观议题时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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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MediaExposure,PersonalExperienceand
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onForeignYouth’sPerceptionofChina
HanRuixia DaiYuanguang
(1.InstituteofArtsandHumanities,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2.SchoolofLiterature,Shanghai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1701,China)
Abstract:Basedonreviewofcommunicationandsocialcognitiveliterature,massmedia,personalexperience
and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mayseparatelyhaveinfluenceonforeignyouth'sperceptionofChina.Whenwe
exploretheirinfluenceinoneregressionmodel,whatwouldhappen? Byanalyzingthedataof495foreignyouthin
China,wefindthatbothTVandRadioexposureandpersonalgeographicalexposurehavesignificantinfluenceon
foreignyouth'sperceptionofChina,while,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havenosignificantinfluenceonforeign
youth'sperceptionofChinainthisstudy.Thefindingsaredifferentfromthoseofpastresearch.Inthelastpart,the
complexityoftheinfluencemechanismofthethreefactorshasalsobeendiscussed.
Keywords:massmedia;personalexperience;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perceptionofChina;foreignyouth
随着近年来“中国崛起”声音的出现,与中国软实力相关的“中国形象”议题越来越受到多方关
 
注,如美国“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ResearchGlobalAttitudesProject)发现:尽管大多数的欧洲
国家包括加拿大都认为中国是最强的经济体,但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全球形象的呈现并不乐观,
如在38个调查国家中,有28个国家对美国持友好评价,相对来说,对中国持友好评价的国家只有
19个。[1]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学术机构主导的调查也发现:尽管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更倾向
于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于美国(如越南是69.4%对15.5%,蒙古是66.2%对13.2%,台湾是66.7%
对21.0%,日本是60.9%对29.1%,韩国是55.8%对31.5%),但是对于中国在亚洲影响的评价,日
本(19%)、蒙古(33%)和韩国(53%)等国正面评价率则较低。[2]7-11这些信息说明中国的国际形象
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民众心目中中国形象
的形成? 除去国际关系、历史成见外,从传播与社会认知形成的角度,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外国民众
眼中中国形象的形成? 本文以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媒介接触、社会接触和人际
接触三重角度综合考察外国人中国形象的形成。
一、文献综述
  (一)媒介接触、社会接触、人际接触在个体认知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媒介接触对个体认知形成的影响早已为从魔弹论到有限效果论再到强效果论的回归这一传播
效果研究演进模式所证实,无论是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流”[3]理论还是后来的“议程设置理
论”[4]、“第三人效果理论”[5]等都说明媒介会对个体的认知产生影响。(不论这一影响是直接发挥
作用还是间接发挥作用,也不论这一影响被证实是大还是小。)与此同时,“议程设置理论”以及“框
架理论”进一步证实媒介对信息的选择和凸显会影响个体对事物重要性的认知并左右他们讨论的
先后顺序。[6]51-58联系霍尔的媒介“意识形态理论”[7]以及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论”[8],具有“意识形
态机器”功能的媒介势必会对个体所接触的“拟态环境”形成影响,最终影响个体对客观环境和事物
的认知态度与评价。
事实上在探讨媒介对个体认知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人际传播的作用重新被多次证实。如拉
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流”理论证明人际传播在媒介信息发挥作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信
息对个体发挥影响作用需要经过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人际传播中介)。框架理论的始作俑者
戈夫曼在最早提出“框架”概念之时,也并非专门指涉大众传媒。其在更为一般的层面指“人们
用来感知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而这一认知结构则主要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
活经验。比戈夫曼稍早之前的米德则在个体“社会化”历程论述时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反映在
米德分析幼儿社会化过程时所运用的“概括化他人”概念。所谓“概括化他人”[]是指幼儿在社
会化过程中把他人的行为行事方法逐渐内化到自我的形塑和认同中的过程,而进一步地,米德
把这种“概括化他人”的过程推而广之,认为其正是现代社会形成不同差异化群体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说无论从传播研究视角还是从社会认知形成的角度,人际传播或曰人际接触都在个体认
知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此类推,个体的社会接触或曰直接经历在个体认知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在社会
认知理论中,关于个体就某一事物或人的社会印象的形成,一个基本来源即“由部分推知全部”,而
这一部分往往是个体根据自身经验获得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印象形成过程中的“首因效应”和
“近因效应”才获得非常多的重视。这就是说个体的直接接触或个人经历在个体关于某一事物的认
知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结果也为克瑞奇(1948)[10]、霍夫兰(1953)[11]等社会心理学家
的研究所证实,在他们看来:来自直接经验的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大而且不易改变。那么以“中国形
象”为主题,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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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形象”议题中的媒介接触、社会接触、人际接触作用
针对“中国形象”议题,徐剑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没有“造访过”中国大陆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
感程度明显低于“造访”过中国大陆的美国民众。[12]17-24这意味着对中国的直接社会接触对外国民
众的中国观有显著的影响。与此类似地,美国侨报在2013年5月24日也通过对《一位美国青年眼
中的美丽中国》文章发表评论指出“小‘知华派’们感性的个人经验(地)不断叠加、公共化,最终(会)
沉淀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新认知”。[13]间接肯定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直接接触会对其中国观产生影
响。类似地,陈力丹等人通过对30位国籍、性别、年龄和在华时长不同的外国人深度访谈发现:相
对于“媒体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情况的最重要途径,个体接触(则)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最有效的途
径。”[14]24-26以上信息都证实外国人在中国的社会接触(或个人经历)对其中国评价会产生重要影
响。
延续陈力丹的研究发现,可以得知外国人在中国的人际接触同样会对其中国认知产生影响。
而事实上,尽管没有切题的实证研究案例证明人际接触确实可能对外国民众的中国观产生影响,但
是以森西亚·科尔曼以及雪莉·豪、迪特拉姆·舒菲利和伊丽莎白·科里为代表的实证案例研究
都表明:人际传播在个体的认知判断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森西亚·科尔曼的研究证实人际传
播在社会层次的风险判断中扮演着比大众传播更为重要的角色[15]611-628,而雪莉·豪等人的研究
则是以纳米技术的利害判断为案例说明了人际传播的作用[16]2703-2715。最为典型的是戴维·韦弗、
祝建华等人通过研究证实人际传播在诸如“药品滥用”、“失业”这类社会议题的形成中有着远超过
大众传媒的作用[17]856-867。而关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正是这类社会议题。
相对来说,媒介接触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则得到非常多研究的证实。韦恩·万塔,居伊·格兰
和哲翰·李等人以全美民众为调查对象,发现:如果在新闻中一个国家被报道越多,回答者更可能
认为这个国家对美国利益是重要的;而一个国家被报道越负面,回答者则越可能产生对这个国家的
否定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也发现:对一个国家的积极性报道对公众认知并不能产生肯定性
影响。[18]364-377针对中国形象议题,徐剑等人也发现电视媒介的接触频率会对美国民众的中国评价
和感知产生影响,其它媒介的接触频率则未发现与美国民众的对华态度有显著相关关系。与此同
时,针对中国形象议题,詹骞等人以英、美、新加坡三国公众在奥运会前后进行的两次调查所搜集的
样本分析发现:在了解中国的各种渠道中,外国公众使用最多的是本国的媒介;在媒介类型的选择
上,无论中外媒介,外国公众接触得最多的是互联网和电视;同时,外国公众在媒介内容的选择上,
会针对不同的目的呈现出不同的偏好。外国公众了解中国的媒介大多为本国的互联网和电
视[19]49-54。类似的研究还有如赵士林通过对上海外国留学生的调查发现:对ShanghaiDaily、ICS
及CCTV9的评价与上海城市形象显著相关[20]94-98。这些研究都说明媒介接触确实会对中国形象
产生影响,同时不同的媒介接触状态对中国形象的形成也可能产生不同影响。
(三)社会接触、人际接触和媒介接触对“中国形象”的综合影响
以上文献综述说明社会接触(个人经历)、人际接触以及媒介接触都分别可能对中国形象产
生影响,那么以“中国形象”(或中国评价)为议题,综合考虑和比较三者的影响时,又会发生什么
状态? 森西亚·科尔曼、雪莉·豪等人以及戴维·韦弗等人的研究都说明人际传播对社会议题
的影响大于媒介传播的作用,而克瑞奇[21]、霍夫兰[11]等人的研究则指出直接经验也即本文中所
提的“社会接触”(或曰个人经历)对态度和行为有决定性影响。那么当对三者就中国形象的形
成作用进行比较时,或者说在中国形象形成的分析模型中综合考虑三者的作用时,到底会出现
什么样的状态?
事实上,在戴维·韦弗、祝建华以及拉斯·威尔奈特探讨“人际传播”在议程设置中“桥梁”功能
的文章中,就曾对穆茨[22]483-508在失业议题研究中将个人经历、人际传播、大众媒介三者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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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于社会议题的个人层次的认知以及社会层次的认知模型建构和判断进行过分析。在其中既谈
到了穆茨关于人们在真实世界的经历对媒介影响的抵消作用,即个人经历得来的信息所具有的超
然于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所得来信息的地位,也谈到了三者对个体不同层次(个人与社会)认知的
影响。穆茨就人际传播对个人认知的影响进一步反映在她关于选民政治传播的研究中,如她在
“EncounteringMixedPoliticalCompany:WithWhomandinwhatContext?”一文中得出“人际圈
大的网民,他们圈内的同质性反而可能高于人际圈小的选民,而接触到多元观点的可能性也更小”。
这一研究揭露出人际交往中“选择性接触”(selectiveexposure)的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人际传播
是否具有在媒介议程设置中的“过滤”和“桥梁”作用,本身也受其人际交往圈结构的影响。
这样一来,个人经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对个体认知形成的综合影响就显得更为扑朔迷离,一
方面,在穆茨关于个人失业问题社会判断的研究中说明个人经历得来的信息具有超然于人际传播
与大众传播信息的地位,与此同时在关于选民政治态度的研究中,她又得出人际传播对个人意见态
度的影响还依赖于人际交往圈的构成,构成的多元性与否会决定个人接触到不同政治观点的几率。
联系戴维·韦弗、祝建华等人关于人际传播在议程设置中的“桥梁”作用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得出
个人经历(社会接触)>人际接触>媒介接触的关系链条,但是不同研究议题中的各类信息接触的
影响作用分析,也说明当我们分析“中国形象”这一议题时,三者发挥作用的关系模态可能是不同
的。
那么,当把三者媒介接触、社会接触、人际接触同时投入到外国青年中国形象形成的模型中时,
会出现什么样的关系状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模型
根据上文文献综述可知,媒介接触、社会接触、人际接触均可能对外国青年的中国形象产生影
响,但是三者是否真的对在华外国青年的中国形象产生影响? 同时比较三者对外国青年中国形象
的影响时,哪个因素的影响作用最大? 与此同时,是否在同一模型中,三者均发挥着显著影响? 这
些问题都需要实证研究来证实。
本研究的理论依托为:李普曼的“假环境”理论、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流”理论、米德以及
霍夫曼等人的社会认知理论以及各类传播效果研究理论综合说明:媒介接触、社会接触、人际接触
会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观产生影响,同时参照穆茨、戴维·韦弗、森西亚·科尔曼等人的研究,可以预
期三者对外国青年中国评价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可能是不同的,综合构连上述文献分析,可以得出本
文的研究假设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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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模型,以“在华外国青年的中国形象”为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1.外国青年在华媒介接触会对其中国评价产生影响;
2.外国青年在华人际接触会对其中国评价产生影响;
3.外国青年在华社会接触(个人经历)会对其中国评价产生影响;
4.外国青年在华的媒介接触、人际接触、社会接触对其中国评价产生影响的大小和作用方向不
同。
在此研究假设支撑下,本研究的变量设计如下:
(二)研究变量设计
1.作为本文考察的被解释变量“在华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主要由以下问题考察:
A.在0—100制评分中,您给中国打___________分;
2.解释变量即在华外国青年在中国的人际接触状况、社会接触状况以及媒介接触状况分别由
以下几个问题测量:
(1)媒介接触变量:
A.您经常接触以下媒介(电视、广播、杂志、报纸、互联网)的状况是<1>本国的;<2>中国
的;<3>其它国家的。此变量可转换为是否经常接触中国的电视、广播、杂志、报纸、互联网。
(2)人际接触变量:
A.您在中国交往最密切的朋友大多是 <1>本国人;<2>中国人;<3>其它国家人。此变量
可转换为“您在中国交往最密切的朋友大多是否是中国人”。
B.您与您最好中国朋友的联系频率平均为 <1>每天;<2>2-3次/周;<3>1次/周;<4>
2-3次/月;<5>1次/月;<6>2-3次/年;<7>其它_______。
C.您认为中国人好相处吗 <1>是;<2>否。
(3)社会接触变量:
A.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您大概去过几个 <1>1个;<2>2———4个;<3>4———10个;
<4>10个及以上。
B.您是否去过中国的农村 <1>是;<2>否。
C.如果您去过中国的农村,您觉得中国的农村 <1>非常好;<2>比较好;<3>一般; <4
>比较差;<5>很差。
其中媒介接触变量主要涉及外国青年对中国各类媒介的接触状况;人际接触变量主要涉及是
否经常接触中国人和对中国人的评价;而社会接触变量主要涉及在华外国青年在中国横向地理接
触范围和纵向城乡接触的深度及评价。
同时为考察人口学变量在整个模型中的作用,也引入性别和年龄两大问题。
那么通过对495位在华外国青年的有效样本数据分析,得到什么样的研究结果?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所用数据为2012年4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在华外国人生活感受调查》项目数据,该调查
共回收14-34岁在华外国青年有效样本495个,样本来源分别为复旦大学(70)、上海交通大学
(132)、华东师范大学(59)、上海大学(76)、长宁区(158)(注:有效样本数据已排除重复样本),调查
对象来自53个国家。
结合本文研究主题,把调查中的“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作为因变量,把涉及媒介接触、社会接
触、人际接触,以及人口学问题作为自变量引入方程,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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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外国青年中国评价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①
非标准回归系数(B)B的标准误差 标准回归系数(Beta) t 显示水平(p)
媒介接触 中国的电视 -4.634 2.701 -.160 -1.716 .089
中国的广播 6.120 2.795 .211 2.190 .031
中国的报纸 -4.345 3.075 -.145 -1.413 .161
中国的杂志 4.140 3.374 .142 1.227 .223
中国的互联网 1.237 3.384 .040 .366 .715
人际接触 交往朋友(中国人) 3.653 3.155 .111 1.158 .250
朋友联系频率 -.229 1.028 -.022 -.223 .824
中国人好相处 3.300 3.062 .102 1.078 .284
社会接触 去过中国省市数量 -5.634 1.826 -.295 -3.086 .003
去过中国农村 1.570 4.446 .032 .353 .725
农村评价 .521 1.343 .036 .388 .699
人口学变量 性别(男) -.933 2.523 -.033 -.370 .712
年龄 1.257 .423 .269 2.971 .004
常数(Constant) 52.997 11.591 4.572 .000
R方修正值 .190
模型显著水平(p) .001a
因变量预测值的标准误差 12.609
N 111
从上表可见,从媒介接触、人际接触、社会接触视角看,外国青年中国评价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
可表示为:
外国青年对中国的评价(评分)=52.997-4.634×中国电视+6.120×中国广播-4.345×中国
报纸+4.140×民中国杂志+1.237×中国互联网+3.653×交往朋友(中国人)-0.229×朋友联系
频率+3.300×中国人好相处-5.634×去过中国省市数量+1.570×去过中国农村+0.521×中国
农村评价-0.933×性别(男)+1.257×年龄
从上述回归模型显著水平p=0.001<0.05的结果来看,选择媒介接触、人际接触、社会接触的
上述相关问题作为衡量外国青年中国评价的自变量影响因素还是非常合适的,同时得出的回归分
析方程结果也非常有解释力。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样本495个,但出现进入方程个
案数为111个的原因是由于进入方程的每个变量所具有的高选择性最后相互交叉后导致的结果,
如进入方程个案必须是去过中国农村且对中国农村有评价的外国青年。那么参照本文的研究假
设,媒介接触、人际接触与社会接触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是否有影响且具体影响状况为何呢? 通
过上述回归分析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媒介接触尤其是对中国广播和电视的接触会显著影响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从回归分析结
果来看,在95%的置信区间内,接触中国广播(P=0.031<0.05)会显著影响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
而接触中国电视(P=0.089略大于0.05)亦会较显著影响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需要注意的是,二
者影响外国青年中国评价的方向不同。即越经常收听中国广播的外国青年中国评价越高,而相对
来说越经常收看中国电视的外国青年中国评价则越低。是否经常接触中国的报纸(P=0.161>0.
05)、杂志(P=0.223>0.05)、互联网(P=0.715>0.05)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没有显著影响。
2.人际接触并没有显著影响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在整个回归分析方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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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中因变量为外国青年对中国的评价(评分)
95%的置信区间内,无论是“交往朋友多为中国人”变量(P=0.250>0.05)、还是“与朋友联系频率”
(P=0.824>0.05)、以及“中国人是否好相处”(P=0.284>0.05),三者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都没
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当把人际接触变量与媒介接触以及社会接触变量同时置入同一回归分析方
程时,人际接触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影响并不显著。
3.社会接触中对中国地理范围的接触广度会显著影响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从回归分析结果
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95%的置信区间内,代表接触中国地理接触范围广度的“去过中国省市数
量”变量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有显著影响,其P值为0.003,显著小于0.05。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地理接触范围的广度与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接触中国省市数量越多的外国青
年对中国评价越低。而是否去过中国农村与对中国农村的评价则没有显著影响。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年龄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的外国青年中国评价
越高,而性别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没有显著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外国青年在中国的媒介接触(广播与电视)以及社会接触
(接触地理范围广度)会显著影响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而外国青年在中国的人际接触并没有对其
中国评价产生显著影响。那么这一结果是真实的吗?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分析结果? 对应已有
研究发现和我们的研究假设,这一结果说明了什么?
四、结论与讨论
  人际接触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值得关注。对应我们已有的研究发
现,当单独考察外国青年对其中国评价的影响时,可以发现:“交往朋友是否为中国人”以及“中国人
是否好相处”与“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卡方检验结果P值分别为0.020(N=438)与0.001(N=
419),与此同时,“与中国朋友的联系频率”与“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斯皮尔曼相关分析结果P值
为0.041(N=421),均显著小于0.05。也就是说,当单独考察人际接触变量对外国青年中国评价的
影响时,它们的影响是显著的[23]但是当将其与社会接触与媒介接触变量投入同一模型时,其影响
变得不显著。以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分析蓝本,我们可以间接得出,当同时考虑人际接触与社会接
触、媒介接触对外国青年中国评价的影响时,人际接触的影响力并没有其它二者的作用显著。这与
前文论及的陈力丹等人的研究发现,即相对于“媒体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情况的最重要途径,个体接
触(则)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最有效的途径”有差异。同时也无法验证戴维·韦弗、祝建华以及拉斯·
威尔奈特所发现的“人际传播”在个体认知态度中所具有的“超然于”大众传播或“中介于”大众传播
的作用。对应于美国《侨报》纽约版知欣的评论员文章,即认为“小‘知华派’们感性的个人经验(地)
不断叠加、公共化,最终(会)沉淀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新认知”的这一论断似乎也不能给予有力支
撑。相反在社会接触的影响分析中,还提供了反面支持。因此人际传播在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中
的影响作用还需要更为系统和复杂的分析和考量。
在中国地理接触范围的广度及对中国电视收看的频率与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呈负相关,恰恰
说明对中国的深入接触反而会对外国青年的中国形象产生负面影响。联系长久以来,外国青年接
触中国的第一站往往是北京、上海这些较发达的城市(从历年各省份城市的留学生以及外资企业的
数量可知),因此随着外国青年脚步对中国更多内陆省份的扩及,势必会对他们关于中国形象的总
体印象产生影响。与此类似的,对中国电视接触越多,外国青年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更为多层次和多
元,因此其对中国的评价也可能降低。但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对中国评价的变化趋势是与对中国省市涉及范围及中国电视收看频率相关,其研究对象
是在华外国青年,这并不意味着接触过中国的外国青年其评价反而会低于没有来过中国的外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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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反我们的研究发现:外国青年对中国的总体评价达71.12分,显著高于境外调查所得外国人
对中国的总体印象。与此同时,在本调查中,一半以上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在来华后对中国的整体
印象有显著提升。
其次,外国青年对中国广播收听频率与其中国形象的正相关关系,及其是否接触过中国农村与
对中国农村的评价与其中国评价无显著相关关系,则说明:当考察外国青年媒介接触与社会接触与
其中国评价的相关关系时,应该更为注意到其互相联系的复杂性,而非简单的认定“有”或“无”与
“大”或“小”。
媒介接触、社会接触、人际接触对外国青年的中国评价的影响应该得到更为具体的测量。如上
文涉及,当我们分别测量三者对外国青年中国评价的影响时,三者不同变量的影响程度与将其放入
同一模型时得到的结果显著不同,(如人际接触的相关变量影响变得不显著),这说明从传播与认知
形成角度,外国青年中国形象的形成受各类影响因素相互制约、抵消或助长作用。正如穆茨在失业
议题研究中发现个人经历得来的信息具有超然于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所得来信息的地位。而在选
民政治传播研究中,她则发现人际圈大并不意味着选民必然可能接触多元观点(它受人际交往圈的
构成所影响)。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研究议题,个人经历、媒介接触、人际接触发挥作用的模式可能
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考察外国青年的中国观时,也应该充分预期到三者发挥作用不同模式出现
的可能。而要获得更深层次的关于此一议题的信息,更多比较研究、追踪研究及实验研究的开展将
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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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以近年来启动建设的中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例,以传播学理论为研究基础,结
合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创意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运用计算机信息化科技手段,了解居民
对于公共文化接触方式的需求,对适应于现代科技文化资源的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传
播服务模式进行研究,并对几种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传播服务的应用点作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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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促进一个国家不断进步不断创新的源泉。文化构建属于上层建筑,
可以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的载体,对于文化的传播及升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公共文化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一种,具有公共性、广泛性和公益性等特征。[1]不同于普通的公
共资源和服务,公共文化资源能够是广大群众得到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享受,并且有利于整
合社会秩序,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有突出的积极意义。因此,如何将公共文化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如何使文化落地,成为社会
实现发展与繁荣所不能回避的课题。
科技的进步引发了文化产业革命,信息时代中的文化与科技相互交融,文化科技创新成为发展
文化产业的必然选择。将公共文化资源用科学技术进行包装与打造,所形成的科技化的公共文化
传播产品亦成为信息科技作用下重要的文化消费品。文化信息的载体主要是语言、文字、图像三大
要素,信息技术实现了这三者的完美统一并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从而大大降低了文化信息的
消费门槛。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服务就是采用文字、图形、图像、动画、网页、声音和视频等
多种媒体表现手段,通过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报纸、杂志、网站等不同媒介形态,运用融合
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络进行传播,最终实现为大众用户提供电视、电脑、手机等多种终
端的融合接收,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接收各类健康向上的数字化的公共文
化资源内容。
公共文化资源传播产品的研发首先需要有大量的文化创意企业和科技企业,以保障有充足的
文化创意和科技支撑,即具备了充足的文化科技产品“原料”;其次需要形成完整的生产销售线,包
括文化科技产品研发、文化科技产品展示和文化科技产品销售等,文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可以为此
提供较好的平台;此外还需要有良好的文化资源消费环境,尤其需要注意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从全局来看,公共文化资源传播产品的开发与创新平台建设的作用可体现为以下两点。首先,
公共文化传播产品的开发有利于将先进的文化科技信息传播到公共领域中,降低人们获得公共文
化服务的门槛,丰富公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提升公众的文化生活品质,让广大百姓享受到公共文化
给生产和生活带来的便利,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小公众之间文化科技的鸿沟。其次,公共文化传播
创新平台建设有利于改善公共文化传播的效果,一方面不断将最新的、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资源第
一时间传播到群众生活中;另一方面也不断推动公共文化传播的技术革新和产品生产,是提高了公
共文化服务的质量的有效手段。
公共文化资源传播全媒体平台建设以及产品开发,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公共文化资源的传播,为
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接收以及反馈的途径。本文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例,以传播
学理论为研究基础,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创意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借助计
算机信息化科技手段,了解居民对于公共文化接触方式的需求,对适应于现代科技文化资源的政府
主导下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传播服务模式进行研究,并对几种公共文化资源传播服务数字
全媒体的应用点进行简要介绍。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关于文化传播的研究
对文化传播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在对于传播意涵的窄化和工具性的片面理解上。实际上,在
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上,存在着传播的“传递观”(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
式观”(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两种审视传播的观点[2]。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传播是一
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所谓传播的“仪式观”,则并非
指信息在空间上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
信仰的表征[2]。从仪式观的角度看,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资格”及“拥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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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社群”
(community)与“沟通”(communication,即传播)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在Carey看来,传播
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
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化的符号过程。传播的仪
式观有助于人们看到,公共文化传播不仅是工具性的大众媒体的使用与满足,同时更是公众进行对
话交谈、意识累积、社区文化认同塑型的总体过程。进而言之,这也有助于避免对于公共文化传播
的涵义的片面理解,有利于公共文化的良性传播。
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上,针对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人口快速增长、收入和财富
的巨大不均、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贫困与饥饿和失业程度加重、传染性疾病的扩散、核战的威胁,
以及国家、地区、宗教与文明的敌对与冲突等一系列共同的问题,保罗·谢弗提出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一盏“未来的灯塔”,而文化正是这样的灯塔———“在所有的社会理论和实践中,只有文化提提供
了这个灯塔。”这盏灯塔“它照亮了一条清晰可行的通往未来的道路———一条基于文化的最崇高、最
智慧和最杰出的原则和理想之路:对秩序、团结、稳定和多样性的需要;必要的关心、分享和合作;卓
越、创造和平等的重要性;对知识、智慧、美和真理的热爱;对别人的需求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对高尚
的追求。”[3]15-16可以说,他将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关于公共文化的研究
学术界对公共文化的广泛关注是从哈贝马斯研究市民社会及其公共领域开始的。按照哈贝马
斯的观点:市民社会是近代资本主义以来才逐渐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经济社会,它是“私”的领域,
独立于作为“公”的领域的政治国家;但市民社会所表现的首先是个性化的和分散的经济利益,在经
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必然要求整体性和一致性的文化对这些分散的利益进行整合,以保证市民社
会的自维性;于是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市民社会内部文化生活与经
济生活的分离;经济生活是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文化生活是其公共领域;在这一公共领域中,人们
就共同关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形成公共文化或曰公共舆论,整合公
共领域的核心价值观念,建立市民社会统一的价值认同体系,赋予市民社会以凝聚力,使之保持自
身相对于政治国家的独立性。[4]23可见,公共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对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培
养,注重文化的整合。
从公共文化的外延和内涵的角度来看,万林艳从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来,在外延方面,公共文
化主要指具有群体性、共享性等外在公共性特征的文化,其特点是以文化站、群众艺术馆等公共文
化场所为依托,借助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资源,发展群众参与性、资源共享性的文
化;在内涵方面,公共文化是在文化的精神品质上具有整体性、公开性、公益性和一致性等内在公共
性特征的文化,它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公共观念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群体认同感和社会归属
感,追求文化的和谐发展与文化整合。[5]98-103
从公共文化需求的发展趋势上来看,金家厚认为:第一,我国都市公共文化需求正由同质性转
为异质性,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的人群对于公共文化需求的
重点和层次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第二,公共文化需求以群体性显露,尤其是在都市社会再组织
化的过程中,人们的文化诉求愈来愈以群体的方式表露出来,换言之,不同群体对公共文化需求会
有不同的期待;第三,公共文化需求空间向社区转移,随着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重心逐步下移到社
区中,社区空间承载了反映社区人文化诉求和实现居民公共文化需求的重要功能;第四,公共文化
需求凸显价值诉求,并体现在社会需求、社会关系和社会信仰等多方面。[6]141-144
(三)关于公共文化传播创新平台的研究
刘兆明以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和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作为实例,对影视领域内的公共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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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创新平台进行研究,指出在其纵向发展脉络中,SMEG与GBS三个阶段的创新平台运作,分别以
增量媒体、上市机构和市场化公司为主体,激活了市场资源、拓展了生产资料资源、构建了品牌资
源。创新平台凝聚了市场、产业资本、产业技术和产业人力资源等产业要素,锻炼了发展现代文化
产业所需要的敏捷的反应力,内容和行动模式的创新力,以及对于参与竞争所需资源的整合。[7]
(四)本研究中相关技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本研究相关的主要应用技术是对各类公共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记录,提取其作为特定文化空
间承载物所蕴含的文化基元信息,并采用数字化手段复原和呈现,并借助先进的数字全媒体平台来
传播和服务大众,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
世界发达国家正大力推动通过信息获取、信息共享以及云计算技术,来数字化本国历史文化资
源,进而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大文化背景上的支撑。我国作为文化资源大国,政府近年来
对文化信息资源平台建设日益重视,建设了一些有特色的文化资源数据库,如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
发展中心建立的《中国记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数据库》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西北人
文数据库》等,相关于民族文化的地理信息系统刚刚起步,如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的《中国民族民
间文化空间信息整编系统》,以及建设了多个数字文化服务的新媒体平台:比如各类数字博物馆和
数字图书馆;但总体看来,与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数字化平台的研
究和建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对多种类型的文化资源的内涵发现和关联理论和方法的支撑,
已建成的文化资源信息平台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和交换,成为信息孤岛。
不管是采用传统的手段还是最新的信息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和传承,都无法脱离
人文(如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艺术等学科。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亟需研
究针对新技术手段的人文、艺术和信息交叉协作模式和方法,以期实现多学科交叉无缝衔接下的文
化资源数字化获取、传承和传播交流,并籍此促进文化服务产业的提升和发展,促进文明的进步和
社会经济的持续兴盛和繁荣。
三、公共文化资源传播服务的数字全媒体体系
  公共文化资源传播服务体系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为载体,提供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与服务
的体系。在全球大力发展新媒体的背景下,公共文化资源的整合与数字化传播成为公共文化资源
传播服务的重点。通过对公共文化资源的获取存储、整合发布的特点、规律和影响因素等问题的研
究,建构起完善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服务模式,探索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有效的公共文化传
播与交流的整体性策略,对内提升全民文化素质,不断缩小各地区之间人民群众享有的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的均等化,建构和谐社会;对外加强文化影响,提升区域软实力。
(一)公共文化资源的全媒体传播平台
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公共媒体渠道包括报纸、书籍、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及
其他形态的传统公共媒体。下表1以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居民为例,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本地传统
公共媒体。而随着数字全媒体的发展,居民获取公共文化资源的渠道已大大拓宽。除了上述传统
公共媒体渠道之外,普通居民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其他数字智能终端来获取各种各样
的公共文化资源。基于数字技术而产生和兴起的各种多媒体传播平台,包括数字广播、数字电视、
数字音像、数字电影、数字出版、数字报纸、数字杂志、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博物馆等网络平台、各类文
化网站等,使得数字化的公共文化资源在人们的生活中触手可及。全媒体出现在网络媒体之后,是
一种化合型媒体———各种媒体形式彼此融合成一种全新的实体,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全媒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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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将各种媒体形式各自的媒体特征、应用面相互交叉融合的全媒体融合性发展趋势,包括将各
种传统文化传媒形式在多网融合、各类新型智能设备(如手机、平板、高清电视等)上的互联互通。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传播内容,全媒体的媒介形式单一,只有载体不同,人们可能通过手机,可能通
过电脑,也可能通过电视。这些媒介同时具备直播、评论、互动的功能,它们被统称为全媒体。
表1:杭州上城区代表性的本地传统公共媒体
电台 电视 其他形态
杭州日报
浙江日报
钱江晚报
都市快报
每日商报
都市周报
城报
行周刊
浙江之声
杭州电台新闻广播
杭州电台经济之声
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浙江电台动听968
浙江电台民生996
浙江女主播电台
杭州汽车电台西湖之声
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
杭州电视台生活频道
杭州电视台影视频道
杭州电视台少儿频道
杭州电视台导视频道
楼宇广告
沈一点(优惠券
全媒体平台)
(二)基于全媒体的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服务模式
公共文化资源传播服务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出的。公共文化资源传播服
务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公共文化资源传播服务体系分为三大体
系:一是公共文化资源基本设施建设体系,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美术馆、艺术馆、影剧院等公
共文化机构,也包括网络、设备、现代服务手段;二是公共文化资源传播保障体系,包括政策法规、人才
队伍建设、领导管理、经费保障等方面;三是公共文化活动体系,由公共文化需求、活动内容、形式、服
务项目等组成。
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服务实际上是公共文化资源传播服务与数字文化的结合体。
数字文化从字面上来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文化以数字形态存在和发展并以网络为传播载
体,数字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数字化形态的最典型的体现;二是数字网络本身就是一种新兴文化
形态的表现形式,数字文化不仅是一种技术与社会现实,更是一种文化现实。简而言之,“数字文
化”就是“数字的文化(特性)”与“文化的数字(形态)”。[8]32-38这种感官性、全息性和面对面性的全
新的人际网络交流方式,就是数字文化。数字文化使信息传输频率变快,同时也使得信息采集、存
储、处理、传输成为各行业的重要角色。
因此我们可以说,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服务是以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为主,用数字化的资
源、智能化的技术、网络化的传播为载体,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的非营利性以及非排他
性的文化服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包括广播电视、电影、手机、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形式。
本文从服务提供主体的角度出发,将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全媒体服务模式分为三类:政府主导
下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服务模式,企事业单位构建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服务模式与
民间自主形成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服务模式。其中又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
媒体服务模式为最主要形态,后两者则主要作为前者的辅助和补充。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
有力的体制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
也是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而在数字新媒体日益发展的今天,为社会提供完善的基于数字全媒体的
公共文化资源传播服务就成了对当今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责的必然要求。
本文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例,对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服务模式
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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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文化部联合财政部策划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这项工程是我国公共文
化服务建设工程和重点文化惠民工程,由文化部和财政部共同组织。该工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
图书馆和文化馆等公共设施为依托,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网、无线通信网等载体,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文化资源的共享。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为居民提供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全媒体传播服
务方面,主要采用以下模式:
1.服务网络扩展:靠图书馆和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建立层次分明、互联互通、多种方式共用的
信息传输网络;充分利用县级中心和乡镇、社区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开展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
开辟绿色上网空间,开拓全新的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传播渠道和服务网络;同时紧密结合国家三
网融合发展战略,加强与信息技术和广播电视等部门的合作,结合各地实际,通过有线电视、直播卫
星、通信网、互联网等多种方式进入居民家庭,建设从城市到农村全覆盖的服务网络格局。
2.数字资源与平台建设:通过整合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及广电、教育、科技等优秀数字公共
文化资源,形成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多媒体数据库,构建了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美
术馆等一系列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全媒体服务平台;构建优秀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库群,吸纳公益
性健康网络游戏进入公共电子阅览室;整合制作适合公共电子阅览室和用户使用的专题资源,如整
合制作适用于农村实用人才和进城务工人员培训的专题资源。
3.技术手段创新: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国家网络通信平台,利用互联网、电子政务等多种传输
渠道,形成覆盖城乡、连接各级站点、便捷有效的信息和资源传输网络;各地因地制宜,通过自建和
合作的方式,形成IPTV、数字电视、VPN、3G等多种业务需求相适应的技术服务模式,并积极探索
“三网融合”、“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手段,提升基层文化单位的信息化水平和数字资源
服务能力。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坚持公益性、均等
性、便利性等原则,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坚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传播先进文化,促进
社会和谐,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増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优秀文化资源的全面共享;以有效
开展服务为重心,以打造精品、优化应用为重点,以全面推动共享共建为途径,以可持续发展的体制
作为保障,到2015年,将文化共享工程建成资源优质丰富、技术先进实用、传播高效互动、服务便捷
贴近、管理体系完整可控的公共数字文化传播服务体系。①
四、公共文化资源传播服务数字全媒体应用点
  (一)公共文化资源全媒体发布互动系统
以社区居民为例,公共文化资源全媒体发布互动系统依托包括公共文化信息平台、网上数字文
化馆、掌上数字文化馆、实体数字文化馆等平台在内的公共文化资源库,通过对公共文化传播内容
的开发,将公共文化资源内容通过由网站、APP、社交媒体及各种智能终端构成的新媒体发布系统
传播到社区居民中,并通过预先安装好的社区居民反馈系统将使用数据与反馈意见返回到内容开
发方及资源库管理系统中。该系统的运作流程如图1(见下页)所示。
(二)面向居民的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传播服务网络
针对居民的基层公共文化资源传播需求,建立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全媒体传播服务网络系统,为居民
的基层公共文化获得及交流提供公益性的网络平台。该传播服务网络主要由三个服务体系构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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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取自:《新华社.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综述》,http://www.gov.cn/jrzg/201l-09/24/content_
1955692.htm .
图1 全媒体发布系统框架图
1.养生相关的体育娱乐技能服务体系
养生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养生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条件下,人们对于自身健康
关注的表现。而养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利用社区食堂、休
憩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通过对文化的重新挖掘和养生文化意识的重建,建立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数
字全媒体传播服务网络,将健康保健方法普及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将养生意识通过数字全媒体的形
式系统地引导进入百姓生活,通过养生文化的普及和习惯的形成缓减医疗养老的政府服务压力。
2.养性为主的艺术技能及文化素养服务体系
在传统的社区里,本来就存在着书画等传统艺术喜欢的人群,但是这种人群渐渐减少,也慢慢
失去了活力,传统艺术的熏陶有利于建立文化的传承脉络,社区的功能不仅在于服务日常生活,更
应该慢慢转化为文化生活的承载主体。通过对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全媒体传播服务的网络构建
与硬件配置,建立面向居民的艺术技能及文化素养服务体系。
3.科技与安全相关的普及体系
通过发布科技与公共安全方面的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将法律、安全和科技的内容植入到动画数
字化全媒体资源中,针对受众的信息接收特点,依托建立在社区中的数字全媒体传播服务网络体
系,将信息以平面图像、新媒体等视觉化的形式加以推广,在小区的楼道、报刊亭等区域,经常性将
变化的内容加以推广,提高大家的自身安全意识和全民科技水平。
(三)面向社区的数字博物馆
博物馆作为国家与地方重要的文化承载平台,对各级各类教育,人文社科研究以及文化产业都
是重要的支撑机构。国外大多数博物馆大多数都是非政府投入,依靠国家的捐助免税政策募集资
金、还依靠自身办展收取门票,以及各类文化资源保障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数字博物馆作为博物
馆的新兴载体,是一种公益性的公共文化传播服务形式,具备信息量大而丰富,可超越时空办展,传
播速度快,影响面大而成为博物馆另一种表现形式。例如中国大学博物馆从网站创办起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访问量已经达到70多万次,访问区域涵盖国内各个省份,而且很多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家
的访客,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同样,数字博物馆的未来发展也还是需要引入更多的资金
保障,如何建立有效的产业化模式,吸纳更多资金投入,也作为数字博物馆在发展中必需面对的重
要课题。国外的很多数字博物馆尝试进行产业化开发,例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ofNaturalHistory)建立了以特色商品为主的在线交易平台AMNHShop(http://www.
amnhshop.com/)。
(四)面向个性化收藏的数字文化馆系统
在我国,个性化收藏已形成了一定的格局:企业主、职业收藏者、业余文物收藏爱好者这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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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者队伍从上到下依次构成了整个呈“金字塔”型分布的收藏者群体结构。针对庞大的个性化收
藏需求,我们可以借助数字全媒体技术,突破目前仅限于传统的实物陈展和简易的网络陈展方式,
以系统的方式高清、三维等新型数字全媒体化的方式进行展示,并建立支持新型个性化收藏形式的
数字博物馆。以这种适用个性化收藏的数字博物馆模式,最大化调动居民用户的积极性,拓展博物
馆陈展的受众和资源,推动数字博物馆在社区的应用,达到现代化教学科普目的。
五、结 语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新媒体的诞生都是弥
补之前媒体的不足。当受众发觉其生活中公共文化资源需求已经无法被传统媒体满足、并且认为
数字全媒体能够满足该需求时,他们就会开始采纳并持续使用这一媒体形式。互联网、手机无线网
等作为新媒体不是终结,媒体及媒体形态的发展也将越来越向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在数字化洪流不断涌现的今天,我们应正确看待数字全媒体时代的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利用
各种数字技术加强文化传播与交流。在数字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媒体公共文化传播服务体
系,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的公共文化资源传播需求为目标,以资源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技术智
能化、服务广泛化、管理实体化为表现形式,具有公益、普惠、均等、公开、透明、互动等特点,能够适
应当今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可以说,大力发展基于全媒体的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播
服务体系,对于积极推进新时期的公共文化资源的挖掘、共享与优化具有关键的载体作用,对推进
我国实施国家数字强国、文化强国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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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文本、图片、影像等多种形式的“大话语”研究正开启中国形象研究的新领域,但当下的话
语研究体系仍呈现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停留于书面文本层面,对于以图像、声音等其他模态的分析未有实
质性进展。本文提出一个贯通宏观、中观与微观的框架,从政治、社会认知、新修辞(包括视觉修辞和多模
态)等维度剖析话语意义。在此框架下,分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有关我国新疆地区的新闻报道,
从消息源与引语、重复与强调、隐喻、对比等方面剖析CNN的修辞策略和话语意图,一方面证明了此框架
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展示了中国形象话语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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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mageofChinahasbeenwitnessinganewageof“discourse”includingtheformsoftext,pictureand
video,butthepresentdiscoursestudiesstiltendtobeWest-centricandremainatthestageoftextwithoutmaking
muchprogressinregardtopicturesandvideos.Thepaperputsforthacombinedmacro-microframeworkto
deconstructmeaningimpliedinthediscoursefromtheanglesofpolitics,social-cognitionandnewrhetoric(visual
rhetoricandmulti-modalityincluded),withinwhichXinjiangreportsinCNNareexaminedtoseehowCNN
employstherhetoricalstrategiesofsourcing,quotation,repetition,emphasis,metaphorandcontrasttoachieveits
intentions,thusontheonehandjustifyingthevalidityoftheframework,and,ontheotherhand,revealinganew
orientationofdiscourseanalysisofImage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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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建构、注重对策的中国形象研究大潮中,以文本、图片、影像等多种形式的“大话语”研究
正在开启一个新领域,但当下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文化
 
对话和历史对话意识,但就整体而言,依然套用西方话语分析范式,难以避免“片面的深刻”、“深刻
的片面”的缺陷,结论难免有所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决策[1]185。
中国形象的话语研究应走向何方? 这是亟待回答的问题。在当前全球议程同化的态势下,身
负家国使命的学术界应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清除自我东方化,心怀多元文化意识,建立起文化对话
和历史对话的方法论,探索话语参与中国社会实践、再现社会事实和构建社会关系的社会功能,探
讨如何建立既顺应国际修辞潮流、又彰显自身传统的国家形象,承担起振兴中华的现实责任。
一、中国形象话语的研究范畴与研究现状
  中国形象话语与中国话语有联系,亦有区别。中国话语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当今中国历史变迁
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话语问题”,中国形象话语则包括中国的自我认知话语和国际体系内其它行为
体对中国的认知话语[2]57。前者侧重于中国本体的研究,重在发掘独特的中国话语特色,重新审视
传统;后者则包含了民众的信念体系,是中国投射在本国民众和他国民众心目中的镜像,在国家关
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按照话语生产者和话语受众来划分,中国形象话语大致可分为三类:(1)中国生产的话语;(2)他
国生产的话语;(3)跨国话语。前两者主要面向各自国家的民众,跨国话语则以外国受众为主要读者。
第一类话语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当代中国政策话语,如“和平发展”、“中国梦”,注重这些话语产
生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背景,关注它们在国际社会中对于中国形象塑造的作用,并由此提出有利于自
我发展的话语建构策略,如ZhangQing[3]、叶淑兰[4]。
第二类话语主要以外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剖析“他者”眼中的中国,多采用内容分析
或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从关键词、主题、事件入手,或以正面和负面为评判标准,分析外国媒体对
中国某一领域话语的总体态度,或通过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揭示隐藏于新闻背后的
“西方霸权”,如PengZengjun(彭增军)[5]、黄敏[6]、钟馨[7]。
第三类话语的研究则集中于我国唯一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报纸《中国日报》,这类研究或分析
我国对外传播话语的修辞特征,或通过和西方媒体话语策略的对比,管窥中西方媒体话语意义建构
的不同手段,从而思考对我国媒体的启示,如甘莅豪[8]、王国凤[9]。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看清国际舞台风云变幻的格局和各种言语行
为背后的意图,也帮助我们妥善地化解“他者”的误读,从容地应对西方的话语霸权,针对性地、策略
性地生产话语,从被动应答转换到积极构建。但是,整体而言,二元对立的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
作为一个特殊的议题,国家形象的政治性毋庸讳言,但若过于强调政治性,则有失偏颇,极易挡住向
历史、文化纵深延伸的视角,得出错误的推论,妨碍正确决策。
此外,由于“大话语”概念正在形成中,当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文字层面,对于以其他模态形式
(如图像、声音)出现的“话语”分析还未有实质性进展。宁海林、吴国华虽然首开了以“视觉表征”的
心理建构模式来分析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先河,但近几年这股风潮并未形成轰轰烈烈之态势[10]20。
多模态研究依然处于理论构建阶段,如Kress、vanLeeuwen[11]、Bateman[12],国内则以介绍、综述
国外文献为主,如李战子、陆丹云[13]、冯德正、张德禄、O’HaloranKay[14],成熟的分析体系还有
待于形成。
在此情势下,本文试图建立一个贯通宏观、中观、微观的话语分析框架,运用正在发展之中的
“大话语”概念,把符号与意识形态通过人类的社会认知联结在一起,解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生成过
程,剖析话语意义的实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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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形象话语的研究维度
  中国形象话语涵盖极广,但无可否认,冷战虽然结束了,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暗流涌动,
以国家、国家联盟为主要代表的各个集团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常常不惜运用各种手段“美化”自
己,“抹黑”对手,因此,国家形象的核心是政治性,是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隐藏于话语内
部,需要人们激活他们的社会认知机制,联结外部世界,在历史文化语境中建构和解构意义。而话语
意义的建构、话语意图的实现都有赖于各种话语策略,要落实到微观的修辞层面。因此,中国形象话
语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去分析:(1)政治维度;(2)社会认知维度;(3)修辞维度(话语修辞、视觉修辞、多
模态研究)。宏观上,以政治视角来解构意识形态;中观上,以社会认知视角联接微观符号与宏观历史
文化语境,揭示话语意义生成的过程;微观上,以符号修辞学为基础解构话语意义的实现策略。
(一)政治维度
当前,国与国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硬权力”(HardPower)和“软权力”(SoftPower)范畴,而
进一步延伸到“意指概念”(Ideographs)和“修辞权力”(RhetoricalPower)的争夺[15]133。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政府不仅自己亲自操刀,还经常利用各种媒介影响甚至策划议程设置,建构规训
话语,控制话语权,达到政治目的。媒介表面上恪守客观简练、公允中立的话语规范,但事实上媒介
机构的许多人员直接或间接受雇于“政府”和“安全局”[16]26-27,为强化“政治权威”、规范社会行为、
维持既存政治秩序、宣传主流价值观念服务[18]28。
政府和媒体的共谋关系最大程度地体现在核心概念的传播中,比如“人权”。以美国为例,“人
权”一直是他们指责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高频度核心话题,美国媒体也亦步亦趋。
2008年,CNN曾对我国“3·14”西藏暴力事件进行了一系列失实报道,直接造成西方主要国家舆
论的一边倒现象,对中国的人权形象和整体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CNN的这些报道和美国政府
每年发布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步调高度一致。针对美国政府的指责和西方媒体的“偏见”,中国政府
和媒体也作出了一系列反应。1991年,我国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后,《西藏的主权问题与
人权状况》、《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等一系列白皮书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建国后中国人权的长足进步
和发展。从2001年开始,我国还每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暴露美国的重大人权问题,戳破美国
的“世界人权法官”形象。双方在“人权”问题上争锋相对,中国政府由此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理解,
认为:人权的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国与国之间应该尊重彼此的历史文化,以及由于
历史文化等差异而产生的人权发展进程差异。由此,我国政府赋予了这个西方民主奠基石之一的
概念以新的“意义”。
修辞权力最集中的表现则在于如何创造、定义、转化“意指概念”。恐怖主义(terrorism)作为一
个极富争议的概念,经常被某些政治组织用作标签,用以谴责实施暴力或用暴力威胁的行为者和某
类群体,但另一方却往往把自己标签为解放者、爱国者、革命分子等,把对方视为恐怖行为的实施
者。对立的双方都以此为政治筹码,互相攻击,把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寻求国家舆论的道义支持。
而在现实政治中,这个概念更是存在被完全“颠覆”的可能。纳尔逊·曼德拉在“自由”抗争时期曾
被西方政府、媒体称为“恐怖份子”,抗争成功后,曼德拉作为国家领导人,一跃而成为西方政府、媒
体的“政治家”,死后哀荣亦盛,联合国安理会中止正在召开的会议,全体起立,默哀一分钟,后来多
国领导人亦发表了致敬哀悼的演说。
概念的恰当创造和转化对于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梦”标志了中国
政府创造核心概念的高水平。“中国梦”的内涵极其丰富,寄寓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包含了民众
个体对幸福生活的规划和向往,也融合了生活在中国的外国公民的期待。这既是个大国梦,也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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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众的个体发展、自我实现之梦。中国日报社将此译为 “ChineseDream”,与“American
Dream”(美国梦)遥相呼应,从外宣的角度来看,可谓完美之笔。尽管此梦与彼梦的内涵不尽相同,
但有了“AmericanDream”的铺垫,“ChineseDream”就更易于为西方受众理解与接受。
(二)社会认知维度
人类的社会认知是符号和现实社会的纽带,话语的社会认知视角解决的是符号与意义建构的
问题。话语的构建和解读过程可以概括为:发话人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策略,唤醒受话人储藏在脑海
的相应社会图式,把受话人的社会注意引向发话人预设的某一点,引导受话人作出发话人预设的
“社会推论”(socialinference);通过这些策略,发话人本人或所在机构的动机、态度和情感得以显性
或隐性表达[18]42。而这些社会图式、社会注意、社会推论都和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观、世界
观、意识形态有机相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社会认知即人类的世界知识和集体经验,
是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的知识沉淀。
也因此,历史文化语境对人类的认知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米歇尔·福柯认为,话
语本身就具有历史性,因为不同的“话语类型”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特定的话语类型在历史过程
中不断演变[19]183。话语是整部历史、整个文化的一部分,并映射出历史与文化。Wodak等学者结
合“社会政治语境”(socio-politicalcontext)和“话语-历史”视角实践批评话语分析,他们以某一
特定问题为线索,分析因果关系,还原作为客观事实的过去,推演出其历史演变规律[20]503。这种话
语历史观有比较清晰的脉络,但在以西方现代历史观来梳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时,其核心价值观依
然是西方的,难免居高临下。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起源不同,两者经历的历史阶段各不相同,在用西方话语理论分析与其异质
的东方话语时,必须回溯到历史中去寻找根源,所谓现实的“果”必然要追溯到历史的“因”。比如,如
果要研究中国现代农业话语,就有必要回溯到两三百年前的明朝,因为现代的农业管理体系沿袭了当
时的建制;如果要研究中国现代农业管理制度话语,就更有必要回到明朝的官僚管理体制。话语批评
绝不是对复杂现象作出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解释,而是要追根溯源,使复杂现象清晰化。
话语研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的历史观。过去的数据和事实,若不放在历史辩证的放大镜下,站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难免得到片面简单、甚至与事实完全相悖的假象。美国政府《中国的
人权状况》这样的白皮书,就是无视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的历史发展过程,无视他国的努力和进步,
有识之士不会淹没于数据精确、事例详实的貌似客观的横截面叙述里,更不会迷失于美国以“人权”
为政治资本的丛林里。
(三)新修辞维度
修辞是话语研究的微观视角。通过各种修辞手段,话语生产者或隐或显地实现话语意图。现
代科技的发展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把话语研究引向了“大话语”时代、“新修辞”时代,从文本走向
声音、图像、影视,研究对象更为全面,研究方法更为多元。新修辞可大略分为话语修辞、视觉修辞、
多模态研究。话语修辞以传统文本为研究对象,视觉修辞侧重于图像,多模态研究则关注语言、图
像、声音等多种符号资源形成的“大话语”。
话语修辞以语言符号为研究对象,运用传统修辞学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心理学、批评
话语分析、传播学等,探索话语策略与话语意图的关系,并揭示其背后可能隐藏的权力和历史文化
背景。比如,CNN在题为《一个遥远的岛礁如何使中国和日本产生隔阂》(Howaremoterocksplit
ChinaandJapan)(2012年9月17日)的报道中介绍了“争端背景”(Backgroundtothedispute),介
绍中方只有九个英文单词,“Chinasaysitsclaimextendsbackhundredsofyears”(中国认为主权
可追溯到几百年前),关于日方则用了共85词,详细介绍了日本所谓主权的来龙去脉,以及1972年
美国撤军时把此岛归“还给”日本的情况。CNN看似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不著一词,但倾向性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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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美国对钓鱼岛的立场有其所谓的历史“渊源”,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美国在环
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利益。
和文字相比,视觉符号更直达人心。图像通常更直观地指向特定的“霸权话语、生活方式、价值
观念、情感诉求、历史记忆、生命哲学或身份想象”[21]216。视觉符号具有在特定语境被喻化的能力,
比如,水墨山水、写意书法、汉服旗袍等常出现在中国城市的形象宣传片中,代表中国传统的诗意文
化,而设施落后的村庄、神情木然的儿童、铺天盖地的雾霾等,也常被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所利用,
用以刻意突显中国的负面形象。
多模态研究则属于综合的修辞手段,一般可分为主要模态和次要模态,次要模态通常是对主要
模态的补充。各模态之间有层次排列,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某种意义表达。而在声音、语言、图片、影
像等几种模态混杂的话语中,非语言模态的细节性选择通常对话语阐释着重要作用,但是,起决定
性作用的还是声音和语言符号,因为其构建的意义具有确定性。
四、案例分析:CNN有关新疆报道的话语分析
  薛可、梁海在《基于刻板思维的国家形象符号认知———以<纽约时报>的“西藏事件”报道为
例》一文中,以符号学的三要素———形式、指称、意义分别对应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报道、国家和政府、
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正如他们所言,西藏事件并不“天然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但是,通
过媒体一路“发酵”,将西藏事件的所指由事件本身上升到涉及东西方政治差异、利益冲突的重大事
件,一谈起西藏事件,便涉及到所谓“不民主国家”的人权问题,最终指向中国的国家形象[22]15。新
疆问题亦是如此。2013年,CNN将“10.28”天安门暴恐事件和新疆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发生在天
安门广场的爆炸现场图片大幅出现在他们的网页。图片中,一位警察大步匆匆在一排铁栅栏前走
过,左侧是城墙上高挂的毛泽东图片,右侧被炸的吉普车黑烟滚滚。从地区事件、民族问题,发展到
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新疆问题由此亦上升为关乎中国形象的重大问题。CNN在一篇题为
“ChinalinksIslamicterroristgrouptoTiananmenSquarecrash”(《中国把天安门暴恐事件与伊斯
兰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2013年11月1日)中写道:“TheTiananmenSquarecrash–whichtook
placeMondayinthepoliticalysensitiveheartoftheChinesecapitalunderneathagiantportraitof
MaoZedong–wouldbethemosthigh-profileattackinrecentyears.”(周一,在中国首都最敏感
的心脏部位,就在毛泽东的巨幅相片下面,发生了天安门暴恐事件。这是近年来最为高调的攻击事
件。)新疆问题从地区事件、民族问题,发展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由此被定位成关乎中国形
象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拟以CNN的新疆报道为例,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形象的政
治维度和历史文化维度,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语料收集与背景分析
本研究在CNN网站键入关键词“XINJIANG”,从2010年到2013年共26篇。其中,3篇为新闻评
论,1篇深度报道,22篇为新闻报道。因为评论和深度报道一般均涉及到新闻机构的主观立场,为了
更客观地分析号称“中立”、“客观”的CNN,本文主要以其中的22篇新闻报道(硬新闻)为语料。
22篇硬新闻的年度发表状况如下:
表1:CNN关于新疆报道的年度分布(2010-2013)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硬新闻篇数 6 3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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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如下:
表2:CNN关于新疆报道的话题(2010-2013)
话题 暴乱 工厂火灾 雪灾 地震 放开网络控制 官员任命
篇数 17 1 1 1 1 1
就宏观命题而言,火灾、地震、暴乱都是负面话题。因此可以说,从2009年到2013年的四年
间,CNN向受众展示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新疆,而暴乱新闻多达17篇,成为新疆的主旋律。
2013年报道量最多,“4.23”喀什暴力恐怖事件、“6.26”鄯善暴力恐怖事件、“6.28”和田暴力袭
击事件、“10.28”天安门恐怖事件,都发生在这一阶段。而且,上文提到的3篇评论和1篇深度报道
都发表于2013年,深度报道发表于在7月1日,其余3篇评论分别发表于10月31日、11月1日、
11月5日。这一系列密集轰炸式的议程设置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外一些不明真相的
人士指责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失当,国内则愤慨一片,中华网网民甚至在中华论坛上发起了“请支
持新疆恐怖分子的CNN滚出中国! 万人大签名!”的活动,截止2013年12月31日,支持者达15.
77万众。
(二)研究方法
这22篇硬新闻的文字材料通过 MAXQDA质性分析软件做成专用语料库,从微观的话语修
辞策略角度出发,对消息源、引语、重复、对比、隐喻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新闻话语修辞策略进行标
注,结合历史文化语境和政治视角,运用内容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剖析CNN的话语修
辞策略与话语意图,并揭示两者之间的意义构建关系。
(三)语料分析
1.消息源与引语
在语料标注过程中,为使消息源不至于过于碎片化,研究者做了类化处理,如把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地方政府发言人等归入到“中国官员”的标签中,把《新华每日电讯》归入到其总部“新华
社”中。在统计时,将消息源分为两类:组织机构类和非组织机构类。在组织机构类别中,又按
照他们的总体态度和他们在文中引语中的态度分为两类:支持中国政府类和不支持中国政府
类。其中,在“不支持”一览中,有三个海外的维吾尔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维吾尔组织、维
吾尔美国协会。其中,国际影响最大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被中国政府明确列入从事分裂国家
的犯罪活动的恐怖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美国维吾尔协会还都受到美国国会的民主基金
会资助。
具体统计情况请见下表:
表3:组织机构消息源
支持中国政府的消息源 出现次数 不支持中国政府的消息源 出现次数
中国政府 30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20
政府媒体 25 维吾尔组织 6
中国官员 24 美国维吾尔协会 5
新华社 23 美国政府 1
中国日报 6
中国警方 6
中国航空公司 2
巴基斯坦外交部 2
总计 11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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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身份,非组织机构的消息源也可分为两类:专家学者和平民百姓。具体如下:
表4:非组织机构消息源
专家学者 出现次数 平民百姓 出现次数
大陆专家学者 2 维吾尔人 12
香港专家学者 4 汉人 3
美国专家学者 1 维吾尔激进分子 3
总计 9 18
从表3来看,支持中国政府的消息源共出现118次,反对中国政府的为32次,相差悬殊。出现
次数最多的消息源为中国政府机构和媒体,左栏前六项(中国政府、政府媒体、中国官员、新华社、中
国日报、中国警方)均代表中国官方机构,总计114次;与此相对立的消息源为维吾尔各种组织,右
栏前三项(世界维吾尔大会、维吾尔组织、维吾尔美国协会)总计31次。就此数据而言,这些新闻似
乎向着有利于中国政府的方向报道,下文将就此深入分析。
从表4来看,专家学者共出现9次。专家学者因其渊博的学识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而具有较高
公信力,不难看出,CNN的新疆报道对此也善加利用。其中,大陆专家学者出现了2次,引语部分
主要涉及当前新疆局势。两位的观点恰好一正一负。第一位谈及目前的政策将给当地政府带来更
多收益,为当地人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另一位则谈及大量汉人涌入破坏了当地的手工业和商业,
而且,维汉商人生意互不往来。而香港和美国的专家学者作为信息源均出现在“10.28”天安门恐怖
事件中。香港专家学者认为天安门事件发生在十三大前夕,在中南海前,作案分子选择这个敏感时
间和象征性地点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政府丢脸;而美国学者则认为新疆暴乱不大可能与分裂主义
有关,质疑中国政府夸大事实。因此,在CNN引用的专家学者话语中,只有一位对中国政府的新
疆民族政策持肯定态度,导向性十分明显。
平民百姓作为消息源共出现了18次。维族人的“声音”主要包括:警察全天候巡逻;闭路电视
分布于各个街道与路口;维族人受到汉人和警察的歧视;随着汉人大量涌入,维民的经济状况愈加
窘迫;被管制后,新疆旅游业遭受重创。CNN还让汉人也发出“声音”,如:当地汉人抱怨游客稀少,
不满维民在高考、生育上的优先权。CNN还引入了维族激进分子的“声音”,矛头直指目前中国政
府的新疆政策和民族政策。他们认为,中国的新疆政策是为了减少维族语的使用,削弱新疆的宗
教、文化传统。CNN在这些新闻中“植入”的这些“声音”,都暗示了维汉矛盾,矛头直指目前中国政
府的新疆政策和民族政策。而且,这些内容从生活在新疆的平民百姓口中释放出来,在读者心目中
的“可信度”非常之高。
2.重复与强调
重复是最简单有效的强调手段。在这22篇新闻中,有6处(平均4篇出现1次)对维吾尔族人
(Uyghurs)的定义,反复界定他们的身份,突出他们与汉族在文化、语言、宗教上的不同。其句子结
构与句子内容基本相同,其一出现在题为“ViolenceinwesternChineseregionofXinjiangkils21”
(《21人死于发生在中国西部地区新疆的暴乱之中》,2013年4月25日)的新闻中,如下:
① UyghursarepredominantlyMuslimethnicTurkswhoarelinguisticaly,culturalyand
religiouslydistinctfromChina'smajorityHanpopulation.(维吾尔族绝大部分是土耳其种族的穆
斯林,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都不同于中国的多数民族———汉族。)
此外,CNN还刻意突出2009年新疆暴乱事件的死亡人数、受伤人数,22篇新闻报道中共出现
了10处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表达,其一出现在题为“16kiledincrashinChina’srestiveXinjiang
Region”(《中国新疆地区动荡,16人死于暴乱》,2013年12月16日)的新闻中,如下:
② Xinjiang'sworstviolenceindecadestookplaceinJuly2009,whenriotinginthe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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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umqi,betweenUyghursandHanChinese,kiledsome200peopleandinjured1,700.(2009年,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了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最严重的暴乱,200人死亡,1700人受伤。)
上文明示了暴乱由于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斗争而引起。这一表述在其他几篇新闻中得
到了加强,下文的内容分别在不同语篇中出现了6次和3次:
③ Uyghurshavecomplainedofdiscriminationandharshtreatmentbysecurityforcesin
Xinjiang,despiteofficialpromisesofequalrightsandethnicharmony。(尽管官方承诺了权利平
等和民族和谐,维吾尔族人还是抱怨在新疆受到安全部队的歧视和粗暴对待。)
④TheJulyriotsweresparkedbylong-simmeringresentmentbetweenminorityUyghursand
majorityHanChinese.(7月暴乱由于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和多数民族汉族之间的长期怨恨而引起。)
3.隐喻
报道中隐喻的使用并不少见,但是为了保持新闻的表面客观性,硬新闻语篇(除了引语)较少使
用具有既定正面或负面评价意义的固定概念隐喻。非固定概念隐喻,因其评价意义的隐匿性,更易
于为记者及其所在新闻机构所使用,隐性地表达他们的态度。对于非固定概念隐喻,其意义的解读
必须依赖于具体语境,“从认知角度去分析、理解、阐释隐喻的意义建构”[23]679。
在CNN 的这些硬新闻语篇中,出现了6个含有“simmer”(炖,慢煮,大多作动词)或
“simmering”的句子。前4个句子分别依次出现于下列新闻中:“Chinanamesnewpartychieffor
Xinjiang”(《中国任命新疆的新书记》,2010年4月24日),“4kiledafterattackinChina”(《4人死
于中国的袭击事件》,2011年7月18日),“Xinjiangcalmonanniversaryofdeadlyriots”(《致命性
暴乱一周年,新疆处于平稳状态》,2013年6月5日),“ChinalinksIslamicterroristgroupto
TiananmenSquarecrash”(《中国认为天安门暴乱事件与伊斯兰恐怖分子有关》,2013年11月1
日)。最后一个词组则在两篇新闻中都有出现:“Xinjiangcalmonanniversaryofdeadlyriots”(《致
命性暴乱一周年,新疆处于平稳状态》,2013年6月5日),“ChinalinksIslamicterroristgroupto
TiananmenSquarecrash”(《中国认为天安门暴乱事件与伊斯兰恐怖分子有关》,2013年11月1
日)。
这些表达具体如下(注:划线部分为隐喻,为保持语言通顺流畅,汉语译文对于上述隐喻采取了
意译的方法,舍形存意):
⑤ TheareainnorthwestChinawasthesceneofclasheslastyearwhenlong-simmering
resentmentbetweenminorityUyghursandminorityHanmajorityChineseeruptedintoriotsand
leftmorethan200peopledead.(去年中国西北该地区发生了冲突,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与多数民族
汉族之间长期积聚的怨恨爆发为暴乱,导致200多人死亡)(Chinanamesnewpartychieffor
Xinjiang,2010年4月24日)
⑥ The2009violencecameafterlong-simmeringtensionsbetweenUyghursandethnicHan
Chinese,whomakeupnearly90percentofChina’s1.3bilionpeople.(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紧
张状态长期维持,2009年发生了暴力事件。汉族几乎占据了中国13亿人口的90%。)(4kiled
afterattackinChina,2011年7月18日)
⑦ Tensionshavecontinuedtosimmer.(紧张局势仍然一触即发。)
⑧ Thesimmeringtensionshaveperiodicalyboiledoverintodeadlyviolence,mostnotably
inJune,whenriotinginUrumqi,thenationalcapital,kiledaround200peopleandwounded1,
700.(紧张局势一触即发,间歇性爆发为致命的暴乱事件。最严重的发生在六月间,在新疆首府乌
鲁木齐,大约200人死亡,1700人受伤。)(ChinalinksIslamicterroristgrouptoTiananmenSquare
crash,2013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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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Simmeringtensions(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
通过“simmer”(或“simmering”),CNN把维汉矛盾、新疆的紧张局势的形成喻化为动态的“文
火慢炖”的过程,和CNN在这些新闻语篇中明示的“这些年来汉人大量涌入”、“维人的经济情况堪
忧”、“维人抱怨他们受到汉人(或安全部队)歧视”形成逻辑上的因果关系。CNN还把新疆称作
“EastTurkistan”(东突),并一再说明维族与汉族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新疆和
许多文化、语言相同或相近的中亚国家接壤,甚至还在新闻“16kiledinclashinChina’srestive
Xinjiangregion”(《中国新疆地区动荡,16人死于暴乱》,2013年11月16日)用地图的形式清晰展
示了与新疆接壤的国家。
CNN的高明之处在于尽管他们没有明示语言、文化、经济、地理等与新疆暴乱的因果关系,在
文本中出现的是“when”(如例5和例9),“after”(如例6)之类表示时间的副词,甚至不用任何关联
词,但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就落入了他们预设的态度“陷阱”,把新疆局势归结为长期形
成的民族矛盾,也就是他们所谓的“simmering”(文火慢炖)。
在上面5句中,除了“simmer”和“simmering”,CNN还用了两个隐喻,“erupted”([火山]爆发)
和“boiled”(沸腾,煮沸),这两个词“火力十足”的词隐示了新疆局势的严峻性,他们同时还运用了
数字策略昭示了直接后果(200多人死亡),进一步加深读者对新疆局势的认知和印象。CNN诱导
读者出现这样的画面:新疆是座喷发的活火山,新疆是壶沸腾的开水,新疆的维民处于滚烫的沸水
和火山熔浆之中。若再和此前“文火慢炖”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新疆维民的“煎熬”就更加具象了。
4.对比
大话语包含了所有一切可喻化的符号,包括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建筑。在本文研究的CNN
关于新疆的新闻报道中,主要涉及文字和图像两种模态。因此,本文所涉及到的对比修辞包含了四
种可能的形式:文字对比、图文对比、图图对比、图内意象对比。
(1)文字对比
在这24个新闻语篇中,共出现了14处文字对比。其中两处除了句首用了不同的指称词,其余
内容完全一致,其一是前文提及的第(3)句,另一处出现在题为“Chinawidenstechnicalaccessin
Xinjiang”(《中国放开新疆的网络控制》,2010年1月18日)的新闻中,如下:
⑩China’sconstitutionguaranteesethnicminoritiesequalrights.However,ethnictensionsrun
deep,andminoritygroupssuchastheUyghurssaytheHandiscriminate.(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少数民族
享有同等权利,但是民族矛盾在激化,少数民族人民,如维吾尔族,认为受到汉族的歧视。)
在此,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愿望和少数民族人民的“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CNN都暗示了中
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失败。
CNN还利用对比隐含对中国官方信息的怀疑,甚至否定中国政府发布的消息,如2011年12
月29日,在一篇题为“China,Uighursofferdifferentaccountofdeadlyshooting”(《中国和维族人
对致命性枪击的描述不同》)的新闻中出现了如下句子:
􀃊􀁉􀁓 Thehostages-localvilagerslookingfortheirlostsheepintheruralcountyofPishan
outsideofHotancity- werekidnappedbyagroupofUighursonWednesdaynight,saidHou
Hanmin,aspokeswomanforthechiefoftheregionalinformationofficein Xinjiang.The
operationtorescuethemleftonepoliceofficerdeadandwoundedanother,hesaid.However,
DilxatRaxit,aspokesmanfortheStockholm-basedWorldUighurCongress,saidtheshooting
didnotstemfromarescueoperation.(据新疆当地政府发言人侯汉民说,周三晚上,在皮山县和田
市外,当地农民在寻找走失的羊群过程中,被一伙维族组织作为人质绑架。他说,在救援过程中,一
名警官死亡,一名受伤。但是,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DilxatRaxit说,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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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不是出于救援行动。)
在此,新疆当地政府发布的信息和反动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看法存在分歧。CNN看似“公
正”、“如实”地发布了新闻,而且在报道中大量“显性”地引用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官方媒体的话语,但
是,同时,CNN运用对比、重复等“隐性”的评价策略和修辞手段,让读者对这些信息产生怀疑,从而
不信任中国政府和中国官方媒体。
除此之外,CNN还利用对比来调动读者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情绪,如在题为“Chinawidenstechnical
accessinXinjiang”(《中国放开新疆的网络控制》,2010年1月18日)的新闻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InDecember,officialsalsosaidtheyplannedtoalowsomee-mailservice,butgaveno
timeframe.(12月份,有官员也说他们计划允许某些电子邮件往来,但是给出没有实施时间表。)
此事件的背景是:由于2009年的暴乱事件,为防止恐怖分子通过网络联络造成更大动乱,新疆一
度实施了网络控制,2010年,事逐渐情平息,政府准备放松管制。CNN在前半句抛出了一个正面信
息,但是正当读者期待更多利好消息的时候,刹那间“杀”出了一个反预期的信息,“没有给出实施时间
表”。受众的期待落空了,已经启动的认知系统被硬生生拦截下来,受众的负面情绪因此而被巧妙地
调动起来。
(2)图文对比
在这22篇报道中,11篇有图像,共22张。图像内容可分为4类:① 武警执勤,14张;② 现代
化摩天大楼的生活场景,2张;③ 新疆维族人民的生活场景,3张;④ 亚洲地图,3张。
在新闻“Snow,coldkilatleast4inwesternChina”(《雪灾和寒潮在中国西部造成至少4人
死亡》,2010年1月18日)中,大标题下面,赫然是一群衣着亮丽的都市人在洁白的滑雪场享受冬
日的闲暇时光,小朋友欢快地游玩,图片背景是三幢排列整齐的现代化高楼。图片下面的注释为:
Touristsenjoysnowsurfingataresortbyhigh-riseapartmentbuildingsinBeijing(游客在北京
高层公寓旁的度假胜地开心滑雪)。图片如下:
图1
这张文不对题的照片颇显突兀,北京的现代化、北京的闲暇,与报道中的新疆雪灾毫不相干。
CNN此举,可谓用心良苦。也因而成为所谓“公正”、“客观”报道的反证。在此,北京成为新疆雪灾
和受难人群的反衬,北京的欢乐因而有了“原罪”。这张图片,可说是CNN标榜自己所谓“公正”、
“客观”报道的反证。
(3)图图对比
在题为《致命性暴乱一周年,新疆处于稳定状态》的报道中,网站编辑至上而下连着放置了三张
图片,如上:
图2(见下页)下还有文字说明:ParamilitarypolicehavebeenoutinforceinXinjiang’s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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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eadofthe2009riotsanniversary(2009年暴乱周年前夕,武警战士在新疆首府全副武装执勤)。
前景中是两排荷枪实弹的两排战士背影,两旁是熙熙攘攘的人流与车流。图片最为突出的是一张
年轻战士稚嫩的脸,他看着镜头,表情木然。
图3是新疆喧嚣杂乱的市场。在人群中,头戴维吾尔族四楞小花帽、留着山羊胡子、看不出是在
买东西或卖东西的干瘦老人皱纹如刀刻,表情愁苦。旁边,一位身材壮硕的父亲领着毫无表情的儿子
擦身走过。
图4是一位身材高挑的摩登现代女性行走在高楼大厦间。前景中,两幢楼之间铺排着非常漂
亮的绿色植物。背景隐约可见其他的现代化大楼。
图3和图4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读者难以判断第三幅图片是新疆的某一个城市,还是中国其
他地区的城市。但是,武警、维族民众与摩登女郎,街头、市场与高楼,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尤其是
后两幅图片中隐含的两种生活的直观对比,强烈地刺激了读者的心灵。无疑,图片喻指的是维吾尔
族与汉族人民的巨大生活落差。而第一幅“武警执勤”的图片暗示了中国政府的“强权”和“武力”。
有了这些图片的先入为主,读者更容易进入CNN为受众所预设的立场。
(4)图内意象对比
图片内部的意象有时也会创造出冲突的效果。下面两幅图片分别来自于CNN的两篇报道,
第一幅出自题为“12kiledinriotinginXinjiang,China”(《12人死于中国新疆的暴乱事件》,2012
年2月29日)的报道,第二幅出自题为“UnrestinChina’sXinjiangkils35”(《在中国新疆的动乱
中35人死亡》,2013年6月28日)。图片均附有简要的文字说明,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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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AUighurwomancrossesastreetinfrontofChinesesoldiersinUrumqiinthisfilepicturedatedJuly15,2009.
(在这张2009年6月15日的档案图片中,在乌鲁木齐,一位维族妇女在一对队中国武警战士前穿过街道。)
图6 Apolicemanpatrolstheroadleadingintotheriot-affectedtownofLukqun,XinjiangprovinceonThursday.
(周四,在通往发生暴乱的新疆鲁克沁镇的公路上,一位警察在巡逻。)
即使没有图片说明,都可看出这两幅图片的前景和背景对比强烈。第一幅图片中,一位头裹淡
粉纱巾、身穿黑色长袍的中年维族妇女神情焦虑,她的身后是一队身穿迷彩军装、全副武装的士兵。
士兵与维族妇女背对着背,各不相干的样子。然而,正因为如此,读者很容易推导出,维族妇女的焦
虑可能正是来自于荷枪实弹的士兵。第二幅图片的疏离情绪则更加显化。一位皮肤黝黑、神情严
肃、手持冲锋枪的武警睥睨镜头,马路另一头的一群老百姓(其中由带着维吾尔族的四楞的小白帽)
则对着这位武警战士的背影,在远远观望。
这两幅图片的前景和背景正好相反,前者是维族老百姓—武装力量,后者为武装力量—包含维
族的老百姓,但从图片意图来看,两者都制造了对立的画面效果,这也正是CNN的不言之意。图
片所表现的意象是如此直接,即使没有文字说明,读者亦能感受到其中的紧张状态,也能感受到老
百姓对此状态的疑虑和焦虑。
(四)案例讨论
记者或其新闻机构的态度决定了新闻的框架。新闻框架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框架用
以定义问题、诊断起因、作出道德判断、提出解决办法;第二层次,Entman认为框架表现了其独特
的机制作用,即“选择”(selection)和“突显”(salience),记者常会有意识选择事件的某些方面,通过
各种话语手段,使被选择部分在文本中突显,达到他们想要的传播效果[24]52。
因此,CNN对于新疆的这些报道,它的议程设置、它的话语策略,都不是偶然,而是由其态度决
定的。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CNN把中国新疆暴乱问题的起因诊断为:(1)维吾尔族与汉族属于
不同的民族,语言不同,文化差异大,大量涌入的汉人看不起维民;(2)维民生活困顿,经济拮据,与
中国其他地区差距极大;(3)各种管制、安检均针对维民,使得维民倍感压抑。由此CNN隐含在字
里行间的道德判断显然倾向于参加暴动的维民,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暴乱分子称为“恐怖主义”,而没
有把这些行为称为“恐怖行为”。他们在新闻图片中展示维民的愁苦与贫穷,维民在生活中的压抑
状态,目的在于诱导读者对暴乱分子产生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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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并没有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在《中国新疆地区动荡,16人死于暴乱》的报道
中,他们贴出了三张地图,分别是与新疆北部、西部、西南部接壤的国家,结合在其新闻中出现的文
字“TheUyghursaremostlyMuslimsinXinjiang.SomeIslamistsrefertotheregionasEast
Turkistan”(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大多为伊斯兰教徒。一些伊斯兰教徒把这个地区成为东土耳其斯
坦),似乎已经暗示了解决办法。
可以说,在新疆问题上,CNN是美国政府的共谋。在新闻中一再出现的世界维吾尔大会,被中
国政府列为分裂国家的恐怖组织,每年均得到美国国会属下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
基金会(NED)的资助。该组织在世界主要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均有分会组织,
大会的第二届、第三届主席热比娅·卡德尔在西方势力的斡旋下还三度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再来分析框架理论的第二层次。除了上文分析到的选择消息源和引语、运用隐喻、重复、对比
等修辞策略,CNN还利用了其他各种策略。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曾把新闻报道中的受害者分为两
类:“有价值受害者”和“无价值受害者”,他们认为,为宣传需要,在新闻中,对有价值受害者的报道
通常充满了血腥的细节,引用受害者的愤怒语句以及伸张正义的要求,而对无价值受害者的报道则
低调处置,只对暴力的普遍存在和人生本就蕴含的悲剧表示同情[25]27-31。在3.1中曾分析过的18
个平民百姓消息源中,无一为新疆暴力恐怖事件中的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这与CNN在“9·11”
事件中的表现截然相反,爱德华·萨义德曾在《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
他地方的方式》一书中特别指出,美国所有的电视报道都“将那几架可怕的客机造成的恐怖送入每
个家庭,毫不间断地持续”[26]225。CNN的新闻报道中没有出现新疆暴恐事件的受害者和受害者家
属,是因为这些材料不能为他们的传播目的服务。
通过图片和文字,CNN还把维汉对立、军民对立突显为非常强烈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维民
与汉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新疆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解放军、武警战士与当地民
众的互相警戒状态,这种笼统化的二元对立完全抹杀了中国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努力和新疆这些年
来取得的成果。
如果剖析其更深层次的根源,CNN的这些报道策略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新疆临近中
亚,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接壤,有着极
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此外,新疆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正如CNN在报道中三番五次提及)。9
·11事件之后,为了牟取中亚的地缘战略利益和战略资源利益,美国借助打击阿富汗恐怖势力之
机加紧军事部署,加强各方面的渗透。对美国而言,新疆无疑又是一颗非常理想的棋子。新疆如若
一乱,美国借此可以牵制的就不仅仅只有中国,还有同新疆相邻的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这个大国。
另一因素则是意识形态。“以反共为工具的控制机制,其力量渗透到体系的每个角落”,“无论
在平时抑或是红色恐怖时期,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和判断都很难跳出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二元
框架”[27]26-27。黄敏在分析了CNN对于“3·14”西藏事件的29篇报道之后,亦认为,反共依然是
美国的国家“宗教”,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28]32。CNN 在题为“(Ayearafterunrest,
Xinjiangcalmer”(《动乱一年后,新疆更稳定》,2012年6月6日)中报道中曾写道:InApril,Beijing
namedZhangChunxianasXinjiang’spartychief,replacing WangLequan,ahard-line
CommunistPartyapparatchikwhoheldthepostforseveralyears.(4月,北京任命张春贤为新疆自
治区书记,代替了强硬的共产党官员王乐泉。王曾在此职位任职数年。) 根据《柯林斯英语词典》
(第11版)的英文释义,“apparatchik”的词源来自于俄语,中文为“专职政党工作人员”,通常贬义,
译为“(对上级或组织盲目服从的)统治机器工作人员,官僚”。在此,号称“不含态度”的CNN新闻
露出了负面、贬低的态度,对共产党的敌意明显可见。
中美两国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存在诸多差异,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已有一个世纪的历
511第4期 王国凤 喻旭燕:中国形象的话语研究: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疆报道为例
史”[29]17。这些偏见,有的是因为政治因素,也有的是因为认知的傲慢或历史的惯性。由于美国本
身国力的强大,美国人早已形成了惯有的优越感和傲慢,但是,近十年来,中国的快速成长已经使得
美国感觉到了异样的压迫,美国的自我形象因此而受到挤压,为了维持其固有的心理优势,美国人
更愿意循着这种偏见的惯性,放任某些长期形成的“刻板形象”继续流传。
五、余 论
  话语印刻下社会实践的痕迹,唯有对具体话语的分析才能认清社会实践的本质,话语研究也才
有现实意义。研究中国形象话语,正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中国———“自我”眼中的中国和“他
者”眼中的中国。
话语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批评分析,生产出理性的“再创语篇”,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
量[30]343。比如,吴宗杰等将历史话语视作反观当下的话语资源,将“春秋笔法”表现的“微言”、“微
意”、“志而晦”等独特的儒家历史书写方式、隐而不显的中国式批判风格融合在现代遗产话语中,通
过对历史碎片的再叙述、再语境化,实现历史遗产话语类型的当下蜕变,这是一条极具问题意识和
现实主义精神的话语探索之路[31]92。对于中国形象话语的探索,我们也应立足于此,把中华传统
话语的精髓与西方的话语叙述方式融合在一起,走向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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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背景下非法出版物规制的创新
崔明伍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打击非法出版行为是国际通例,我国自不例外。我国现行立法将出版者无合法资质的出版
物称为“非法出版物”,将内容违法的出版物称为“违禁出版物”,并分别规定了制裁措施。将资质作为认定
非法出版物的唯一标准难以应对数字出版时代涌现的新出版形态,对数字出版的发展不利。应该抛弃资
质标准,根据内容违法的情形对非法出版物施以不同制裁。
[关键词]数字出版;非法出版物;规制;创新
InnovationofRegulationontheIlegalPublicationsinDigitalPublishingEra
CuiMingwu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Anhui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Abstract:Chinaisfightingagainstilegalpublishinglikeothercountries.InChina'scurrentlegislation,"ilegal
publications"meanstheirpublishershavenoqualifications,simultaneouslythe"prohibitedpublications"represents
theircontentsareilegal,andtheywilbesubjecttodifferentsanctionsrespectively.Itisquestionabletodealwith
numerousnewly-emergingsortsofpublishingindigitaleraifthequalificationwasidentifiedastheonlycriterionto
judgetheilegalpublications,anditisunfavorabletodigitalpublishing.Weshouldimposesanctionsonilegal
publicationsbasedontheirilegalcontentsratherthanthequalifications.
Keywords:digitalpublishing;ilegalpublications;regulation;innovation
《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新闻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短短几年,
数字出版在各个领域表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2013年,数字出版收入在全行业占比继续提
升,新型数字化内容服务收入增长迅猛。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2540.4亿元,较2012年增加604.
9亿元,增长31.3%,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13.9%,提高了2.3个百分点。与此相比,电子书、互联
网期刊与数字报纸营业收入增长速度仅为7.0%,远远低于数字出版整体增速。[1]4由此可见,大力
发展数字出版产业是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的必然选择,是实现新闻出版强国目标的战略
方向。无论是传统出版单位还是民营书业,都正在为未来的数字出版谋篇布局,为书写属于自己的
出版数字化篇章而运筹帷幄。[2]3
有出版活动,就有非法出版和非法出版物。随着数字出版时代的来临,非法出版和非法出版物
 
也随之呈现出新的形式。2013年全国前三月收缴非法出版物357万册,为近年来首次大幅下降。
原因固然多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非法出版活动转移至网络。新成立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
随之将“扫黄打非”整治重心转向网上。[3]但如果立法层面上对非法出版活动和非法出版物的规制
失其要领,会给行政执法乃至新闻出版强国目标的实现制造障碍。但考诸现行立法,笔者认为,我
国现行规制“非法出版物”的法律制度已很难适应数字出版时代的需要。
一、我国现行 “非法出版物”立法的演进
  出版物是出版活动的产物,不过,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出版”的狭义上的法律,国务院1997年
颁布,2013年最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是出版方面最高位阶的法。其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出版
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严格地说,这种列举式规定并不是关于“出
版”的法定解释,由此也难以推断出何为“非法出版”行为。
追溯至198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国发[1987]65号),其第一
条规定了两种非法出版活动。第一,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
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违者属非法出版活动。第二,非出版单位编印、翻录内部使用
的非营利性的资料性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须报经主管单位批准,并经县级以上(含县级)新闻
出版(文化)行政机关或音像管理机关核准并发给准印证,方可印制。违者亦视为非法出版活动。
1987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院发布《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
通知》,通知规定,根据国发[1987]65号文件,对于严重的非法出版活动可处以刑事制裁。
新闻出版署等六部门于1987年底联合召开了部分省市新闻出版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
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并发布该座谈会纪要。该纪要第一次
明确提出“非法出版物”的含义:“凡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
刊、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非出版单位编印、翻录内部使用的非营利性的资
料性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须报经主管单位批准,并经县级以上(含县级)新闻出版(文化)行政
机关或省以上(含省级)音像管理机关核准并发给准印证,方可印制;否则,所印制的出版物,亦视为
非法出版物。”①“上述规定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以出版物本身是否取得国家有关部门认可为依
据。按照有关行政法规定,只有经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审批登记、经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并
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出版单位,才是合法出版单位。凡不是合法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
物,均是非法出版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通知、纪要对“非法出版物”解释并非法定解释,因为通知和纪要都不是
我国的法律渊源,尽管两高的通知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非法出版案件都具有约束作用。
1997年,国务院出台《出版管理条例》,其中虽列举了几种非法出版行为,但并对“非法出版”和
“非法出版物”作法定解释。1997年12月30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其第六十五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出版物,是指违反《出版管理条例》未经批准擅自出版的出版
物,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纸、期刊名称出版的出版物,擅自印刷或者复制的境外出版物,非法
进口的出版物。”《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解释并未超出1987年《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
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或者说,其解释甚至不如纪要的规定来得精练。但《出版管理条例》是
行政法规,《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是行政规章,它们属于广义上我国法的渊源。至此,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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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纪要中称国发[1987]65号文规定了“非法出版物”的含义,其实不然。此定义是该纪要根据国发[1987]65号文的精神
加以阐发的。
关于“非法出版物”才算有了真正的法律规定。
二、现行“非法出版物”法律概念的解析
  从传统出版的角度看,衡量出版物是否合法要看出版单位是否具有相应资质和出版物质量是否合
格。以图书为例,根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其质量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编校、设计、印制。内容以不违
反《出版管理条例》强制性规定为合格。编校、设计、印制均须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特定的出
版物(如辞书、中小学教材、有关重大历史题材的出版物等)要求则更多。数字出版物(或网络出版物)除
没有印制质量的要求,其他和传统出版大抵类似。此外,无论是传统出版物还是数字出版物,都不得侵犯
他人的著作权。理论上说,以上各项中,只要有一项不符合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出版物都属非法出版物。
可目前在我国“凡不是合法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均是非法出版物。”
换言之,在我国,出版单位是否依法设立是决定出版物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不论其出版物
质量如何。实践中,一旦认定出版主体无合法出版资质,出版物的非法性已基本可以确定。而在出
版主体合法的前提下,对主体行为及其行为客体的判断,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出版物则存在“非法”
“合法”和“合法但存在违规行为”三种情形。[4]65-68出版主体合法的“非法”出版物指的是内容违法,
而内容违法的出版物在我国被称为“违禁出版物”(《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六十五条),出
版违禁出版物,“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出版
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处罚。出版编校、设计、印制等不合格的出版物,情节严重者可按《产
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实践中,出版“违禁出版物”构成刑事犯罪的,其罪名根据违禁的内容而定,如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罪,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侮辱罪,诽谤罪等。而出版“非法出版物”
的,一般只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法释[1998]30号)。
在笔者看来,现行规制非法出版物的制度本身便有若干法律问题,甚至与我国宪法相抵触。我国
《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享有“(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
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
者复制件的权利;……(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
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也就是说,著作权人可在不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的情
形下,按自己的意志独立行使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出版管理条例》第
九条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即享有出版权的只能
是依法设立的出版单位。如未经依法设立的出版单位出版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公民个人或单位印
制的哪怕是非公开发行的、纯粹属于内部使用的非营利性资料都是非法出版物,而应受到取缔或惩
治。《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著作权法》是全国人
大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出版管理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法律效力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更进一步说,依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出版自由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版管理条
例》将出版作为出版单位的专属权利,这是对公民出版自由的一种限制甚至是剥夺。依《立法法》第
八条,“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只能制定法律。换言之,这不是《出版管理条例》的权限范围。
三、现行“非法出版物”的法定解释难以应对出版现状
  (一)资质问题滋生出版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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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否具有出版资质作为认定非法出版物的标准,对内容违法的出版物另行处理,在出版业作
为受到国家严密控制的垄断性行业的背景下,有其合理性。今天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国家对出
版行业的准入门槛逐步降低。《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要
“全面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工作。”“推动新闻出版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扩大对外开放,引进战略投资者。”转制改革就是转企,就是市场化。这就要求出版单位
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但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我国对出版资质仍采审批
制,非国有资本目前很难通过审批,遑论获得和国有出版单位平等的地位了。
实事求是地说,出版资质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某些既无竞争意识又无竞争能力的国有出版单位的保
护伞,是非国有资本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也造就了我国不完全市场化的出版业。尽管如此,也难以遏制民
间资本逐利出版业的冲动,近年来,非国有资本一直游走于政策与市场的边缘,它们通过与国有出版单位
的合作,从被严厉打击的“非法出版”到“新兴出版生产力”,目前已撑起出版业的半边天。
出版业的这种不完全的市场化或曰双轨制很容易滋生出版乱象。一方面,国有出版单位的制
度性资源使其缺乏竞争的动力,更没有创造力。结果便是优不胜,劣不汰。另一方面,非国有资本
无法确立自己的市场主体地位,难以进行长期的经营规划和赢利预期,难以吸引资金与人才,也难
以打造自己的品牌。于是,很多民间出版人做着一锤子买卖,以“嫖客”心态搞文化。[5]
(二)以资质为合法出版的前提无法应对数字出版时代各种新生出版形式
每一次信息技术革命都会拓宽出版物的范围,给非法出版物规制带来新挑战。数字技术的出现为
权利人传播其作品创造了新的便利机会,同时也为受众接收和享受作品提供了新的途径。当数字技术与
现代传播技术成功结合后,在网络传输条件下,权利人可以随时随地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传输自己的作
品,公众可以自主进入网络,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独立接触网络传输中的作品。这种传输与接收的
形态和传统出版中的复制与发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不太准确地说,这种形态便是数字出版。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未采用数字出版及网络出版的名称,而称之以“互联网出版”。① 《互联
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将“互联网出版”定义为“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
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
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同时规定“互联网出版机构,是指经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电信管理机构
批准,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此规定和国家对传统出版的规制精神一脉
相承,即申请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除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条
件外,还应当具备《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的条件。[6]
如同规制传统出版的《出版管理条例》和《著作权法》中的“复制权”、“发行权”的冲突一样,规制
数字出版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和《著作权法》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发生了冲突。按照
相关规定,如前所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是著作权人,如果著作权人未通过具备资质的数字出
版机构,而是直接将自己的作品上传网络甚至获取报酬,这到底是其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还是从事
非法出版? 某研究院一份名曰《2013-2018年中国网络出版行业市场发展分析及投资策略研究报
告》网上标价7000元。这是实实在在的出版行为,可笔者在其网站主页并未找到《互联网出版管理
暂行规定》所要求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文号”。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我国的网络上已屡见不
鲜,难道这些研究机构从事的都是非法经营行为,这些报告都是非法出版物?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络用户,实践中,只要内容不违法,网络用户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发
布信息,传输作品,网民个人的博客、播客、微博等,实际上就是自己的网络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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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字出版”和“网络出版”一直难有公认的定义,二者是否同义也有争议,笔者在文中使用“数字出版”这一概念指代所有
基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而产生的出版形态。
除了这些看似不太正规的网络出版物外,类似美国亚马逊公司(Amazon.comInc)推出的“自
助出版平台(DirectPublishing)”式的出版形态不仅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本自己的书”成为现实,
而且会实实在在地侵蚀传统出版社的利润来源。畅销书作家特里萨·拉根最初被十几家传统出版
社拒绝,她试着将书稿传给“自助出版平台”,然后根据定价分成。到2013年2月,她所有作品的销
量已经超过了65万本,获利超过百万美元。[7]
其实我国也有过这种自助式出版模式,那就是“印客(Inker)”。但囿于国内的法律和政策,印客们
一开始便没有涉足发行领域,只是以互联网为沟通平台,与客户讨论稿件编排,按约定量印制,最后交
给客户。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等四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规范利用互联网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通知》是
我国印客发展的分水岭。《通知》规定:提供经营性排版、制版、印刷和装订服务的“印客”类网站,属于
印刷经营活动,应事先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在“印客”业务范围方面,《通知》规定:从事出版物印
刷经营活动的“印客”类网站,不得接受没有出版单位、书号、刊号和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的个
人小说、诗集、文集、“博客”书等。同时,“印客”类网站将个人小说、文集等数字化作品登载在网站上,
提供在线浏览、阅读或下载服务的,属于互联网出版活动,须按有关规定,取得互联网出版许可。《通
知》发布前,印客在宣传上虽不明说是图书出版,但犹抱琵琶半遮面,称自己印制的“书”没有书号和定
价,不进入发行领域,只是印刷品而不是出版物。《通知》发布后,印客则决不宣称自己的行为为“图书
出版”了。今天,这种在国外被证明是较成功的出版模式在我国快销声匿迹了。
一纸通知让一度红火的印客趋于消亡,这也从反面证明一味地强调资质会扼杀一个新生事物。
我们无法预料数字出版还会出现何种新模式,但可以预料的是,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中,除非既有的出
版单位,任何新出版模式的运用者都难以取得出版资质。这会不会逼迫他们快进快出,玩一票就走?
(三)以资质为前提易引发中外文化贸易磨擦
出版物是文化产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文化产品(culturalgoods)一般指传播思
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们提供信息和娱乐,有助于形成集体认同(colectiveidentity)并
影响文化行为。[8]13因为文化产品具有商品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国际社会对于文化产品贸易一
直有贸易自由化(以美国为代表)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以法国等为代表)之争。因文化产品对维护一
国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价值体系乃至社会秩序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出于文化安全的考
虑,一直对文化产品进口采取相应的限制和审查措施,未经合法进口经营企业经正当程序进口的出
版物也是非法出版物。而这也引发了一些中外文化贸易磨擦。
2007年4月10日,美国将我国有关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进口权和分销服务的措施诉诸
WTO争端解决机制。同年7月,美国又提出补充磋商请求,将我国进口电影发行和网络音乐方面
的措施也纳入申诉中。10月10日,美国要求 WTO建立专家组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和审理。11
月27日,争端解决机构应美国请求设立了专家组。与此同时,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台
湾也宣布保留第三方权利。
这次中国被诉,和以前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类似,是法律本身之诉。美方要求对我国涉及国务
院、有关部委发布的法律文件共16件①进行审查。2009年8月12日,WTO争端解决机构正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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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16件法律文件是:国务院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2002)》、《出版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2001)》;部委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发改委、商务部令)、《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2005(文化部、广电
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发改委、商务部)、《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广电总局、商务部)、《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
施细则》(广电总局、商务部)、《2002年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法》(文化部、海关总署)、《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文化
部、外经贸部)、《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2003》(新闻出版部署、外经贸部)、《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
见2005》(文化部、信息产业部);新闻出版总署单独发布的《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管理办法》、《设立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审批》、
《1997年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以及文化部《关于实施《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文市发[2003]27号)。
WTO成员散发该案专家组报告,长达469页的报告得出的结论对中方不利。该报告部分采纳了
美方提供的证据,建议 WTO争端解决机构敦促中方调整国内政策,使之与其对 WTO承诺的义务
一致。9月22日,中方就这一裁决结果提出上诉。12月21日,WTO上诉机构散发了本案诉讼判
决报告,认为中国对进口图书、电影和音乐的限制违规。此判决被视为中国自2001年进入 WTO
之后最大的一次失利。[9]17
诚如曾令良教授所言:“案件最终败诉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相关措施就必定违反了 WTO的相关规
则,更不等于最终的裁决是公正、合理的”,[10]12-17但评估本案,有很多值得相关部门思考的东西。本
案中,美国主张,其不反对中国政府对进口出版物进行内容审查,而反对国有企业进口本身。因2001
年《出版管理条例》第42条规定,只有国有独资企业,并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
及其主管机关,在符合国家关于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的情况下,才能设立出版
物进口经营单位。而国家并没有关于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总量、结构、布局规划的明确的书面规定。
国有独资企业对出版物进口的垄断,与我国入世时承诺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尽
管中方解释道:入世时承诺的情况和案发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某些概念(如soundrecording)的理
解存在争议等,但未能取得 WTO专家组的认同。WTO专家组将第42条分为两类:一类是标准条
款,如合适的组织与适格的人员等;一类是排除条款,如国有独资企业才有资格申请设立进口经营单
位。而这类限制其他类型企业进入的条款正是美国指控的核心,该指控得到专家组的支持。
尽管本案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国对外来出版物的审查原则,但对我国文化产品的管理体制产
生了重大冲击。此后我国对涉诉的《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
法》、《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管理办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进行了修订,废止了《外商投
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等。
修订后的行政法规放宽了对设立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的限制。《出版管理条例》不再要求是国
有独资企业才能设立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但保留了“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
及其主管机关”的规定。目前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并未出台明确的关于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该如
何确立主办单位及主管机关的规定。参照新闻出版署1993年《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
位职责的暂行规定》,出版单位的主管单位只能是县(处)级以上国家机关或准国家机关,而且“主管
单位、主办单位与出版单位之间必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能是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修订后
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将此前音像制品成品进口业务由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指定”的进口单位
经营,改为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进口经营单位经营。不过,这从根本上看仍然是
“渠道限制”措施,还可能面临违反 WTO规则的局面。
四、建议与结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39条提出,允许社会资本参与网络出
版,在特许经营的前提下,也允许制作与出版分开。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未知的出版形态随时会
涌现,如果抱定“凡不是合法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均是非法出版物”及“凡不是合
法进口经营单位进口的出版物,均是非法出版物”,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及司法部门对非法出版物的
规制难免左支右绌。因此,我们对非法出版物的规制必须创新。笔者建议:
(一)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规制模式
我国对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复制、进口、发行等业务都规定了看似宽松,实则难以达到的高要
求,且都实行审批制,即必须经过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核批准。依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在《关于贯彻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五项原则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国审改发[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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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解释,“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包括有行政审批权的其他组织)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依法提出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认可其资格资质、确认特定民事关系或者特
定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行为”。审批的重点是“审”,且须“依法审查”,不过,实事求是地说,
我国各类出版单位的设立审批不够规范和公开。审批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市场,直接介入
资源的配置,是对市场主体的事先选择,即相信只有某些人才能够做好某一工作。这种选择只会是
垄断的而非竞争的。于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特色及文化安全,我国过去在包括出版物在内的文
化产品生产流通体制上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这种规制模式重视对出版单位的事先审查,忽略对其
事中及事后监管,因此,即便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出版行业中,乱象仍层出不穷。
加入 WTO后,我国在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上,面临着从只相信某些人才能做好某一工作向对所
有的人制定从事某一工作的标准的转变。尽管出版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但我国近年来对出版物的
复制、发行和进口经营资格都一再放宽。数字出版时代,对各种新生出版形态都进行事先审查不切实
际,对未经审查的出版形态下的产物都界定为非法出版物也不太可能。借此机会,正好改变我国对出
版业“重审查,轻监管”的规制模式,除出版物内容生产外,对出版物流通领域由审批变为核准,并加强
对流通领域的日常监管。这样,在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整个过程中就无明显的疏漏了。
(二)改变 “重形式,轻内容”的监管方法
任何国家都会规制非法出版活动,但认定出版行为的非法性一方面要看其是否违背了出版法
律的强行性规定,另一方面要看该行为本质上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应
仅仅把违法看作是对法律的违反,不应认为仅仅由于法律规定某种行为是违法,才存在违法。违法
行为的违法性是其社会危害性的法律表现。”“现实生活中,什么是实际上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
为,同什么仅仅是被法律确定为违法的行为,存在着深刻的差别。不能像法律实证主义者那样把二
者简单等同。”[11]334-335我国对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复制、发行、进口诸行为的规制屡屡产生争议,在
笔者看来,根本原因在于只看出版者资质是否合法,而不考虑出版物本身的内容是否具有社会危害
性。这种“重形式,轻内容”的监管方法也应该改变了。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显而易见的是,出版物的内容违法比形式违法其危害性要大得多,在
我国放宽对出版物流通领域的限制后更是如此。因为依现行法律法规,生产、流通形式违法的出版
物构成的是非法经营,依《刑法》第225条的精神,非法经营活动侵犯的法益是国家通过特定许可管
理形成的市场经营秩序。[12]12虽然目前我国对出版业的准入采审批制,但出版行政法规及规章中
并未规定出版业是国家特定许可的行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
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中对非法经营行为的界定似乎是对《刑法》第225条的扩大解释,司法
解释能否对刑事基本法的规定作扩大解释或可商榷。
笔者认为,是时候抛弃非法出版物的形式认定标准了,如果所谓的非法出版物中含有违禁内
容,则按相应规定处理。其实,我国的“扫黄打非”工作中,一开始这里的“打非”便是从内容违法的
角度认定的,指的是地下出版的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刊物。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指出,
“打非”要承担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13]28-30其实,一般意义上“黄”属于“非”,人为地制造
区别不利于相关工作,比如原新闻出版总署有个部门叫“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司”,其名称便有叠床
架屋之嫌。再者,以内容违法作为出版物违法的标准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在前引之“中美出版物市
场准入案”中,美方和 WTO专家组也都认可我国对出版物的内容审查。
从1989年开始,我国每年都开展针对非法出版的“扫黄打非”工作。二十多年来,成效卓著。数
字出版时代,非法出版物规制工作的范围将不断拓展,监管事项将日益繁多,制度创新是必然的选择。
邓小平曾经用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标准。我们不妨借用一下,用以评价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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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将来的非法出版物规制制度:第一,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健康的文化需求;第二,是否有利于出版
业生产力的提高;第三,是否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及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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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未来为何?
———读《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
王 昀
  “未来”恐怕是最令我们绞尽脑汁的字眼了。诗人里尔克说:“未来走到我们中间,为了能在它
发生之前很久就先行改变我们”。[1]为了理解这种改变,人们穷尽自身视野,极力投向更远的世界。
执着于未来,是为了对当下的行动予以告诫。至于如何看见未来,则需要充满智慧的想象力,需要
忍受嘲笑与被误解的勇气,需要对历史与现实全面而细致的洞察。
对于读者来说,《传媒的魅力》一书谈论的便是这样一个极易引起兴趣的话题:它谈论传播的终
点在哪儿,它谈论传播学科何去何从,它谈论中国媒体路在何方。止于传媒而又超越传媒,它谈论
的,其实是我们所体验的世界的变化。它,正是关于未来。
本书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是零散的、串珠式的观点集锦。传媒的魅力蕴含于传
播未来的一举一动。邵培仁先生用散文化的笔调探讨了社会传播结构的转型,其所言虽名为“未
来”,却恰恰是为今天而写。事实上,书中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与现象,正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对未
来的判断是如此之难,以至于许多人避之不及。但“预测”本身又是一种最激动人心的思考,如同赖
特·米尔斯所声明,人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
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2]3
学术必然要为未来留下某种余地:它既需要预留充分的想象空间,又需要给读者一个坚强有力的
判断。对此,本书作者的态度积极而明朗。传播的未来为何? 作者用浅白直率的语言给予了自己的
回答。
传播的未来是传播学科走向整体统一的未来。“走向整体,既是对当下世界经济、文化、传媒巨
大影响力的正确抉择和合理应对,也是对人类远古智慧的重新认识和理性回归”(除特别标注外,本
文引文均来自邵培仁著《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
版)。作者强调“建构整体的传播学”,乃是基于其一贯倡导的有机协调、整体互动的传播生态观。
在此之中,又暗示出强烈的中国“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观念。结合作者的观点来看,
整体统一的传播学应当有着三层意味:其一,乃是意味着传播学科从附庸其它学科背景的状态中脱
离出来,实现其本身学科独立性的整体统一;其二,乃是意味着实现学术范式走向分散与融合、历史
与现实、传统与创新一脉相承的整体统一;其三,则是意味着传播视野迈向全局空间,认同文化多
元,拓展共识边界的整体统一。在奉行“小而实际”的研究风尚下,本书强调走向整体,看似“逆流而
上”,却实则将学科本身从琐碎的争议中抽离出来,移到了更清晰的能直视其宏观面貌的位置。
传播的未来是传播研究实现交叉融合的未来。跨学科便意味着“学而不专”吗? 我想这是无须
太过担忧的疑问。传播学科从来不至以孤独,相反,它与生俱来的开放性使其必然走向多维度的学
 
科交叉之中。作为新兴学科,传播学的发展正是基于本学科内核,不断吸收他者理论成果与方法知
识,进而创造出自身独特范式体系的过程。许多人拔高了现代社会趋向专业细分的精神,却遮蔽了
社会结构之中日趋紧密的联系。恰如作者在书中所呼吁:“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整体性、同源性、
互动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生态建构与学术特点。它们既各有特点、具有个性,又同根同源、唇齿相
依、相辅相成、共进共演。和则两美,离则两伤”。作为试图回答人类如何认知世界,人类如何体验
世界的学问,若不能以融合的姿态来面对多元文化,多极生态的世界,传播学又何以回应人类生生
不息,变化无穷的传播经验?
传播的未来是传播学者回归本土寻根的未来。从大众传媒体制到传播范式研究,国内对于传
播的“西方化烙印”一直以来充满相当激烈的讨论。随着“本土”的存在被卷入激烈动荡的全球化进
程,“本土”自身的概念实际并未得到详尽解释。如同黄旦所质疑,“本土化”时常以他者为参照,陷
入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以我的‘不同’,丰富你的‘认知’,我的还是你的”。① 本书对于创造中国
特点的本土传播学依然充满期待,本土化的路径被诠释为“原义”、“格义”、“创义”三种层次。本土
与世界相连,与历史相连,亦与现在和未来相连。寻根本土,乃是“让我们知道它哪里来”,“让我们
知道它要到哪里去”。从该书的视点来看,本土化似乎是一种对霸权的回应,是“自我”存在的证明。
在变动不安的世界体系中,“本土”又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内涵,本土化正是想激活蕴藏于“本土”
之中的文化自觉,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力,进而实现与西方的平等对话。
传播的未来是传媒进入新的全球秩序的未来。全球化是大众媒介最为乐此不疲的话题之一。
我们在移动通讯终端,历数网页上流动的新闻榜单,阅读美联社的通讯,收听BBC的评论,接受来
此地球另一端的信息图景,并在社会化媒体中反复转引。全球地理空间距离的拉近使得任何看似
遥远的信息都近在咫尺,我们亦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地接近未知的自由。不过,一如亨廷顿所言:
“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3]7问题在于,当今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广受认同
的全球传播秩序。在全球传播时代,我们不仅要接受全球化的事实,亦需承认“反全球化”的存在。
在新的全球传播体系之中,我们还需进一步厘清发展与共识、合作与独立、改变与守恒、新技术与旧
传统、媒体集团化与传播个人化等多种特质之间的关系。
传播的未来是传媒系统不断批判内省的未来。传媒处于人类传播的中心,事实上,自传媒文化
工业兴起以来,人们关于其批判之声便从未停止过。这种批判或许并非意味着一种强制力,而更多
意在为传媒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敲响警钟。随着公民社会进程的深入,大众传媒必然被更多地与公
共福祉相连。本书作者正是基于此,抛出了关于新闻媒体同质化、信息污染与信息低保、电视娱乐
节目庸俗化、媒介恐怖主义等一系列拷问。在看待传媒系统内省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至少需
要考量:其一,作为权力的传播如何支配话语,建构社会秩序;其二,作为信息的传播如何弥合知识
鸿沟,促进公民成长;其三,作为产业的传播如何分配资本,平衡市场利益;其四,作为意识形态的传
播如何营造共识,消除隔阂。
传播的未来是传受者生态更具专业性的未来。在新的传播技术革命下,一大批极具自主性的
内容创作者应运而生。在电子游戏社区、字幕组、维基百科、知乎、豆瓣、博客、微信等平台,草根的
个体通过分享自身专业知识,亦拥有可能成为线上“精英”的机会。传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趋向模
糊,权力落差亦趋向扁平。受众不再被动,而是能给予积极反馈的受众,是同时作为“传者”的受众。
受众利用媒介技术,判断媒介内容的素养在提高,“自媒体”的存在挑战着传统媒体的新闻产制,媒
体从业人员不得不提供更专业、更具深度的内容用以适应市场。专业化的传者与受众生态必然催
生更丰富的传播形态,促进人们更积极地传递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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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黄旦先生2011年12月9日在厦门大学所作题为《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反思与批判》的学术报告。
未来不可一语而道尽。
总体观之,邵培仁先生用他多年以来积累的思考在本书中描绘了一个片段化的未来,一个正在发生
的未来,一个充满魅力的未来。在叙述中,作者有意无意地区分了传播、传播学与传媒的概念,但更多的
时候,三者相互跳跃,融为一体,我们的视角也因此随之跃向经验,跃向学问,跃向日常。它既忠于学术,
也堆聚着个人感悟式的细节。在信息与技术不断更迭的历史空间中,传播的本质虽不曾改变,但理解传
播的过程在不断深入。更多的致力于促进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传播手段正被开垦。
传播的未来为何? 这是我们都在思索的命题。《传媒的魅力》正是传递着这样一种尝试。它带
我们超越藩篱,将视野投向未来与理想:它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们的困惑,但是它最可靠的地方,
仍是那种行走在字里行间,对专业理想的孜孜不断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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